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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赞誉



虽然我们并不期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医治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灵丹妙药，但是它对我们过去有关创新的传统观念和惯性思维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这是极其有价值的。《创新的创新》在这个时候出版，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为合适的人群，提供了合适的内容。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



较之科技创新，社会创新的范围更广、影响更深、挑战更大，是创新中的创新。中国正处在经济与社会的大转型中，很多看似多年难解的问题，换一种思路、改一种技术，往往能有所突破。黄亚生教授、王丹博士和张世伟博士的这本新书从组织、方式、过程和方法上对中外社会创新的前沿进行了梳理，很值得一读。



国务院参事　汤敏



黄亚生教授与王丹和张世伟两位博士提出的社会创新范式，是对万众创新的最科学诠释，是互联网时代发挥群体智慧解决人类发展所面临问题的最佳选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知名创新学者　陈劲



从西方到东方的一系列经验表明，唯有真正开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创新，商业领域的创业和创新才有可能持续。对社会创新问题的探讨与研究，黄亚生教授与王丹和张世伟两位博士做了很多功课，无疑具有相当的发言权。他们的思考和建议，尤其适合当下中国社会。创业与创新需要市场个体与政府机构以及相关社会组织共同努力。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财经》杂志执行主编　何刚



《创新的创新》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让每个人的潜能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出来，曾经高不可攀的创新创业门槛不断降低，网络连接、开放、共享的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人人因此都能参与创业创新，每个人都能书写创新史。创新应该由大众广泛参与，而不是依靠少数头脑偶发的灵感推动，这就是社会创新的精髓所在。



易宝支付CEO及共同创始人　唐彬



很高兴看到黄亚生教授和王丹、张世伟两位博士的新作：在“碎片”和“干货”充斥的信息荒漠中，创新是什么？创新是科学家、实验室高冷神秘的产物吗？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激励、一次鼓动：创新的力量在于每个社会成员，“你”就是推动社会创新的力量。在信息技术普及和Web2.0的环境下，原有的创新方法注定要创新。我们做早期投资的，投的是创新、帮的是创业，大家一起来推动创新的创新吧！



德丰杰龙脉基金执行合伙人，老鹰天使基金创始人　刘小鹰



黄亚生教授的上一本书告诉我们，从经济发展规律而言，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并没有什么不同；而这一本书告诉我们，从发展创新的机制而言，中国还有很多差距，要建立支持创新的环境，机制本身也需要创新。



互联网趋势专家，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　王煜全






推荐序一






众创时代，我们更需要对创新思维的创新





钱颖一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这已经成为共识。不过，什么驱动创新，却不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有一些固定的思维，即创新就是高科技，源于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少数精英，而他们的背后是政府的力量、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是举国体制的优势。

但是，这既与历史事实不相符，更与当今全球创新的趋势不一致。在当前全国上下拥抱创新的时刻，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对创新思维的创新。黄亚生教授与王丹和张世伟两位博士的新书《创新的创新》，正是这样一本可以改变我们创新思维的书。

这本书通过丰富的事例为我们展示了社会创新的创新趋势。几位作者定义的“社会创新”是“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公开透明、自下而上、分权决策的”创新范式。这种创新范式有多种表现形式。通过创业来创新是它最自然的一种形式，微软、苹果、Facebook等都是我们熟悉的通过创业成功创新的例子。即使是大公司，除了直接组织研究开发外，还会进行不太为人所知的社会创新，比如这本书中列举的思科“I-Prize”和IBM的“创新Jam”。政府也是一样，不仅是直接参加创新的主体，也是推动社会创新的力量。书中介绍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超级挑战赛（Grand Challenge）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开放式创新项目，都是政府推动社会创新的成功范例。

当然，社会创新不仅只发生在国外，也不仅仅只是在技术和产品领域。本书特别介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1978年开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并把它列为中国社会创新的第一例，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像小岗村的农民那样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所推动的。2014年在全球风靡的“冰桶挑战”也是一个成功的社会创新，它不仅是一种筹款形式，也让很多人开始关注患有某种特殊疾病的群体。本书也把2015年年初柴静的《穹顶之下》作为社会创新的例子，它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大肆传播，对中国突出的环境问题的暴露，获得了空前的震撼效果。

20世纪的市场与计划之争，产生了哈耶克有关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著名理论。哈耶克的洞见是，市场效率来源于分散决策可以充分利用分散信息，而计划经济从上到下的决策过程无法有效率地使用这些分散信息。21世纪不再争论计划与市场，全球都认同创新是驱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熊彼特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预见，终于获得了人们的共识。不过，创新究竟是自上而下的，由专家、精英、政府驱动的封闭式过程，还是自下而上的，由大众、草根发起的开放式过程，却还没有共识。熊彼特一开始就把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或创业精神联系在一起，并把政府和大企业的官僚体制看作是创新的制度障碍。如果我们把哈耶克关于市场可以充分使用分散信息的洞见运用于创新，就自然会得出“自下而上、开放式的创新，一定是可以最好地利用分散信息的创新”这一结论。有趣的是，哈耶克与熊彼特都是奥地利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成型，但当时并未成为主流。不过现在，他们的经济学思想已经被其他经济学家广为接受。

在中国，尽管从1992年开始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2013年被写入权威文件，但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根深蒂固的思想依然随处可见。在创新领域，那种对政府主导创新和政府支持创新的渴望，不仅在政府部门、高校研究机构，而且在企业中也十分强烈。国有部门在向政府索取资源和特殊政策时更加便利，特别是如果创新能与“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相关时。

值得庆幸的是，自下而上的、开放式的创新思想在中国开始替代自上而下的、封闭式的传统创新思想。2015年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入官方语言的第一年。虽然我们并不期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医治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灵丹妙药，但是它对我们过去有关创新的传统观念和惯性思维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这是极其有价值的。《创新的创新》在这个时候出版，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为合适的人群，提供了合适的内容。




推荐序二






众创是一群人的浪漫





唐彬



易宝支付CEO及共同创始人

我和黄亚生先生相识是在2015年5月的“湛庐文化·未来创客”的论坛上。当时受湛庐之邀，我和亚生及其他嘉宾一起探讨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创新经济，分析中国创新经济的路径选择。

有意思的是，当时作为创新创业典范讨论的两所大学，正是我的母校斯坦福大学和亚生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在创新和创业的问题上，相似的教育背景、同有横亘中西方的商业理论和实践，让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共鸣。

在亚生参与创作的新作《创新的创新》中，我首先注意到其中一个论题——15年内，美国将有一半大学破产。这真是一个大胆而有颠覆性的预言！

这个预言不经意看有些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不过细读下去，深刻理解社会创新的内涵，就可以知道作者们所言非虚。恰如书中所言，“社会创新本质上就是人人参与的创新。创新不再是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的专属，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参与其中，以一种‘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精神积极地发挥着作用”。这也就是我经常提到的“互联网发展已经将我们推入了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时代”的精髓之一。

20多年前我来到硅谷，见证了互联网走向大众，令人激动的第一波。这一波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娱乐以及购物的方式。20余年后，在移动互联网大背景下，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技术不断走向成熟，互联网步入深水区，开始波澜壮阔的第二波。在这一波里，互联网从比特回归原子，开始深入改造传统商业和社会，全面影响我们的生活。

互联网带来了开放、分享、透明、去中心化的新思维，从底层改造了我们的世界观。互联网也带来了新的技术，如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并通过层出不穷的智能终端把人们和服务紧密联系起来，改变了商业活动和我们的生活。

单就创新创业而言，人们获取信息、知识和智慧的方式更加快速便捷，同时用凯文·凯利的视野来审视，互联网让信息、知识和智慧的排列组合可能性无限增加，由此推动创新的极大繁荣。

此外，互联网还改变了面向创新的组织形式，传统公司呈金字塔架构，等级森严、边界明显。在今天，公司已不再是推动创新诞生的唯一组织形式，各有所长的创新者可以通过网络便利地组合起来，自下而上、灵活高效地推动创新的诞生。而3D打印等推动互联网浪潮从比特向原子回归的技术兴起，则更缩短了从创新创意到实体产品的路径。此外，互联网金融，如第三方支付、众筹、P2P等的崛起，都为创新创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些新兴形式还可以再一次创新组合，比如3D打印和众筹结合起来，就改变了传统工业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路径，从而推动了创客的兴起。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让我们每个人的潜能都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曾经高不可攀的创新创业门槛也在不断降低，网络连接、开放、共享的精髓也在互联网时代演绎得淋漓尽致，人人因此都能参与创业创新。从此开始，创新创业的史册所记载的不再只是少数几个天才精英，每个人都能书写创新史。创新应该由大众广泛参与，而不是依靠少数头脑偶发的灵感推动，这就是社会创新的精髓所在。所以在我看来，众创是互联网时代一群人的浪漫！




前言






不仅仅是创新，而是创新的创新



这本书从创作到现在，已经耗费近两年时光。选择“社会创新”作为我们的第二个主题是因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尤其是在第一部关于创新的著作，即《MIT创新课》中发现，麻省理工学院开展创新创业的过人之处在于其自下而上的开放式创新模式，而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诸多意义重大的创新均具有自下而上的开放式创新的特点。在团队多次的碰撞与思考中，“社会创新”这一主题逐渐浮出水面。

社会创新是人类为了解决多样化的问题，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公开透明、自下而上、分权决策的一种创新组织范式。社会创新是对如何创新的创新，是区别于传统自上而下、相对封闭、保守的创新模式的新范式。社会创新并非新生事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欧洲的经度之战。但是，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社会创新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经进入社会创新2.0版：其创新的可能性、创新领域、创新参与者和成功概率都将呈现指数性增长。

创新就是一切。数千年来，放牧与耕种、战争与帝国、哲学和宗教都没有对人类的福祉产生质的影响。但是，在200多年前，蒸汽机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社会人口和社会发展都增长了90倍。前两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均持续了100多年。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被人类寄予厚望，但其发展在90年代达到高峰后，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已经开始下降。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总结了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我们至少在唾手可得的果实中生活了300年……然而，在最近的50年中，那些唾手可得的果实已经开始逐渐消失，但我们还在假装它们依然存在。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一片技术荒漠中，而且那里的树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稀少。”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首先是技术性失业，人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将会被取代，就如同马曾经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后来被拖拉机取代了一样；其次是“大峡谷”式的贫富差距，信息时代“赢者通吃”的竞争法则与技术性失业交织在一起加速着贫富分化；再次是由“MOOC革命”引发的大学破产潮，成本危机、劳动力市场变化和新技术革命将会颠覆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大学将迎来一场“地震”；最后，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社会阶层流动性降低，意味着出生在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将很难通过奋斗获得更好的生活和职业，难以进入较好的社会阶层。

失业、贫富差距、大学破产潮、社会阶层固化、环境恶化、老龄化……这些都是全球性问题，是新时代的“大挑战”，单靠某些国家、政府或企业已无法解决，传统创新模式显得力不从心。“大挑战”呼唤着“大智慧”。如何迎接大挑战？或许，社会创新的案例能够给我们新的激励和启发。传奇钟表匠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发明了航海精密计时器，解决了经度定位这一世界性难题，奠定了英国海上霸权的地位；退休的无线电频率工程师布鲁斯·克拉金（Bruce Cragin）解决了NASA预测太阳耀斑的难题；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在危机时刻的自发式创新改变了中国人受饥挨饿的历史，创造了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奇迹。

普遍的观点认为，创新就是创造出全新的、重大的东西。事实上，创新并不完全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所说的0和1的概念，也不完全是创造出全新的和历史断绝的重大的东西。创新的本质实际是将已经存在的东西进行再组合。我们获取的知识越多、征服能力越强，发现“再组合”的创新本质观就越正确。以往，创新是“高冷神秘”科研机构的代名词，相对封闭、自上而下集中决策的传统创新体制依然是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国家主导式创新。这种模式还是有它巨大的能量和作用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社会创新这一对创新进行创新的新模式。在社会创新模式下，将会有大量的积木块产生，它们将以前所未有的、更加有效的方式组合创新。为什么社会创新能够有效解决重大挑战和难题？“猜重量比赛”和“糖豆试验”（见第1章）为我们解开了谜团，把我们带入了群体智慧的浩瀚海洋中。

一种众人参与创新、更加开放、由下而上自发的社会创新模式在各个领域悄然兴起，并在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NASA的开放式创新项目、DARPA的超级挑战赛是政府机构主动进行社会创新的代表性项目；思科的“I-Prize”、IBM的“创新Jam”、海尔的“人人创客”战略是大企业打破封闭边界，寻求社会创新的表现；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哈佛催化剂”项目（Harvard Catalyst）、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创建的网络在线免费教学计划edX等，是大学打破传统科研创新体制，进行自我革命的尝试。除此之外，最近十多年来，私人科学在美国的兴起为社会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

创新不断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原有法则。改革开放后，经过30多年的“赶超战略”，中国不断引进技术和资本、扩大产能，通过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制造环节，几乎重构了全球工业格局，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未来科技创新环境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无疑，这是一次真正依循生产力内在逻辑，以创造性为最终价值的变革。这一变革有可能颠覆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令压低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并不断扩大产能、依赖外需的“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此次变革需要我们对创新方式、组织、过程和方法进行创新，即对创新的创新。

科学无国界，创业有国度。科学是全球性的，一项重大科技创新可以使全人类受益；但创业是自主的、有国度的，创业者和企业家通过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推动所在国的经济增长、就业率上升，并在不断的竞争中获得能力的全方位提升。社会创新是一种自然的、自发的行为。“需求是发明之母”，社会创新是有意愿、有能力的创新者基于社会的需要和需求，自觉地参与其中、乐于其中的自然过程。

美国大多数科学家和企业家都有着“科学执迷情结”，这使得美国的致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技致富”。中国政府有很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但鉴于社会创新的特点，其鼓励社会创新的方法亦有所不同。降低创新创业者的政治风险、政府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为创新创业者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可能比直接号召、组织和“搞运动”式的做法更加有效和持久。

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曾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The struggle of China is the struggle of the world.）我们没有理由不参与其中，并为贡献一份力而感到振奋。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发那些形色匆忙、精神迷惘之人“驻足思考”的欲望，在碎片信息严重过剩、系统知识极度匮乏的信息荒漠中，提供一片系统、深入、全面思考如何改变世界的“创新绿洲”。



黄亚生　王丹　张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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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创新组织范式的社会创新模式




社会创新是人类为了解决多样化的问题，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公开透明、自下而上、分权决策的一种创新组织范式。其本质是一种创新的组织范式，是对创新人员和活动的新型组织形式。当今中国需要社会创新。




当人类文明从工业社会向知识和服务社会转型时，社会文化、组织结构以及人的行为方式都会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新旧更替随处可见，创新领域也不例外。种种迹象表明，创新范式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根本的，是对“创新的创新”（innovation in innovation）——一种被称为“后熊彼特创新机制”（post-Schumpeterian innovation regime） 
 


[1]




 的创新范式正在悄然兴起，那就是“社会创新”。 
 


[2]




 社会创新本质上就是众人参与的创新。创新不再是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的专属，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也能参与其中。社会创新同时是人的世界观的一场认知革命。我们在本书会用不少篇幅来讲社会创新参与者的动机，他们不再受狭隘的“天下为我”经济理性人假设的限制，而是以一种“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精神积极地发挥着作用。




社会创新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本书所提倡的社会创新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区别。



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思考



鼓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创业与创新，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社会价值导向，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如果要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则需要更深入的逻辑分析。

首先，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大众创业会减少劳动力供给，发动大众进行创业，就会给就业市场带来负面影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需要衡量就业和创业哪一个对经济影响更大。同时，还需要厘清创新和创业之间的关系，创业不一定有创新支持，创新成果也不一定会促成创业。没有创新支撑的创业，对社会就业有带动效应，对国家发展有活跃经济的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待考证。尤其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创业与就业哪个对经济影响更大？关键看创业是否有创新依托。一般情况下，大公司在创新方面活跃度不高，所以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十分鼓励发展中小企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鼓励创新。也就是说，除非创业是有创新基础的，否则很难断言创业优于就业；如果创业是有创新支撑的，创新创业会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如果社会就业不充分，提倡创业是有空间的，但此时失业者或对就业不满意者会自发性地创业。在这种状况下，政府除了倡导大众创业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降低创业的成本，放松城市管制，清除创业创新的人为壁垒，为有意愿、有能力的创新创业者提供一个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不充分就业情况下，创业与创新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人们在意的是工作机会，这个工作机会可能是他人给与的，也可能是自己创造的。本书作者之前对“创新创业”的问题已经有过详细的讨论，《MIT创新课》一书中详细描写了MIT的创新与创业是如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何从创意到创新，并转化为创业，MIT有一整套成熟完善、可供借鉴的做法。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社会创新之间的关系



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种创新创业的社会行为，都提倡让创新和创业走出大学和科研机构。有别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本书所倡导的社会创新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社会创新是有科技需求、有平台、有组织的创新模式，平台和组织能够发挥聚集创新要素的作用。
 随着社会创新模式逐步兴起，一些专门从事开放创新服务的平台或网络也随之快速成长，其中比较知名的平台有InnoCentive、X大奖、TopCoder、“哈佛催化剂”等。这些平台虽然服务领域各有侧重，但其基本运作方式是相同的，即为有解决具体科技问题的需求部门（科技需求方），和愿意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人（科技供给方）搭建一个平台和空间，提供专业的组织和中介服务。社会创新有别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一点是社会创新是有平台、有组织、较完善的评估系统。目前，国内的众创空间更多的是为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提供一个可以共享的物理空间，并没有具体的创新需求，也没有专业的平台和组织者，更没有为解决具体的科技挑战将供需双方组织在一起。


其次，社会创新模式下政府是创新的需求方，而不是供给方。
 比如，在社会创新模式下，美国的政府机构部门都会通过社会创新的方式向公众“发包”科技难题，鼓励社会人士参与“科技挑战赛”，大赛的奖励和规则公开、简单、明确，通过挑战赛来推动科技进步。比如，NASA的开放式创新工程，是寻求开发一些研究和技术问题的创新性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往往是在短期或是长期内持续影响载人航天领域中人的健康和工作的挑战。NASA会将这些挑战通过第三方开放创新平台（比如InnoCentive、Yet2.com和TopCoder）发布给国内外的参与者。这些试点项目已经证明，社会创新模式能够有效解决NASA所面临的研究和技术问题。再如，具有浓郁军方背景的政府机构DARPA，其无人驾驶汽车项目和机器人项目都采用了社会创新的方式向全球发起“超级挑战赛”。目前，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中，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鼓励大众投入其中，推动创新创业的供给，而没有与之对应的需求。如果供给多于需求或者相对盲目地供给，都有可能引发泡沫或是过剩的风险。


再次，社会创新需要社会信任作支撑，如果没有社会信任，社会创新不会持久发展。
 开放性是社会创新模式的显著特点，在开放的氛围中如何保证参与者的智力和技术成果不被盗用和窃取，参与者的利益保障和参与过程的公正透明除了需要专业的平台具有很高的组织能力之外，更需要社会信任的支撑。社会创新模式之所以在美国能够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建立在社会信任基础之上。




中国和全球资源配置法则



回顾历史，每一次工业革命均是一次世界经济结构的洗牌，而中国曾三次与工业革命大潮失之交臂。1793年，当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兴起时，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的通商请求，从而错过了融入全球分工的机遇。1871年，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西方一日千里，清朝北洋通商大臣完颜崇厚出访法国，却对电力的应用置若罔闻。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又蹉跎于意识形态斗争，使得中国大陆再次被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远远甩在后面。



中国改革开放的“赶超战略”



改革开放后，经过30多年的“赶超战略”，中国不断引进技术和资本，扩大产能，通过深度嵌入全球分工的制造环节，几乎重构了全球工业格局，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呼啸而至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美欧国家和地区凭借其强大的技术与人才优势，通过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化、小型化、人性化技术演进，正力求颠覆“集中生产、全球销售”的模式，从而夺回制造业中心的位置。而在技术、管理、制度环境均相对落后的中国，再次面临严峻挑战。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均等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单一价格法则”（the law of one price），这意味着生产者会寻找成本最低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企业家可以在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寻找和雇用能满足其技术要求的员工，如果中国工人能够做与美国工人一样的工作，那么企业家自然会选择成本更低的中国工人。这样的选择对于中国来说是有利的，并且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生产要素的单一价格法则印证了这样的预测：美国制造商将会从本土转移到生产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的确，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持续下降。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 
 


[3]




 等人做过估算，美国制造业员工人数减少的1/4是由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引起的。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数据会发现，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发达国家失业率上升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自1996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也在下降，大概下降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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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中国工人并没有真正替代美国工人，而美国工人和中国工人都在被更加有效率的自动化所取代。其结果就是，两个国家都能用更少的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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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洞见




长期来看，自动化对就业的最大影响不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而在目前依靠低成本劳动竞争的发展中国家。如果通过安装机器人或是其他自动化设备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则发展中国家所依赖的低成本优势便会荡然无存。而这一趋势已然开始了：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正在通过大规模安装和使用机器人来代替雇用工人，并且未来几年将会购买和安装上百万台机器人，而最先受到冲击的可能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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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改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原有法则



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如果整个产业链的绝大部分都实现了自动化，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对企业的吸引力便会随之下降。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商业系统比较强大，能够更容易获取供应商、合作者和顾客，那么这个地方对企业的吸引力就会持续存在。但从长远来看，企业的选址标准可能会被其他标准取代：更短的产品流转时间，更加贴近消费者、工程师、设计师和训练有素的员工，以及更加规范的法制环境等。如同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中心（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CSAIL）的罗德·布鲁克斯教授（Rod Brooks）所言，这种变化将使制造业重新回流到美国。

由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不仅停留在制造业领域，在一些服务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例如，由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开发的交互式语音应答系统（interactive voice-response systems）正在将呼叫中心的业务自动化，这将会对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做呼叫中心服务外包业务的印度和菲律宾产生较大影响。当然，中国也有大量的呼叫服务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一带个别城市。将来，有可能被自动化取代的不仅限于呼叫业务，如果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很多中国承接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都是相对程序化和结构化的业务，而这类业务是最容易被自动化取代的。换句话说，中国的离岸外包业务已经处在被自动化取代的路上了。



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



无论从本次科技革命的发生机制还是其影响程度来看，中国面临的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无疑，这是一次真正依循生产力内在逻辑、以创造性为最终价值的变革。这一变革有可能颠覆既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使得压低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价格，不断扩大产能、依赖外需的“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当今中国不再如清朝时期一般拒斥经济国际化和技术创新，但中国仍然没有解决如何创造孕育技术革命的土壤问题。这需要在中国发生一次技术、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的全面变革，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一次内生的，与科技革命同样深刻的管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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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动力。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互为因果，二者的协同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转型。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跨越发展、多种社会形态并存以及后发、叠加、渐进、自主等特征，在实体、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都面临着特有的难题，问题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的协同发展，特别是当社会创新能力不足时，对社会创新能力的投资应当具有优先权。

此次变革对中国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创新出多少新科技或是创新出多少新产品，因为这些都属于创新的结果。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对创新方式、组织、过程和方法的创新，即对创新的创新。以政府主导的各个领域专家团队构成的自上而下的传统创新模式在迎接前所未有挑战时，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诚如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科斯所言：“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但世界的奋斗也会影响中国的奋斗。如何充分调动和有效组织社会每一位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社会创新模式”在新的环境和挑战下已经呼之欲出。社会创新在美国和欧洲已经悄然兴起，并会在未来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对国内外社会创新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将为我国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之路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方式。




自下而上的创新组织范式



自18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分析和解释人的行为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可以说，“理性经济人假设”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工业文明时期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这个基本假设的解释力度和范围越来越受到挑战。比如维基百科、“人肉搜索”等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设”无法解释的。在知识社会中，人的动机和行为更加符合“社会人假设”，他们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有强烈参与其中和奉献其中的意愿，哪怕这个行为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回报。他们参与其中时，多数并不是基于追求利益的考虑，更多地是以一种兴趣爱好或为了得到认可和尊重，甚至是成就感而参与其中的。马克思说过“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劳动权是人权的重要部分，那么知识社会中的“创新”也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成为人的一项基本需求和权利。



社会创新的内涵



前面做了很多铺垫，这一部分我们将给“社会创新”一个明确的界定，并且讨论与其他类型创新的联系与区别。



“社会创新”概念的使用和讨论



随着人们对社会创新的重要性程度认识的不断提升，“社会创新”一词的使用领域和频率也随之扩大和攀升，其中包括商业、市场领域，同时也包括公共部门和大众都将一些创新称为“社会创新”。

目前，对于什么是社会创新、该如何界定社会创新这一问题，仍然存在较大争论。在已有的定义中，一些比较狭窄的界定将很多社会创新活动都排除在外了，尤其是那些来自市场中的社会创新活动；另外还有一些定义过于宽泛，将一些不属于创新的项目和组织也列在其中，尽管这些项目或组织为它们服务的社区带来了好处。“社会创新”难以界定的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使用该词汇形容的事物既不属于“社会”范畴，也不属于“创新”范畴。很多时候，人们都将诸如“改革”“改善”“现代化”和“节能增效”等词与社会创新一词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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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们对商业、科学和技术的研究相比，社会创新属于一个新兴领域，所以人们对其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甚至会存在被误解或是曲解的可能。另外，社会创新属于交叉学科领域，研究者们分别从自身的专业背景进行研究：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公共财政进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在美国进行；商业和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尤其关注知识的传播和创新的过程；社会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领域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运动和权力。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多的学科领域展开研究，部分原因是，社会创新没有固定的边界，几乎适用于所有领域。社会创新可以跨越所有的部门，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第三方中介、家庭和个人；社会创新还跨越了所有的领域，从能源、健康到房地产等。

社会创新的新兴领域丰富多彩，从学习和护理老人的新模型，到减少浪费、改善社区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新方法。并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参与到社会创新的研究和实践中，图1-1显示了一些正在兴起的社会创新组织和活动。

就如创新在技术领域和商业领域的表现不同一样，社会创新与“改善”“变化”以及与“创意”“发明”也是不同的。虽然“创意”和“发明”在创新领域中非常关键，但它们却忽视了使之起作用的实施和扩散阶段的重要性。因此，从过程角度来看，社会创新比“创意”和“发明”所覆盖的过程更长。尽管如此，这种界定依然无法将“创新”与“改善”“变化”“发明”截然分开，它们之间存在着交叉，并会相互作用和影响。例如，其中一些社会创新是渐进的，是在之前的基础上的提升；还有一些社会创新是突发的，是以全新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和行事。创新可以是破坏性的（disruptive），也可以是建设性的（generative）。破坏性创新能够破坏原有的生产、消费和渠道模式，并且生成新的思想和创新。





图1-1　社会创新举例



资料来源：European Union/The Young Foundation，2010；http://young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2/10/Study-on-Social-Innovation-for-the-Bureau-of-European-Policy-Advisors-March-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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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破坏性创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


又叫颠覆式创新，是一种与主流市场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创新活动，它的破坏性极为强大，一般成果的企业都难以适应这类创新带来的挑战。

社会创新一词还经常与“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和“社会创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一起使用，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交叉，但绝不等同。“社会创业”一词是用来描述某些人为了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中弱势群体的问题而进行的投资和创业。社会创新比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的概念都更广泛，可以说，社会创新包含了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从过程角度来看，社会创新可以被描述为新的服务、组织模式、技术或产品的发明、扩散和使用的过程，不管它们是以营利为目的，还是非营利导向，也不管它们来自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领域。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要发动群众的聪明才智。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中曾有文章描述了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社会创业的关系：与社会创业和社会企业不同，社会创新突破了部门之间的界限，超出了现有的分析水平，也超越了现有的、产生持久影响的战略、策略和理论。社会创新可能确实包括发现和培训更多的社会创业者，并且也很有必要为社会创业者创办的社会企业或组织提供支持。

不管怎样，还是有一些研究和实践社会创新的个人和团体尝试着界定社会创新的概念。或许是因为社会创新领域太新了，即使我们对它的认识在逐渐深入，但在对社会创新概念的界定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这里列举影响力比较大的几个。

Phills，Deiglmeier和Miller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上的文章中将社会创新界定为：“一个全新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与原有方案相比，该方案具有效果好、效率高、可持续的特点，该方案以提升整个社会的价值为目标，而不是针对个人。具体的社会创新成果可以是一个产品、生产过程或是技术，还可以是一项原则、一个思想、一则法规、一个社会活动、一次介入，或是它们的组合。”

英国国家科学、技术及艺术基金会（The UK’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Arts，NESTA）以相似的方式定义了社会创新，但更加强调社会创新的资源和目的。根据Harris和Albury的观点，社会创新是一种为了明确的社会和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新，是一种为了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这种社会需求在市场经济中经常被忽视，并且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通常也无法解决。社会创新既可以发生在公共部门之内，也可以发生在公共部门之外。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其他部门都可以开发社会创新，用户和社区也可以进行社会创新。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出上述定义的不同了，进行界定的人或组织都依托着各自的背景，由于所在学科和领域的局限，他们对自己专业以外的领域开发和使用社会创新的情况并不是特别了解，但大多数定义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强调社会创新应该以解决“社会挑战”（social challenges）为导向和以非营利性为目的。这样的定义基本上自然而然地把私营市场部门排除在外，这样的理解似乎把我们的视角拉到了一个比较狭窄的领域，一个市场经济和公共部门都无效的领域，这是社会创新可以发挥作用和影响的领域。

再看看社会发展面临的真正挑战吧：经济停滞、失业持续、资源枯竭、环境危机、贫富差距、社会阶层固化……这些问题是社会发展面临的真正挑战，需要社会企业、社会创业、慈善机构的参与，更加需要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政府组织，甚至是个人的参与。而且，实际上，企业集团、政府组织和知名人士也是在通过社会创新的形式参与其中，并且活跃在迎接社会挑战的最前线（详见第2章中的社会创新案例）。因此，社会创新与其他创新的本质区别并不是参与主体的不同（公共部门、私营部门或其他部门），而是这些部门都在分别，甚至是合作进行社会创新；它们的本质区别也不是创新内容的不同（技术创新还是非技术创新），实际上社会创新既可以推动技术创新，也可以推动非技术上的创新；它们的本质区别更不是是否以盈利为导向，在以市场经济规则为主导的社会中，没有私营部门的参与，单靠其他组织和个人去迎接挑战是不现实的，更多的情况是需要这些部门之间进行紧密合作。正如《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社会创新突破了部门之间的界限，超出了现有的分析水平，也超越了现有的、能产生持久影响的战略、策略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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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洞见




在信息社会中，社会创新模式最早源自软件领域的“开源创新”（或叫“开放式创新”），随后在信息产业被广泛接受和推行，之后这种开放性的创新方式被医药、航空等多个高新科技行业采用。




社会创新的内涵界定



社会创新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社会创新是人类为了解决多样化的问题，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公开透明、自下而上、分权决策的一种创新组织范式。所以，社会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创新的组织范式，是对创新人员和活动的新的组织形式。经济学家哈维·布鲁克斯（Harvey Brooks）说过，组织创新应该在先，然后，技术创新的成果会逐渐证明这种创新的组织模式是否有效，而不是反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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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社会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组织范式，可以称得上是对创新的创新。作为一种创新的组织范式，社会创新的外延比较丰富：社会创新的内容可以是技术的、非技术的，可以是解决具体的问题、产生新思想的；社会创新的目的可以是经济导向的，也可以是非经济导向的；社会创新的领域可以是制造业、服务业或是其他行业；社会创新的参与主体可以是经济组织、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校，甚至个人。该创新组织形式与传统的创新组织形式相比，具有显著的开放性（openness）和分权性（decentralization）两大特点。

社会创新是一种新的创新范式，有别于工业社会时期封闭和集中式的创新范式，社会创新以开放性和分权性为特点，是信息和知识社会的产物。社会创新不局限于每个具体的创新领域、创新过程或是创新成果，而是对“创新的创新”，是“后熊彼特时代的创新机制”。

社会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范式，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涉及社会的制度结构、公共政策和人的思维方式，甚至一些想当然的基本假设都将发生变化。比如，“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但在社会创新模式中，该假设可能是不成立的。社会创新模式将开启人类认识问题的全新视角，同时也会创造很多新的可能性。

社会创新作为未来社会的一种新的创新范式已经被逐渐认识和证实。克里斯汀·布鲁兰德（Kristine Bruland）和大卫·莫厄里（David Mowery）认为，创新体制的基本结构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不同的阶段分别被描述为不同的名称，当一个新的创新体制出现并取代原有体制时，它会为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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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再次强调：“这种变化会给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带来影响，而不是人们通常强调的某个战略产业或某项战略科技”。而这种新的创新方式会在一些高新产业或组织部门发生，然后逐渐蔓延到其他行业和组织，最终成为一种创新模式而被社会广泛接受。



社会创新的本质特点





开放性



将创新的过程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是社会创新最关键的特点之一。科技公司、技术院校、研究组织不是创新的专属，公民、消费者不再只是提供需求信息的个人（这是传统创新模式对他们的定位），他们将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或提供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能够反映社会创新开放性的词汇和概念有“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客户一体化”（customer integration）、“众包”（crowdsourcing）等。只有组织或部门把问题开放，社会上的个人或团体才能够参与进去，因此，开放性是获得社会参与的根本前提。英国国家科学、技术及艺术基金会认为，社会创新的参与者可能来自多个方面，包括私有市场、公共部门、第三方机构或是家庭和个人。那么，社会创新的目的也包含多个方面，有的解决社会问题，有的解决企业问题，有的解决其他组织的问题，也有的解决个人具体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可能有些是营利性的，有些是非营利性的，还有些是公益性的，也可能是介于这几者之间的。

开放性也是社会创新模式区别于传统模式的一个最显著特征。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创新模式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创新模式。在该模式下，少数被称为科学家或是专家的人通过独享专利的形式将科学创新“封闭”在很小的社会范围内。而诞生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创新模式则打破了这种封闭的状态，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新的主体、都拥有创新的发言权和参与权，这种开放式创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以实验室为边界的创新模式，创新组织和创新活动的边界都在社会人员的广泛参与中变得模糊和泛化，创新形式也更加多变和富有弹性。在多主体参与、多要素互动的过程中，作为推动力的技术进步与作为拉动力的应用创新之间的互动推动了科技创新。只有当技术和应用的激烈碰撞达到一定的融合程度时，才会诞生出引人入胜的模式创新和行业发展的新热点，这种技术创新的推拉式双螺旋互动带动了创新多主体、多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有利于创新涌现的新生态。

开放整个创新过程是社会创新开放性特点的主要表现，在创新的整个过程中，公司、科技院校和研究机构不再是专属的创新参与者，大众消费者和公司的顾客不再局限于为商家提供需求信息（这是传统创新模式中顾客和消费者被赋予的功能），他们会与创新机构一样，共同参与到创新和开发过程中。最近比较热门的词汇和概念，比如“开放创新”“顾客创新”“创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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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创新网络”等都显示出创新体系在逐渐向更多的社会人士、团体和组织开放。实际上，出于经济增长的考虑，创新已经演变成一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将会对个人的生活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此，创新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将已有的知识汇集起来，依靠多样化研究主体的共同智慧，探索出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在价值。如同沃尔克·沃尔克兹（Volker Volkholz）所言，在社会创新模式主导下，成功的创新过程不再是哪个科学家或科研机构采取行动的成果，最终将会是“群体智慧”（collective achievement）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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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性



分权性是社会创新模式的另一个本质特征。传统创新模式中，创新方向的选择以及创新资源的分配都是由上至下集中决策的，掌握或者影响决策权的人非常少，所以容易滋生垄断和腐败。简·法格贝格（Jan Fagerberg）在《牛津创新手册》中描述了国际创新研究的发展轨迹，指出创新模式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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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熊彼特指出的那样，“集中”（cluster）只是在一定的部门、一定的区域和一定的时间段内的创新特征。以“集中”为特点的创新方式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在该模式下，行业和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创新被分割在各个体系森严的组织中，相互之间很少沟通。另外，“集中”还表现在整个创新体系的决策方式上，创新方向、选题和资源由行业内的几个专家集中决策、集中选定。

知识经济时代的网络化特征推动了知识的传播与共享，成为知识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创新也在随之经历这一个民主化的进程。埃里克·冯·希贝尔教授（Eric von Hippel）从客户参与创新的角度诠释了创新的民主化历程，并指出，不管喜欢与否，企业都应该转变成为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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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学中，所谓的分权就是为了发挥低层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把决策权分给下属组织，最高领导层只集中少数关系全局利益和重大问题的决策权。社会创新模式中的开放性，决定了创新参与者的多样性。分权决策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各方参与者的创新积极性，还能够充分激励他们合作创新出更好的成果。因此，分权性不仅是社会创新模式的本质特点，也是推行该模式的必要前提条件。

越是基础的科学领域，越需要分权。政府作为出资人代表资助基础科学研究，但其身份也只能是出资人，不能决定或是干涉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因为“计划好的发现是不可能的”（Planned discovery is im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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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洞见




约翰·卡多根（John Cadogan）从影响人类历史的多项突破性研究成果中发现，没有一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创新是来自完全设置好的科研项目的。激光、X射线、核裂变、DNA、干细胞等这些颠覆式创新都是科学家偶然发现的结果，科学家们往往会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些不是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正是这种偶然性带来了颠覆式创新，也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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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科学研究正应了中国的那句俗话：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因此，在科学和创新领域，如果决策过于集中，则没有“插柳”的机会和空间，最终反而不利于重大创新成果出现。创新政策制定者的最大贡献不是制定专利和发明的目标，而是给科学家和创新者提供近乎绝对的思想和研究自由，包括犯错误的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偶然，没有偶然就没有发明。

世界知名学科交叉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The MIT Media Lab），聚集了多个领域出色的科学家和研究者，他们在获得资助时，出资人并不会要求他们提交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可行性和可能的研究成果。出资人只要看重这个科学家的研究能力，并对他的研究感兴趣，便会资助其研究。这种由研究者自我决定研究方向和领域的模式能给科学家最大的自由空间，才能获得更多意外的收获。这样自由的环境也吸引着更多的科学家聚集于此，因为在这里不会有人指着你说：“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不是我们原定的计划。”出资人是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对待科学研究，不管出资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他们并不关心科学家在做什么，只要他们与其培养的学生一起对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创新即可，重要的是能够接触到这些科学家，给科学家以支持，让他们有一个开始创新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分子结构中心实验室主任张曙光博士总结了科学前沿领域研究的7项关键成功要素，其中前两项都是关于科学自由的：第一项是“科学研究不能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响和干预”，第二项是“鼓励自下而上的原创思想”。

可以说，今天社会上的所有创新都是相关的，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各样的创新都将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不管这里的社会具体指的是社会大众、公共组织，还是专业机构。一些学者十分赞同社会创新的关联性，认为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社会创新之间都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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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项社会创新就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组合或再组合，这些社会活动是由具体领域和环境下的推动者或是杰出人士倡导和组织的，目的是改善现有实践，或是提供更好的问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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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的概念和模式虽然已经在很多领域开始推行，但受到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目前，多数企业依然采用传统的创新方式，投入巨资进行创新，以顾客现实的或潜在的需求为导向，而对社会创新的投入仍然较少，很多企业甚至没有意识到社会创新模式的存在和影响；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创新方面的投入更少，它们依然坚信只有传统的专业和系统科研机构，才能胜任这一重大使命。这种思维模式太保守了、太落后了。



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与技术创新相比，社会创新可以分别是技术创新的前提、伴随状况或是结果。如果说技术创新的生产力功能是建立在运用能源和资源的基础上，而社会创新的生产力功能则更加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和象征性的“软资源”；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功能，而社会创新的导向则是多元化的，这是由社会创新参与主体的多样性所决定的。科技创新的参与主体主要是科研工作者，而社会创新的参与者除了具备专业知识的科研工作者之外，还有更多来自专业之外的人士，因此社会创新具有更为广泛和强大的社会力量，能够在交叉与合作的社会网络中形成。

虽然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当代中国转型发展、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社会创新对技术创新有三点根本性作用：一是社会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新的组织模式，通过发动社会资源，为科技领域提供更多的创新可能；二是社会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社会支持系统，消除不利于技术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因素；三是克服和减少技术发展中产生的负面问题，提高全社会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社会创新是一种综合性创新，不仅涉及科技领域，还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例如，体制、制度的创新也是社会创新的主要领域，而市场化、民主化是最为根本的制度创新。



社会创新模式与传统创新模式之间的关系



社会创新模式与传统创新模式之间虽有本质区别，但却相辅相成，这是两种模式之间的基本关系。目前，相对封闭、自上而下集中决策的传统创新体制依然是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各个国家主导的创新方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一种众人参与创新、更加开放、由下而上自发的社会创新模式在各个领域悄然兴起，并且在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传统创新模式在工业经济时代深化了专业分工，提高了创新效率。但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该模式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首先，创新参与者资质受限，创新被封闭在一些专业研究机构中，不具备一定资质要求，没有相关研究积累的社会人士很难参与其中。其次，因为研究领域和专业的限制，只有在该领域内的专业人士才能有机会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而该领域之外的人则没有参与创新的机会，这种专业界限使得创新越来越狭窄。再次，地域的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研究经费的划拨是根据各地政府预算来推行的，因此该行政区域之外的人想要申请到研究经费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创新被局限在一个行政区域内的专业人士，而其他人则被自然地排除在外。

传统创新模式的局限性必然会带来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结果。首先，由于不对社会开放，所以会忽视或自动屏蔽很多潜在可能的创新，同时也浪费了社会创新资源。其次，面临着更大的失败风险，因为创新方向单一，创新资源集中，必然带来更大的失败风险。再次，创新成果传播受限，由于创新被人为封锁，社会公众很难了解有哪些创新以及这些创新的社会或经济价值，这种创新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使创新成果的传播和利用受到限制。

创新参与的开放性和创新决策的分权性是社会创新模式区别于传统创新模式的本质特点，这决定了社会创新模式在创新中能够发挥重大作用。首先，能够更好地创新。社会创新模式鼓励人人参与创新，通过充分调动社会创新的积极性，有效利用丰富的社会创新资源。多样化的参与者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更多的创新可能性和问题解决方案，从而大大降低了创新失败的风险。其次，能够更快地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充分调动了社会资源，随着参与者数量的增加，信息的聚集量会成倍增加，必然会加快创新的速度；同时，由于更多人的参与和关注，也会快速提升创新成果传播的速度，使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社会价值。再次，能够使创新成本更低。由于社会创新模式降低了失败的风险，大大降低了创新成本，从而使有限的创新投入发挥更大的效用。

虽然社会创新模式与传统创新模式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但社会创新模式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否定、推倒传统创新模式，反而能够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挥出“创新杠杆效用”。这个杠杆作用主要体现在与传统的创新方式相结合，撬动更大的外部创新资源，最终协同原有的内部创新资源，共同完成创新目标，使创新更好、更快且成本更低。目前来看，社会创新模式刚刚兴起，主要发挥补充作用，即当传统创新模式无法解决问题时，社会创新模式才会派上用场。比如一些挑战人类前沿科技的项目、政府的公共项目和一些引领行业发展的企业和研发机构的项目。但随着社会创新模式被越来越多地采用，其在整个人类创新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或许在将来会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创新模式。而创新模式演变的整个过程中既有相互融合，又有相互竞争，最终形成适应知识时代的创新模式。两种创新模式融合与竞争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人为地简单否定一方或肯定另一方。




群体智慧与Web2.0





为什么群体智慧可以激发社会创新





“猜重量比赛”和“糖豆试验”



1906年秋季的一天，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离开自己的城镇，前往周边的一个乡村。他的目的地是一年一度的西英格兰鲜肉和家禽展，主要参与者是当地农民和周边居民。那天，一头牛被屠宰了，目的是让人猜测它的重量。集市上聚拢过来很多人，纷纷对这头牛的重量下赌注。先后共有800个人过来碰运气，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屠户和农民。加尔顿从此经过，对这项猜测产生了兴趣。竞猜结束后，加尔顿从组织者手中借来了竞猜者们的票据，经过检查发现，共有787张票据符合规范，而有13张票据是无效的。他找来笔和纸张，对每一个下赌注的人进行了统计，把787个人猜测的重量进行加总求和，然后再求平均值。加尔顿认为，这个平均值与真实值肯定相去甚远。毕竟，下赌注的人多数是屠户和农民，即使有聪明的人和他们在一起竞猜，最终的平均结果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愚蠢的答案。

但是加尔顿错了，虽然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这头牛的重量，但所有人的答案加在一起却得出了准确的结论。787个下赌注的人猜测的重量平均数为542公斤，而这头牛的真实重量为543公斤。相对个体而言，群体的猜测相当精确，加尔顿总结道：“群体对于民主判断的准确性，要比预想的可信得多。”

为了搞清楚这个现象，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位实验员并没有屠宰一头牛，而是用了一大罐糖豆模拟了类似的实验。4510粒各种颜色的糖豆被装进了一个大大的透明玻璃罐中，然后他抱着玻璃罐找人猜测，里面到底装了多少粒糖豆？有人猜450粒，有人猜5000粒……事实上，让人们确切地猜出罐子里到底有多少个糖豆是非常困难的。实验员先后让160个人参与了猜测，大多数人的猜测都比较离谱，从400粒到5000粒不等，其中，只有6个人的猜测与实际数量比较接近。但是，当实验员把所有人的猜测结果加总求和后为722383，然后除以160进行平均，结果是4514.90，与4510是如此的接近！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有的人猜的多，有的人猜的少，当样本量足够大时，不同猜测结果之间的正反误差便会相互抵消。这证明了群体是优于个体的，而这种现象被叫作“群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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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上的“猜重量比赛”和BBC的“糖豆试验”用我们的话说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适当的环境下，群体智慧的表现非常突出，而且通常比群体中最有智慧的人还聪明。即使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见多识广或富有理性的智者，但他们依然能够作出充分体现群体智慧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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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群体智慧在世界上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作用。或许“猜重量比赛”和“糖豆试验”还过于简单，不足以说明群体的智慧，下面介绍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案例来进一步证明。



股市对“挑战者”号爆炸的急速反应



1986年1月28日上午，太空火箭“挑战者”号（Challenger）开始发射，73秒后达到了16600米的高度后爆炸了。由于对“挑战者”号的发射进行了现场直播，所以，爆炸的消息立刻得到了飞速传播。8分钟后，道琼新闻在线（Dow Jones News Wire）播放了这个灾难。随即的几分钟里，投资者开始抛售参与“挑战者”号制造的4家公司的股票。这4家公司分别是：负责制造航天器及主要引擎的罗克韦尔国际公司（Rockwell International），负责管理地面支持系统的洛克西德公司（Lockheed），负责制造火箭外部燃料箱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Martin Marietta），还有负责建造固体燃料助推器的莫顿·赛奥科公司（Morton Thiokol）。

截至当天中午11：30，洛克西德公司的股票下跌了5.82%，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股票下降了3.18%，罗克韦尔公司的股票下跌了5.76%，莫顿·赛奥科公司的股票跌停；至下午12：36，洛克西德公司的股票和罗克韦尔公司的股票价格开始逐渐上涨；至下午1：00，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股票也开始逐渐回升。但直至下午4：00交易结束时，莫顿·赛奥科公司的股票不断下跌。中午恢复交易之后，莫顿·赛奥科公司的股价下降了6%，当天下午4：00结束交易时，其股票价格已经下降了近12%。

股票市场的表现说明了什么？是否意味着莫顿·赛奥科公司应该对导致“挑战者”号的灾难事件负责？对比其他3家公司股票价格的逐步回升，而莫顿·赛奥科公司的股票价格却一路狂跌，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信号吗？事实上，当天没有任何一个公众评论指出莫顿·赛奥科公司应该对此事负责，并且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还刊文澄清了两个谣言，这两个谣言也没有一个与莫顿·赛奥科公司相关，最后，《纽约时报》称“目前尚无引发此次灾难的任何线索”。

不管怎样，市场是对的！6个月后，负责调查“挑战者”号事件的总统委员会公布了真相：这一灾难的直接起因是两个O形橡胶圈引起的故障。O形橡胶圈是由莫顿·赛奥科公司生产的，用来密封发射器固体燃料箱上的接缝，但由于天气寒冷，橡胶圈失去弹性，致使燃气泄漏，引发了爆炸！4家公司中，只有莫顿·赛奥科公司负有责任，其他3家公司都没有责任。换句话说，在很短的时间内，股票市场就已经搞清楚了是哪家公司应该对此事负责。那天，股票市场中的众多股票销售者和购买者准确预测和验证了事实！



社会创新模式的理论基础——群体智慧



如此短的时间内，股票市场是如何搞清事实真相的呢？虽然存在众多的解释，但没有一个是极具说服力的。正如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莫琳·奥赫拉（Maureen O’Hara）所言：“虽然市场在现实中表现得非常有效，但我们并不清楚致使市场如此有效的理论是什么。”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 Surowiecki）在《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
 ）一书中给出了答案：我们当中的多数人，不论是选民还是投资者，是客户还是经理人，似乎都相信宝贵的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认为精英们作出的决策更加明智，很少有人相信“乌合之众”也能像专家那样做得如此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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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体的智慧》一书中，索罗维基通过对公众文化和心理学、蚂蚁生物学、行为经济学、人工智能、军事历史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群体作为整体比精英作为个体更聪明，在解决问题、促进创新、英明决策甚至是预测未来方面，群体都要优于个体精英！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社会创新模式的理论基础，即群体的智慧优于个体。用中国的一句俗话概括就是：“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虽然我们的先人早已经琢磨出“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个道理，但是中国历史上的体制却完全拒绝了这个思维模式：如果三个臭皮匠真能赛过诸葛亮，那么他们肯定会赛过刘备，更可能赛过刘禅。但我们的体制从来是赋予刘备、刘禅之流无限的权力，而把三个臭皮匠压在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最底端。

但是我们也不能盲从“臭皮匠们”的群体智慧。人类社会出现过多次集体非理性行为，尤其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多次出现群体狂热、集体破坏等行为，正如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在《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一书中所写：“群众一旦开始集体疯狂，那么只有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会找回自觉。”另外，法国作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其经典著作《乌合之众》（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中写到，这些群体是低智商、容易被鼓动、在群体的掩护下会失去判断力的群体。

可见，“群体智慧”不是无条件的，群体智慧的发掘和发挥需要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 多样性，群体决策的可靠性是随着群体人数和差异化程度的增加而上升的，因而必须确保不同个体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

● 独立性，独立的信息来源与个体思考是获取群体智慧的前提之一，并且独立性能够保证个人不会轻易附和其他人的观点；

● 分权和民主，确保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分权体制中自下而上的信息和决策是主要形式；

● 汇集，群体决策要有效、明智，必须赋予群体充分吸纳其成员各种观点的机制。

正是因为群体智慧，使得群体决策的质量在很多时候超过群体中的大多数个体的决策质量，甚至会超过“专家”的决策质量。多种不同信息和观点的对抗及互补是群体决策的优势。但是，在激发和利用群体智慧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难点需要解决和克服：首先是效率问题，当群体成员较多时，如何提高群体决策的效率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次是独立性的平衡问题，即群体成员在参考别人意见的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再次是分权与民主的平衡，如何在汇集信息、观点的同时，又不汇集权力，即确保分权和民主；最后是知识产权问题，如何更好地调动群体的智慧，同时在他们沟通和交流过程中的智慧成果能够得到保护或补偿。

“乌合之众”和“群体智慧”可能只有一念之差。一个群体是会变成“乌合之众”还是能够发挥出“群体智慧”，仅仅满足基本的条件之外，还需要有效的组织形式。发挥群体智慧的组织形式对人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个体智慧与群体智慧之间一定存在正相关吗？什么样的问题更适合由群体智慧发挥作用？群体智慧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重大作用？这些问题是尚未解决的问题。或许，没有哪本书能够给出所有的答案，但人类社会会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例证。其中，社会创新就是建立在群体智慧基础上的一种能够充分发挥群体智慧，具有开元性、开放性、民主性、自下而上的人类创新组织模式。本书将围绕上述问题详细展开，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案例展示，以期探寻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社会创新模式的技术基础——Web2.0



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群体智慧的发挥提供了绝佳的技术条件。2005年，在索罗维基出版《群体的智慧》一书时，Web2.0还是新鲜事物，他还用猜测牛的重量和猜测糖豆的实验来佐证群体的智慧。而今，群体智慧的应用案例已经俯拾皆是，比如谷歌的PageRank算法、维基百科、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国内的应用有百度百科、QQ、微信、新浪微博、人人网、优酷视频和豆瓣的推荐阅读，等等。Web2.0并不是一个技术标准，而是一种新的互联网方式，通过网络应用促进网络上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和协同合作。IBM的社群网络分析师达里奥·德·朱迪希巴斯（Dario de Judicibus）认为：“Web2.0是一个架构在知识上的环境，人与人之间互动产生出的内容，经由在服务导向架构中的方程式，在这种环境中被发布、管理和使用。”Web2.0为科技发展与社会变革带来的是通信技术引发的信息革命，促使知识社会产生了面向未来、以人为本的“创新2.0”模式，即社会创新模式。

其实，早在1999年，彼得·德鲁克就曾指出，当时的信息科技走错了方向，因为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是“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中的“信息”，而不是“技术”本身。如果仅仅注重技术层面而忽略了信息，就只是一具空壳，不能使社会增值。而社会创新正是信息“互动、分析、关联”的最终目标，是社会增值的根基。更早的时候，也就是1945年，经济学家哈耶克就持有这样的观点：知识是非均衡的，并且广泛地分布在社会的个体中，社会的最大挑战是找到获取这些分散的、非均衡的知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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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2.0的出现为实现获取这些知识提供了完美平台。未来，社会创新模式将在Web2.0的环境下，诠释以人为本和开元创新的理念。这是一个群体智慧的时代，信息业和传媒业的发展让彼此之间的距离变得不再遥远。只要掌握了激发群体智慧的原则，我们便能够激发出更多的社会创新成果，从而不断改善和提升人类的生活和理想。

有了廉价的信息技术和Web2.0，创新便可以在社交网络上快速传播和产生共鸣。潜在的社会网络创新正在被开发，各种社会网络自发地与专业人士相联系，并会将这一创新传播给不同的社会群体，最终加速创新在全社会的传播。如果说分散在各个专业领域的创新属于星星之火，则社会创新属于连通星星之火的网络，最终，专业领域创新与社会创新一起构成“燎原之势”，推动全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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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困境的解决之道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发动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激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并采用更为有效和可持续的创新方式去解决或减轻那些重大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社会创新已经成为全人类社会应对各种重大挑战、改善人类生活之路的一个重要方式。除此之外，社会创新还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民主治理与社会自治以及推动科技创新等。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创新活动兴起的动因是应对全球性的发展问题，比如技术性失业与技术替代、贫富差距的越来越大、大学即将出现的破产潮、社会阶层日益固化、自然环境加速恶化、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是新时代的“大挑战”，单靠某个国家、个别政府部门、企业或是社会组织已经无法解决。“大挑战”呼唤着“大智慧”，而智者在民间。所以，很多先进国家已经开始发动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激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并采用更为有效和可持续的创新方式去解决或减轻上述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社会创新已经成为全人类社会应对各种重大挑战、改善人类生活之路的一个重要方式。除此之外，社会创新还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民主治理与社会自治以及推动科技创新等。


任何科技都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在享用数字科技为人类生活带来魔幻变化的同时，另一些现象也在不经意间发生了。比如，数字技术在许多领域中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尤其是一些我们普遍关注的领域，如财富、收入、生活水平和进步的机会等。数字科技给社会带来的大挑战包括结构性失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学破产潮和社会阶层的固化等。



人会像马一样被替代吗



新经济时代存在一个悖论：GDP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创新速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人们的不安感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工作和工作安全，以及后代未来的生活水平。

凯恩斯曾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一文中预言：“我们正在被一种新的疾病所困扰，可能很多读者都尚未听说过这个疾病的名字，但是在未来的数年中，他们会听到很多次，那就是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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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重新激发了人们关于技术对就业影响的争论。1964年，一个由科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给美国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了，这个时代的组织规则不同于工业时代，正如工业时代的规则不同于农业时代一样，由计算机和自动化控制所构成的新革命将带来生产力的无限提升，同时也会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减少。”

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人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将会被取代，就如同马曾经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后来被拖拉机取代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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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过程中创造的工作岗位多于其消灭的岗位吗



1987年，一个由国家科学院征集的经济学家小组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并在一篇名为《技术和就业》的报告中指出，技术进步过程中创造的工作岗位多于其消灭的岗位。该观点曾经一度占据了主流。但是，这样的判断适合于21世纪之前，21世纪之后的统计数据已经证实了列昂惕夫的观点，即伴随着技术进步，越来越多以人为劳动力的岗位将被智能软件和机器人取代。虽然这样的结果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但该趋势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并且还在持续着。现在，我们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向两个问题：这样的趋势还要持续多久？如何去主动地改变这样的趋势？

这一趋势持续的时间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智能设备或软件与人工的边际成本对比，二是技术变化的速度。在经济社会中，如果生产成果是同质的，则哪个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更低，哪个生产要素就会被采用。首先看一下被技术替代的劳动力数量，边际成本趋于零是信息时代的显著特征，在此背景下，劳动力不会被替代的可能性是他们可以接受的小时工资为零。其次看一下被技术替代的领域，信息和智能技术被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以前不能被数字化的领域，借助信息技术也在被数字化，能够被数字化的领域就可以程序化，能够程序化的领域就可以产生替代。

之前我们认为，工厂里的机械性劳动会被机器取代，现在替代领域已经扩大到更多的领域，收银员将被超市收银机取代，接线员将被呼叫软件取代，银行的出纳员将被ATM机取代，机器操作员将被智能机器取代，泥瓦匠将被建筑模块机取代……而谷歌无人驾驶汽车的问世，预示着汽车司机这个岗位也有可能成为历史。未来，甚至一些个性化的服务类业务都有可能被数字化和程序化，如翻译人员、教师和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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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定律是指，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摩尔定律下的信息科技发展速度呈现指数特征，如果劳动力能够以比技术变化更快的速度掌握技术，则技术性失业的趋势可能会被扭转，但在与技术赛跑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被无情地抛弃在技术发展曲线之后。那些能够领先技术发展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稀缺，他们得到的报酬也就越来越高。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的寿命也会越来越长，凯恩斯甚至料想，长远来看，我们可以做到长生不老，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工作。


纵观历史，被技术替代的例子已有不少，比如鲸鱼油和马，它们曾经都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今天它们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理论上讲，已经出现并有可能继续出现经济不断增长，同时有大批人员失业，甚至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失业的情况。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经济学家们也都有点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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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人员也不能确定具体的缘由，但依据他们对技术的理解，该现象可能是指数增长、数字化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机器智能化和网络智能化，并进一步加剧了该趋势的蔓延。




“大峡谷”式的贫富差距



在信息技术导致技术失业的同时，也将带来另外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加大。信息科技使高科技技术人员获益，而使低技术性员工受损；增加了资本所有者的收入而非一般劳动者的；放大了超级明星的收益而非普通大众的。信息技术使得这些贫富差距趋势交织在一起，加速分化。



信息时代的“赢者通吃”法则：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信息时代的市场是一个“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市场。在很多行业里，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收入差距可以用“大峡谷”来形容，正如耐克的一则广告语所说的那样，“你不是赢得了银牌，而是失去了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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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赢者通吃的市场变得更重要时，收入的不平等将会加剧，因为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的收入与处于中间的人的收入差距会被拉得越来越大。

如果把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进行细分，看看最富有的1%、1%～5%和5%～10%三个人群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的变化情况。变化最快的组是最富有的1%，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的收入占比从不足15%提升至接近25%，几乎翻番。相比之下，1%～5%组和5%～10%组的收入占比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但占比的增长趋势相对温和。

若把1%的人群称之为“明星”，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已经赚了很多钱。但是，“明星们”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看到“超级明星”赚了更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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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的人群中，也就占总人口0.01%的人，在1995—2007年间，他们的收入占美国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3%翻番到6%。这个比重值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的近6倍！换句话说，0.01%在1%人群中的收入占比大于1%人群在所有人中的收入占比。更加直观的数据是，美国有135万个家庭属于1%，他们的家庭平均收入是112万美元，有14588个家庭属于0.01%，他们的家庭平均收入超过了1147.7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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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担忧的是，贫富分化的趋势仍然在加剧，大众在成为“明星”的道路上奋斗，“明星”在竭尽全力地成为“超级明星”，富有的团体会把目光聚焦在更加富有的一小部分人身上……美国的收入分布符合典型的幂定律（Power Law），或者我们所说的长尾理论。比如，每4个身价超过1亿美元的富人中，会有一个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而每4个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人中，又会有一个超过100亿美元的。



为什么荷马无法成为亿万富翁而罗琳可以



谁是“明星”，谁是“超级明星”？他们并非全部来自华尔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史蒂夫·卡普兰（Steve Kaplan）经研究发现，这些人大多来自其他行业：媒体和娱乐、体育、法律、企业家和高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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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还有可能是一些不受重视的行业，比如《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作者J.K.罗琳（J.K.Rowling），是世界上第一位亿万富翁作家。

正如乔治·梅森大学的亚历克斯·塔巴罗克（Alex Tabarrok）所说的那样：荷马、莎士比亚和托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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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挣得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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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以荷马为例，他讲的故事再好，每晚收入也不过是50个人支付的一个晚上的娱乐费用的总和；莎士比亚比荷马好一些，环球剧院（Globe Theatre）可以一次容纳3000人，但与荷马不同的是，莎士比亚不用亲临剧场去赚钱，其剧本是收入杠杆。

为什么罗琳可以成为亿万富翁？为什么会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科技通过数字化（digitaIization）和全球化（gIobaIization）为罗琳提供了成为超级明星的条件。
 罗琳的故事可以通过电影、视频、游戏、文本等各种形式，包括原版书籍，以非常低的成本传播到全球各地。传播渠道的数量是荷马和莎士比亚时代的近百倍；通过数字化，传播成本大大降低，边际成本可以被视为零；通过全球化，受众的规模由几十人、上百人，变成了几十亿人！罗琳的财富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以闪电般的速度实现了指数性增长。而在各大媒体和渠道都充斥着像罗琳这样的“超级明星”的作品时，名气稍微小一点的“明星”们却在成为“超级明星”的道路上惨烈地竞争着。

你知道尤塞恩·博尔特吗？如果你关心体育，你肯定会对他略知一二。2008年8月16日，博尔特在北京奥运会百米比赛以9秒69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刷新世界纪录。201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田径世锦赛上，他又以9秒79的成绩获得百米赛冠军。但你还记得2015年世锦赛是谁获得百米赛亚军吗？——亚军是美国的加特林，他的成绩是9秒80。

这就是“赢者通吃”的残酷现实。奥运会的冠军可以获得数百万元奖励，汇聚着全世界的目光，但却没人会记住亚军的名字，虽然两人的差距可能不足1/10秒！在充满竞争的市场中，CEO人选之间的微小差异却有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市值越大的公司，其寻找最好的CEO的压力也越大，一个影响公司1%收入的微小决策，就有可能为公司带来数百万美元的营收差。比如，市值100亿美元的公司，影响公司1%收入的决策足以产生1亿美元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职业经理人作为市场中第一名的身价高出第二名身价数十倍的原因，虽然两人实质上的差异甚微。正如经济学家、超级畅销书《牛奶可乐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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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在《赢家通吃的社会》（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当一个中士的决策失误时，只有一排人受影响；当一个将军的决策失误时，全军都会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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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还会有“中产阶级”吗



据统计，除去通货膨胀的影响，与2000年相比，福布斯富豪榜中富豪的财富已经增长了5倍；但是美国各阶层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却在降低。而且现在，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收入水平已经低于1999年。很多人都在与技术赛跑的过程中落后了，甚至是落伍了。

经济学家贾里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通过对比美国家庭收支的变化发现，1990—2008年，美国家庭收入增长了20%，而同时期的房地产和大学教育的费用则增加了50%，医疗费用更是增加了150%。该项调查是在经济危机及其前期进行的，现在该问题变得更严重了，未来贫富差距还会加剧。

2011年，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做了一项研究，调查人们在“30天内筹集2000美元的能力”，调查结果令人费解，居然有25%的人认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另外还有19%的人需要借助抵押、销售资产或是贷款来筹集2000美元。也就是说，近一半的美国人都面临经济困境，甚至不少貌似中产阶级的美国人竟以是否会面临经济困境作标准来判断自己是否属于中产阶级。

这种情况在美国已经随处可见，在硅谷和麻省理工学院也是俯拾即是：你会发现创新的步伐越来越快，到处充斥着创业，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无处不在，实验室中不断涌现出惊人的科技；同时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面临经济困境，学生们被巨额债务（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缠身，毕业后却发现要想找到工作并不容易，还有数百万人不得不举债来维持其现有的生活水平。




15年内，美国将有一半大学破产



信息时代的“赢者通吃”、收入差距加大、失业，甚至是破产等问题，不仅冲击着整个商业界，同时也冲击着教育界。2014年6月28日，《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大学的未来——数字学位》（The Future of University
 ）一文，预言在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大学将迎来一场“地震”。成本危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新技术革命将会颠覆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

高等教育是国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曾经是一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的必备条件。2014年夏天，美国迎来约350万大学毕业生，欧洲有约500万大学毕业生。在新兴国家，大学毕业生正在爆棚：中国在近20年中增加了3000万大学毕业生。然而，自从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学院开始讲学以来，教育方式几乎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年轻的学生仍然按照约定的时间聚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聆听师者讲学。现在，一场重大革命正在教育领域悄然孕育和发生。引发教育革命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成本上涨、需求改变和破坏性技术创新，革命的最终结果将是——大学再造。



高等教育正在遭受“鲍莫尔病”



高等教育是所谓“鲍莫尔病”的重灾区——劳动力密集部门的生产率没有提升，但劳动力的成本却在快速上升。虽然汽车、电脑和其他商品的价格已经大幅下降，但靠公共资金支持的大学在提供同样服务的情况下，收取的学费却在不断上升。近20年来，在美国上大学的费用的上涨幅度比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还要高出1.6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陷入了债务危机中，其中，47%的美国大学生和28%的英国大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支付学费而无法完成学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资助每个学生的费用在明显下降，在2007—2012年的短短几年中里就下降了27%；而人均学费却长涨了20%。在英国，20年前的大学几乎不收学费，现在每年的学费平均高达9000英镑（相当于每年1.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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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莫尔病




Baumol’s disease


鲍莫尔病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IIiam BaumoI）在1967年一篇研究经济增长的论文中提出来的。他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一个部门是“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另外一个部门是“停滞部门”（nonprogressive sector，鲍莫尔后来常用stagnant sector指代）；进步部门的生产率相对更快，这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他认为，市政府服务、教育、表演艺术、饭店和休闲等很多服务部门都具有这一特征，整体上看，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更难以提高，正如在表演艺术市场上，300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需要4个人，300年后依然要4个人！因此，随着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反而上升了。

显然，大学将这些逐渐增加的成本大部分转嫁给了学生。2003年以来，美国私立大学的学费增加了28%，并且还将进一步上涨；公立大学的费用在2007—2012年上涨了27%；如果在州内读，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的学费是8400美元，州外大学的费用则高达19000美元；私立大学的人均学费已经超过了30000美元。很多大学生为了完成学业，不得不举债支付巨额学费，目前，美国大学生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1.2万亿美元，有超过700万大学生拖欠债务。很多小型私立大学目前也在努力保持收支平衡。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威廉·鲍恩（William Bowen）谈到大学的“成本疾病”时说，大学正在将大部分资金投向华丽的研究中心、图书馆和校舍，以吸引学生。

政府对待大学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不管是克林顿还是奥巴马，都表示：如果大学不能降低其成本，终将面临危机。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教育经费逐渐削减，大学不得不靠提高学费来弥补其越来越高的成本支出。2000年，美国公共财政支持大学的费用总额接近600亿美元，学费收入金额超过200亿美元，公共财政与学费的比例为3:1；截至2013年，公共财政支持大学的费用总额为750亿美元，而学费总额已经超过600亿美元，二者的比例即将持平。未来，美国大学的收入将主要来自学费，公共财政支持的比例可能会越来越少。在亚洲，大学学费也在上涨，过去5年中，优秀大学的学费大约增长了5%。大学学费的不断上升，已经使中产阶级普遍产生忧虑。在欧洲，大学的学费也在飞涨，1998年，平均每人每年的学费为1000英镑（相当于1650美元），而2012年，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9000英镑（相当于13900美元）。



学生需求的变化



第二个引发教育革命的因素是劳动力市场。环顾全球，对再培训和继续教育的需求增长来自各个年龄段。全球化和自动化明显减少了对中等教育水平劳动力的需求，对这些工人来说，必须寻找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以便在与机器赛跑的过程中不被淘汰。在美国，年龄在3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的大学录取人数逐渐上升，20世纪90年代，这一数字达到314000人；到21世纪初，录取规模达到899000人。这些人与在校学生不同，他们很难保证全职在校学习，高昂的学费也会令他们望而却步。对他们来说，弹性的课程安排和合理的学费是更实际的选择。

同时，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挑战着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在线教育正在经历爆发性增长，因为大部分内容都是免费的，这意味着曾经只有一小部分幸运者才能享有的优质教育，现在已经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随时随地传递给任何人。这种技术上和财务上的冲击同时还伴随着第三个重大挑战：过去大学教育的对象是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而今天，教育的任务还包括对已经步入社会的职业者进行培训和再培训，而这种教育过程会伴随一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来自牛津大学的两位教授，卡尔·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迈克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曾经估算，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会有47%的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取代。为了在与机器赛跑的过程中不被取代，人们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接受培训和再培训是他们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的主要渠道。



破坏性技术创新的出现——MOOC



财务危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正迫使大学教育改变其原有的模式，第三个因素——技术，使冲击变成了现实。网络，这个曾经颠覆了出版、传媒、零售等领域的因素，很快就将颠覆传统高等教育模式。现在，大学面临着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或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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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C通过网络和智能终端，以数字化课堂的形式教育学生，该形式与传统高校教育模式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低成本运行和规模化市场是MOOC能够颠覆传统教育模式的根本原因，世界上最好的课程内容、弹性的上课时间和地点、多样化的课程选择、免费或价格极低的课程费用，这些特点使得MOOC非常具有吸引力。目前，创作一门MOOC课程的成本约为70000美元，这意味着这门课程可以以极低的价格销售，甚至可以免费赠送。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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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MOOC是一种“破坏性技术”。2013年，他预言：“在之后的15年内，美国将有超过一半的大学破产。”未来，大学如何在这样的冲击下生存？如果它们无法应对这些冲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

MOOC是面对社会大众的在线课堂，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学习线上的所有课程。MOOC是远程教育的最新发展模拟，它通过开发教育资源的形式发展起来。MOOC的设计和课堂参与类似于学院和大学课堂，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可以在网络上选择免费或价格很低的优质课程，这些课程大多由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知名大学的明星教师团队打造，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课程。参与者可以免费听课（课程资料和视频都是免费的，还支持下载），可以参加课程讨论，还可以通过较低的价格参与考试并取得学分。MOOC目前还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开放共享，MOOC的参与者不必是在校的注册学生，也不要求其交学费，它面向社会开放，让大家共享；二是规模无限，传统的高校教育模式是一位教师面对一小群学生上课，但MOOC里的“大规模”课堂是针对人数不确定的参与者来设计的。

首个MOOC始于2008年加拿大的一个在线计算机课程。2012年可以被称为真正的“MOOC年”，因为这一年有3个大型的MOOC开始启动：edX，它是一个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合办的非营利性网络教育平台，平台上有很多课程向社会免费开放；Coursera，由斯坦福大学运作的网络教育平台；Udacity，由塞巴斯蒂安·特龙（Sebastian Thrun）创办，他曾经在斯坦福大学担任在线计算机课程的老师。截至目前，三大平台已经向超过1200万学生提供课程。这些学生中来自美国本土的不足1/3，例如，edX平台中有接近一半的学生来自发展中国家。耶鲁大学前校长、Coursera现任CEO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计划将亚洲作为扩张的重点区域。

若考虑所有的潜能，MOOC还没有释放出熊彼特式破坏性创新的能量，甚至绝大多数大学和老师仍将在线教育视为传统学位课程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很多非常知名的大学，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已经减少了对新平台的使用。传统大学还有不少“王牌”在手，比如课堂、考试和认证，还有的大学教育可以创造社会资本。学生可以学习如何辩论、表达自我、与人交流和参加活动，而一所虚拟的数字化大学如何提供上述内容呢？

答案可能是在线教育与实体教育的结合。edX的运作者阿安特·安格威尔（Anant Agarwal）为美国四年制大学课程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学生可以在第一年通过MOOC学习课程，之后两年进入大学学习，最后一年开始边实习边完成在线课程。这种将两种方式结合的选择可能比4年的在线课程学习更有吸引力。这种方式可能对那些想兼顾学习和工作的人也是有利的，他们的时间可以更加富有弹性。实际上，一些大学已经在课程表中增设了网上课程。巴西的尤诺帕大学（Unopar University）通过使用在线资料和每周研讨会，为学生提供价格低廉的学位课程。

在线课程激起了很多学者的反对，他们担心这样会导致大学裁员。当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同意将其颇受欢迎的课程公开在edX上时，他遭受到一些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学者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这样的方式一旦推广，对他们所在的大学将带来“重大的危机”。他们担心，“便宜的在线教育课程会取代教职员工”。另一些人指出，如此一来最大的受益者将是那些像桑德尔教授的明星教师，更会拉大他们与一般教师的收入差距。他们或许是对的：富有活力和激情的老师总是比那些呆滞的老师更加引人注目。而不同之处是，现在更多的学生可以免费获取和分享知识了。

但是，MOOC本身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取代传统高等教育模式需要克服的挑战也不少。比如，学分、学位认证，劳动力市场的认可度，高辍学率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

学分和学位的认证以及社会的认可度是MOOC面临的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MOOC已经可以向学生承诺提供所选课程的证书，从而为学生择业时提供帮助。之前，一些学生认为，这些网络课程的学分对就业可能没有帮助，因为他们担心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对其的认知度和认可度都不高，但是现在这种状况也在发生变化，大学里的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也在逐渐结合。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有超过4500名学生把MOOC的课程视为其总课程的一部分；约翰·肯尼迪大学已经开始接受学生在edX上所学课程的学分，这些学分与在校修的学分一样可以直接计入学位。

但是，目前绝大多数大学仍然没有这样做，尤其是欧洲的大学。为了促进欧盟成员国高校之间的互动性，各成员方的53所大学对彼此的学分相互认可，《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
 ）这样规定：“不管（大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是通过正规的、非正规，还是非正式的学习渠道获取的。”但是，对于MOOC的学分是否会得到欧盟高校的认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西班牙IE大学的校长圣地亚哥·尹尼顾兹（Santiago Iniguez）预测，“欧洲将不会那么快就采用新的学分形式”。而另一些人则对MOOC的学分被认可持乐观态度，认为学生可以非常方便地获取MOOC的优质课程资源，并获得学分，因为这些课程已经向所有人开放了。一旦大批学生开始使用，并获取学分，高校想不认可也难。

同时，MOOC自身也在不断更新，现在已经是第二代MOOC，并试图提供传统大学所提供的课程。佐治亚理工大学与Udacity以及美国著名电信公司AT&T一起创建了在线计算机硕士学位课程，取得这一学位的总费用是7000美元，如果学生想在大学校园里获取同样的学位，则需要25000美元。麦肯锡教育咨询官莫娜·默施德（Mona Mourshead）已经看到了其中的转折点，并指出“如果劳动力市场同样认可这种学分，MOOC的硕士学位就会出现爆发性增长，其他高校也必将接受”。

由于MOOC属于非正式系统，所以辍学率一度较高。甚至一些批评者指出，首次注册MOOC的人中，只有10%最终完成了他们选择的课程。但是，随着一些私人投资者和大学的加入，这一现象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MOOC的免费和低收费模式很难持续，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其后续开发和维护。这一担忧不无道理，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还有一些捐赠者、私人投资者以及一些大公司的加入，资金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哈佛大学商学院即将在MOOC上开始“MBA预科”课程，学费只有1500美元。星巴克已经为其员工订购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在线学位课程。

MOOC对不同大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并不是所有大学都会受到冲击，一些知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等将从中获益。最有抱负的人总是想去最好的大学，可以相互学习和交流。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手打造edX，将最优质的教学老师和资源推向社会，这些知名高校和知名导师将知识传播到社会，社会也将给予他们更多的声誉和回报，他们的名字将会通过MOOC传遍世界。但是，很多中等资质的水平的大学将会遭受类似于报纸一样的命运，就像最近一二十年来报纸集团所经受的那样，大学的收入将骤减一半以上，约有30%的教职员工失业，将有700所学院关门，即使幸免于难的大学仍然需要为生存而不停地奋斗。

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像其他所有的革命一样，高等教育模式的颠覆必将有受害者，比如很多依存于大学的城镇也将随着大学的倒闭而凋落。在一定程度上，MOOC还会加剧学生之间、老师之间的不平等性：具有更高天赋的学生将会比那些无法进入知名大学的学生更加幸福；那些明星教师将会获得大量的财富，而其余的老师只能获得很少的一部分。

政治人物在压力之下难免会卷入其中，来阻止这场大学革命。但他们应该知道，政府的支出应该使整个社会受益，而不是用来保护一些终身教授免受冲击。这场大学革命将使大多数人受益，小部分人受损。MOOC更具有弹性，吸引了很多年龄较大的在职人员参与培训和再培训。根据edX的注册者数据，在线学生的平均年龄为31岁。教育也在全球化，如麻省理工学院通过在线课程发现蒙古天才少年巴图诗·蒙延甘巴亚（Battushig Myanganbayar）。

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让新模式更好地发展，而不是固守旧模式不被淘汰。比如，政府可以为高等教育提供一个通用的检测标准，在巴西，在网上选课的学生可以参加由政府主导的考试。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一个独立的考试认证组织将更有利于在线教育的发展。总之，颠覆一个运行了几千年的教育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MOOC的确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好的教育，很少有像MOOC这样的模式能够紧紧地将社会需求和机遇凝聚在一起。




社会阶层日益固化，曾经的“美国梦”难以再现





孩子无法通过奋斗获得更好的生活和职业






     
SOCIAL






INNOVATION




关键词



美国梦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源于英国对北美大陆的殖民时期，发展于19世纪，是一种相信只要经过不懈的奋斗便能在美国获得更好生活的信仰，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富裕，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和他人的援助。通常，这代表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或是企业家精神。许多欧洲移民都是抱着美国梦的理想前往美国的。尽管有些人批评美国梦过度强调了物质财富在衡量胜利和快乐上扮演的角色，但许多美国人的确认为，这种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找不到也并不存在的。因为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在美国拥有的经济自由相当多，政府扮演的角色相当有限，这使得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极大，任何人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迈向巅峰。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已经开始为失业风险、收入降低和经济困难而备感焦虑，更令人沮丧的是，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在降低，这意味着出生在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无法通过奋斗获取更好的生活和职业，无法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最近的研究证实，通过个人奋斗向更高社会阶层迈进的“美国梦”在以前的几代人中确实存在，但今天其存在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了。

可能很多美国人依然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机遇的乐土上——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理想并获得财富。但《经济学人》杂志通过数据告诉我们：“如果向前推至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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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是高于欧洲的，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如果用一代人的社会流动性来测量，即父辈收入对其成年孩子的影响，美国的流动性是北欧国家的一半，与欧洲流动性最差的英国和意大利没有什么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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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在社会中下层的人继续着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子孙依然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着，几代家庭被封锁在一个固有的阶层里。这种现象无论对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都是不健康的表现。



为什么国家会衰落



2012年，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为什么国家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一书中通过回顾历史，试图揭示国家力量、繁荣和贫穷的根源。经过对比发现，决定一个国家盛衰的原动力不是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文化，而是体制（institutions），如民主、产权和法律等规则，这些体制中既有能够为国家带来繁荣的，也有将国家拖向深渊的，比如屈从于经济利益和根深蒂固的权贵阶层的体制规则，无疑会给国家带来贫穷。他们在另一篇文章中通过案例对比，针对美国的现状，为我们提出了见解和忠告：


繁盛源于创新，如果不为社会的每一位成员提供展示的平台，将意味着社会创新资源的浪费，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下一个微软、谷歌或Facebook将会在哪里出现。如果造就这样企业的人在一所失败的学校接受教育，而且无法进入优秀大学的话，实现这样理想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在过去的200年，美国取得了无数的创新成果和显著的经济增长，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源自创新和投资。当然，创新和投资不会发生在真空中，它们获得了一系列政治支持，包括政治体制的支持。该政治体制保护着社会精英或是一些小群体，使他们免于受到那些靠攫取社会利益为自己谋福利的政治垄断势力的排挤和迫害。



所以，问题的重点是：经济的不平等会导致更大的政治不平等，并且那些被强化的政治势力将会利用权力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使得经济不平等加剧——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目前，我们可能已经深陷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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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已经不是哪个国家面临的某个问题，而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已经在快速发展，而组建在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已经落后于新生产力，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只有构建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新生产关系，才能有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对新生产关系的具体模样并不是特别清楚，但路径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社会创新”，通过调动和组织全社会的智慧，不断创新和突破，迎接各种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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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的本质与起源




创新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深莫测，创新也不是我们认为的创造出全新的和重大的东西，创新的本质是将已经存在的东西进行再组合。我们获取的知识越多、征服能力越强，发现“再组合”的创新本质观就越正确。




创新的重要性一再被强调，甚至可以说“创新就是一切”（Innovation is Almost Everything）。 
 


[1]




 不管按照哪种标准，工业革命都是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事件！瓦特的蒸汽机改变了人类社会，这项技术发明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瓦特并不是蒸汽机的第一位发明者，在他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蒸汽机，但瓦特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探索和改进，一步一步地提升了蒸汽机的效率。当然，真正把蒸汽机大规模运用于纺织、冶炼、机械制造等行业的也不是瓦特。


普遍的观点认为，创新就是创造出全新的、重大的东西。然而事实上，创新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深莫测，创新也不是我们认为的创造出全新的和重大的东西。创新的本质是将已经存在的东西进行再组合。我们获取的知识越多、征服能力越强，发现“再组合”的创新本质观就越正确。



创新就是一切，但我们已经处在一片技术荒漠中



如同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言：“生产率不是一切，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是一切。”因为一个国家长期改善国民生活水平的能力几乎全部依赖于每小时能够增加的产量。世界上很多国家并不具有丰富的矿产和石油资源，也无法靠出口资源致富，因此，它们获取财富的唯一途径就是它们的企业和工人在同样投入的条件下有更多的产出。只有这样，这个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升。

创新就是提升生产力的方式，虽然经济学家们经常在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在创新重要性的认识上却达成了一致：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最重要的基础条件，而创新是免费的午餐。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切实了解为什么需要创新以及如何进行创新，而只强调其重要性，是无法起到显著作用的。只有明白了创新的原因和本质，我们才能找到更好的创新方式。



蒸汽机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



若问什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进步，或许有人会说那要看用什么标准去评判，因为不同的标准给出的答案也是不同的。人类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展示了人类社会进化历程图，答案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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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的右坐标代表全球人口数量，以黑线表示；左坐标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指数，用虚曲线表示；两条曲线基本上并行。

数千年来，人类都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发展着的，变化微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放牧和耕种、战争和帝国、哲学和宗教都没有对人类产生质的影响。但在200多年前发生的一些事件，它们的到来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不管是社会人口的数量还是社会发展（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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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速度都增长了90倍。





图3-1　是什么改变了人类历程



资料来源：Erik Brynjolfsson，Andrew McAfee.The Second Machine Age.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2014；根据第7页图整理。


不管按照哪种标准，工业革命都是迄今为止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事件！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甚至更加精确地说，发生于18世纪后半期的，由瓦特及其团队发明的蒸汽机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1750—1830年之间诞生了很多重要的科技发明，比如，蒸汽机、棉纺机、铁路，这些创新和发明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的影响持续了至少150年的时间。

构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三项主要发明和创新集中出现在1870—1900年，其中包括电力、内燃机、室内洗手间和自来水。不管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它们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持续了大概100年时间。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里（1950—19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效应依然在发挥着作用，比如空调、家电和洲际高速公路等发明。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思想已经被开发殆尽



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最近完成了一项重大研究，研究的主题是过去150年中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是如何变化的。戈登强调了新技术在驱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像我们一样，他也被由蒸汽机和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震惊了。

戈登同样认为，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是世界经济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事件。因为在过去的400年，甚至是1000年，几乎没有显著的经济增长，直至1750年，或者更准确地说直到工业革命开始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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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处在于，该项研究带给他一个独特的发现：1970年以后，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明显下降，而其中的原因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思想已经被开发殆尽。

戈登考察了从公元1300年至今人类社会人均GDP的真实增长率，不同时期用生产力最高国家的人均实GDP增长率表示，所得结果如图3-2所示。其中，公元1300—1906年数据以英国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表示；1906年以后，以美国的值（灰线）表示。有经济史学家曾对1300—1700年这400年间英国人均GDP做过估算，每年平均增长0.2%。1906年，美国的实际人均GDP增长超过英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增长率已经明显下降。





图3-2　英美两国GDP的实际增长率



资料来源：Robert J.Gordon.Is U.S.Economic Growth Over?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Working Pap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August 2012；http://www.nber.org/papers/w18315；根据第4页图整理。


戈登在其著作中有这样的描述：1970年之后，生产率已经明显下降。曾经困扰我们的问题，现在也逐渐清晰起来，那就是重大发明及其附属发明所带给人类的福利是一次性的，曾经的效应已经不会再发生了……留给1970年后的只有二次更新（second-round improvements），比如开发短途支线飞机、将洲际高速公路系统延展至郊环公路、更新居民的空调系统（从窗式机更新至中央空调）。

戈登绝对不是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经济学家泰勒·科文总结了美国经济萧条的原因。我们并不了解我们失败的原因，其实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根本的，但却是简单的、没有引起重视的原因。


我们至少在唾手可得的果实中生活了300年……然而，在最近的50年中，那些唾手可得的果实已经逐渐消失，但我们还在假装它们依然存在。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处在一片技术荒漠中，而且那里的树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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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飘忽不定



始于1960年的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被人类寄予厚望，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见图3-3，以美国为例）。





图3-3　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Robert J.Gordon.Is U.S.Economic Growth Over?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Working Pap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August 2012；http://www.nber.org/papers/w18315；根据第13页图整理。


若将1891—1972年看作第二次工业革命，该时期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幅是2.33%；第三次工业革命在1972—1996年间的生产率年均增幅只有1.38%，只有在1996—2004年间获得了比较明显的提升，年均增幅到达2.46%的水平；但在2004—2012年间，增幅出现明显回落，年均增幅只有1.33%。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9年中，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已经开始下降。2000年以后，新的发明主要集中在娱乐和通信设备领域，即如何将这些设备变得更加轻便、智能和强大，但这些技术并没有明显改变社会生产率，也不像电灯、汽车和自来水那样明显提升了人类的生活水平。

在图3-4中：

● 线①表示1948—2012年间的实际劳动生产率水平（以2005年每人每小时产出为衡量标准）；

● 线②显示的是以1948—1972年间的劳动生产率为基准进行的预测，若按照此期间的生产率发展下去，2012年的每人每小时产出值将达到83.3美元；

● 线③表示的是以1972—1996年的劳动生产率为基准进行的预测，2012年的值为49.4美元；

● 线④是根据2004年以后的生产率进行的预测，2012年的值为58.7美元。

通过对比发现，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了，两个预测值之间的差异显著，以1948—1972年为基数进行的预测值比以1972—1996年为基数的预测值高出69%；而2012年每小时劳动生产率的值为53.7美元，与1948—1972年为基准的预测仍然相差60%。





图3-4　美国劳动生产率：基于不同时期的增长趋势预测



资料来源：Robert J.Gordon.Is U.S.Economic Growth Over?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Working Pap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August 2012；http://www.nber.org/papers/w18315；根据第15页图整理。




GDP衡量了除了使生命更有价值之外的一切东西吗



看到这里，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挑战，我们难免会感觉到沮丧和忧虑。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还为社会创造了一些GDP之外的福利，如免费的数字化产品、更多的娱乐时间、广阔的知识资源、便捷的沟通方式、更丰富多样的选择等。肯尼迪总统说过：“国民生产总值的确不会把优美的诗词、公众辩论的智慧计算在内，它也不会衡量我们的智慧、勇气和学识，不会衡量我们的激情和忠诚，简而言之，它衡量了除了使生命更有价值之外的一切东西。”

2004—2008年，美国音乐产品的销售收入从123亿美元降到74亿美元，骤减了40%。但是，每个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听到更多和更好的音乐，甚至随时随地都能免费享受到最喜欢的歌曲。类似地，还可以在线阅读《纽约时报》《彭博商务周刊》或者《麻省理工斯隆管理评论》，只需支付非常低的价格，而不用专门购买纸质版本。另外，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在线教育平台edX免费学习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手打造的世界上最优质的课程。海外游子可以通过网络经常与家人视频通话，忙于工作的商务人士可以在任何地点通过点击鼠标获得商品和服务，充满好奇的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找到问题的答案……这些都不能产生GDP，但却为人类带来了真正的价值和福利。

或许之后还会有大创新，或许我们应该以更长的时间跨度去衡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效应，但这些可能性的发生都不是可以坐等的。奇迹的出现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是社会成员一砖一瓦的积累。下面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创新的过程和技术的实质来鼓励自己参与其中。




创新的本质是“组合演化”



在理解技术的本质和演化过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蒸汽机的发明过程。



蒸汽机不是瓦特发明的



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改变了人类社会，这项技术发明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这么重大的技术发明一定需要全新的、重大的技术突破才能实现，但在了解了瓦特发明蒸汽机的过程之后，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

古希腊数学家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Hero）于一世纪发明的汽转球（Aeolipile），是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的雏形。约在1679年，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在观察蒸汽高压锅后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的工作模型。约与此同时，萨缪尔·莫兰（Samuel Morelan）也提出了蒸汽机的概念。1698年的英国人萨维利（Savery）和1705年的英国人纽科门（Newcomen）各自独立发明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蒸汽机，用于矿井抽水。纽可门大气式蒸汽机的热效率很低，这主要是由于蒸汽进入汽缸时，因在刚被水冷却过的汽缸壁上的冷凝而损失掉大量热量。因此，低效率的纽可门蒸汽机只在煤价低廉的产煤区得到了推广。

1764年，英国的仪器修理工詹姆斯·瓦特为格拉斯哥大学修理纽可门蒸汽机模型时注意到了这一缺陷，并于1765年发明了设有与汽缸壁分开的凝汽器蒸汽机，并于1769年取得了英国专利。1765—1790年，瓦特进行了一系列发明用来提高蒸汽机的效率，比如分离式冷凝器、汽缸外设置绝热层、用油润滑活塞、行星式齿轮、平行运动连杆机构、离心式调速器、节气阀、压力计，等等，使得蒸汽机的效率提高到了原来纽可门机的3倍多，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蒸汽机。

可见，瓦特并不是蒸汽机的第一位发明者，在他之前早就出现了蒸汽机。但瓦特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探索和改进，一步一步地提升了蒸汽机的效率。当然，真正把蒸汽机大规模运用于纺织、冶炼、机械制造等行业的也不是瓦特。比如，1807年，美国的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制成了第一艘实用的由明轮推进的蒸汽机船“克莱蒙”号。此后，蒸汽机在船舶上作为推进动力达百余年之久。1800年，英国理查·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设计了可安装在较大车体上的高压蒸汽机。1803年，特里维西克把它用于推动在一条环形轨道上开动的机车，并找来喜欢新奇事物的人乘坐，向他们收费，这就是机车的雏形。英国的乔治·斯蒂芬森（Geovge Stephenson）将机车不断改进，于1829年创造了“火箭”号蒸汽机车，该机车拖带一节可载有30位乘客的车厢，时速达46公里/时，引起了各国的重视，开创了铁路时代。



技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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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演化机制是：“新技术”使用已有的技术作为组成元素，“新技术”又会及时变成未来“新新技术”的构成元素，如同积木一般，这些“新新技术”仍然会继续成为更新技术的“积木”……依照这样的方式，慢慢地，最初的少数技术逐渐产生出很多技术，而只使用比较简单的技术作为元素，就能产生更加复杂的技术。


1993年，凯利·穆利斯（Kary Mullis）因发明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该项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复制DNA序列。穆利斯在获奖感言中回忆了当时的创新过程：“不知怎的，我感觉像是幻觉……似乎一切来得那么容易……过程中没有一个是不知道的，创新的每一步都是曾经被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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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利斯所做的不过是重组已有的生物科技，产生出一个新科技。当然，穆利斯重组出来的这项科技却是极具价值的一个。

布莱恩·阿瑟（Brain Arthur）研究了多个发明、创新和技术演变案例，他在《技术的本质》（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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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总结道：“创新就是要找到原本已经存在的东西。”技术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已有的技术进行组合，创新就是先进技术的新组合。技术的演化是在自身基础上进行的：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甚至可以说，技术在自我创造。这种由变换组合构成的技术演化机制被称之为“组合演化”（combination evolution）。通过蒸汽机发明的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到蒸汽技术不断“组合演化”的过程。

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非常赞同上述观点，并认为注重“组合创新”（combination innovation）正是“新经济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有别于传统经济理论的重要区别。他写道：


当人们利用和重置资源，并使它们变得更有价值时，经济增长就发生了……如果没有新的思想，每一代人都会把增长乏力的原因归结为资源有限和负面效应；并且，每一代人都低估了发掘新思想的潜力。我们一直不知道到底可以有多少新思想产生……产生新思想的可能性不是累计相加的，应该是成倍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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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罗默根据重要性对思想进行了分类，把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类命名为“元思想”（meta-ideas），并认为：“或许在所有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是‘元思想’，即支撑其他思想产生和传导的思想……我可以做两个保守的预测：第一，能够引领21世纪发展的国家一定是能够实施‘元思想’的国家，即更加有效地激发和传导私有部门的新思想；第二，该类型的‘元思想’是可以被发现的。” 
 


[7]








“信息和通信技术”是“通用技术”吗



称技术理论体系的先河之作。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什么样的技术发明属于“大发明”？什么样的思想属于“元思想”？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和泰勒·科文认为，能够显著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发明一定是能够在大多数行业广泛推广和使用的技术。显然，那些只能在一两个行业中采用的技术发明不是大发明。例如，轧棉机无疑是19世纪初纺织行业的重要发明，但它在纺织行业之外却很少发挥作用。相反，蒸汽机和电力技术的发明却能在所有领域传播和使用。类似于蒸汽机和电力，能得以广泛推广和使用的技术发明被经济学家称为“通用技术”（G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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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通用技术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GPTs


经济史学家加文·赖特（Gavin Wright）曾经给通用技术进行了简洁明了的界定：“深刻的新思想或技术，是那些能够对许多行业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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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影响”主要是指由大幅提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带来的产出的迅速提升。

GPTs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它们能够中断和加速经济发展。既然GPTs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就需要识别它们，即什么样的技术或是思想才属于GPTs？学者们对GPTs的判断标准也已经达成了共识：普适性，影响非常广泛；改善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不断改善和提升；催生性，可以在此基础上不断催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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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蒸汽机、电力，还有哪些技术属于GPTs？数字化技术能够满足上述三个特征：数字化技术正在沿着摩尔定律的轨道加速发展，被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催生着许多自动化和智能化创新。还有很多人认为“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也属于GPTs。这也是ICT被人们认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的原因。经济学家亚历山大·菲尔德（Alexander Field）曾让公众对这些GPTs进行排序，结果是蒸汽机排在第一，ICT排在第二，电力排在第三。

虽然ICT属于GPTs，但为什么ICT没有像蒸汽机和电力那样为人类社会带来一个持久创新和增长的黄金时期？如泰勒·科文所说：“网络所取得的成果是非常真实的，并且我这里要褒扬它们，而不是贬低它们……但总体上依然是这样：由于网络的原因，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同时我们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便宜的娱乐方式。但是，若把目光转向收入就会发现，不论是个人、公司还是政府，偿还债务变得更加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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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而言之，21世纪的ICT没有满足“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这个根本性标准。

与罗伯特·戈登和泰勒·科文一样，很多人都对ICT持悲观态度。但是，也有人对其充满乐观。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认为，ICT作为GPTs已经诞生了全新的组合、再组合思想的根本方式。像语言、印刷、图书馆或大学教育都在全球数字化网络中加速着组合创新。我们在以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方式，不断地配置和再配置着各种思想，包括以前的思想和现在的思想，以产生出更多的思想。

比如，谷歌无人驾驶汽车能为曾经的GPTs——内燃机带来新的春天。当为一辆普通汽车安装上一个高速运转电脑、一批传感器（这些设备将在摩尔定律下变得越来越便宜）和海量地图与街道信息（感谢“数字化一切”带来的成果）后，这辆车将会像科幻小说中描述的那样——自动行驶。在这一技术被广泛推广之前，我们人类仍在驾驶着汽车，但是Waze软件却能够帮助我们绕过交通拥堵，更快地抵达目的地。Waze实质上是一个位置传感器、数据传送装置（即手机）、GPS系统和社交网络的组合。Waze的创新团队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新技术，他们所做的就是把上述技术组合在一起。Waze的所有电子器件在摩尔定律的作用下将变得足够便宜，并且其所需要的所有信息都可以实现数字化。

数字创新是一种更加纯粹的组合创新方式，每一次创新又将成为下一次创新的积木。数字世界是没有边界的，数字化已经延伸至现实世界，驱动汽车和飞机自我驾驶，使打印机直接打印部件，等等。在摩尔定律下，计算机设备和传感器的价格将大大降低，这些设备将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商业活动中，最后融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从门把手到贺卡。数据化能够将大量的情景转化为数字化信息，这些信息可以被无限次地复制和使用。在摩尔定律和数字化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世界上有潜在价值的积木会成倍增加，组合积木创新的可能性也将随之爆发，而这种可能性在过去是不可能存在的。




发现更多“积木块”，拥有更多创新可能





获得的关注越多，重大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



如果创新的“搭积木”观是正确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随着积木数量的急速上升，最大的困难或许是如何辨别这些无限的组合中哪些具有更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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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效的评判组合创新的方式是吸纳更多的人参与，不但参与评判，同时还参与创新，并且现在的数字化技术已经使这种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参与其中的方式变得可行。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全球的ICT连接在了一起，并且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海量的数据和信息。简言之，今天的数字化环境就类似于一个大规模组合创新的超级操场。开源软件的倡导者埃里克·雷蒙德（Eric Raymond）对此持乐观态度：“获得的关注越多，重大创新的可能性就越大。”



退休的无线电频率工程师解决了NASA预测太阳耀斑的难题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NASA曾经力图提高预测太阳耀斑活动或其爆发准确性的能力。因为作为一种太阳粒子活动，太阳耀斑爆发会给太空、地球和人类，尤其是在太空空间站的工作人员造成重大影响，所以，提升太阳耀斑预测的准确性就显得非常必要。虽然在太阳粒子活动方面已经进行了35年的研究和数据积累，但是NASA仍不得不承认，目前仍旧无法预测太阳粒子活动的爆发、强度和持续时间。最终，一个中介机构将NASA面临的挑战——预测太阳粒子活动的数据和描述发布在了一个名为InnoCentive的网络平台上。InnoCentive是一个以“开源创新”（Open Source Innovation）模式专业解决科学难题的中介机构。有别于传统的创新机构，InnoCentive是“非认证主义”（non-credentialist）的倡导者，鼓励社会广泛参与科学创新，参与者不必具有博士学位，也不必在实验室工作，也没有任何学科、领域的限制，因为不排除物理学家解决生物问题的可能性。

结果是，具有提高预测太阳粒子活动准确性见解和专业知识的那个人不是任何知名航天物理组织的成员，而是一位名叫布鲁斯·克拉金的退休无线电频率工程师。克拉金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镇上，他说：“虽然我不是太阳物理领域的专业人士，但我曾经对磁重联（magnetice reconnection）理论进行过很多思考。”而这一理论正是提高预测准确性的钥匙。克拉金的方法可以实现以85%的准确率提前8个小时预测到太阳粒子活动，以75%的准确性提前24个小时预测太阳粒子活动。这一将理论与数据的重组创新使克拉金从NASA赢得了3万美元的奖励。



吸引社会上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共同解决难题



最近几年来，很多组织都采用了NASA的做法，将自身面临的创新挑战公之于众，吸引社会上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共同解决难题。目前，这种新的创新模式已经有了好几个名字，比较流行的叫法包括“开放式创新”和“众包”。创新研究者拉斯·杰普森（Lars Bo Jeppesen）和卡里姆·拉哈尼（Karim Lakhani）研究了在InnoCentive上公布的166个科技难题，所有这些难题都是一些组织无法解决的。他们发现，通过InnoCentive参与其中的大众能够解决其中的59个，成功率接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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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的专业领域距离问题所在的专业领域越远，提供成功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大。换句话说，这一发现确实有助于那些来自“边缘”的参与者——即他们所受教育、培训和经历与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明显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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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悲观的预测与谷歌无人驾驶汽车、Waze软件、开源创新平台InnoCentive相对比，人们可能会对未来的创新逐渐乐观起来。并且，技术创新不只是来源于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更有可能来源于社会大众中的某个人或团队；技术创新的成果也不只是高级人员或组织的专属，其将惠及我们中的任何人，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开车（或者，未来根本就不需要开车），可以更加准确地预测太阳耀斑，解决食物安全问题、污染问题、能源问题……创新参与的人越多，获取成功解决方案的数量就越多，新技术传播和推广的速度也越快。ICT已经将社会中的个人和专业组织有效地连接起来，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组合创新”的可能。

不过，悲观的预测能够给我们警惕，鞭策我们寻找更加有效的创新方式——社会创新模式。在ICT的技术环境下，通过鼓励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关注，我们对未来的创新以及创新在提升生产率方面充满信心。在新的社会创新模式下，将会有大量的积木块产生，它们将以前所未有的、更加有效的方式被组合创新。




社会创新的起源——经度之战



社会创新并非新生事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欧州的经度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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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年7月8日，英国政府颁布了《经度法案》，该法案规定，能在地球赤道上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将获得2万英镑奖励；将经度确定到三分之二度范围内的人将获得1.5万英镑奖励；将经度确定到一度范围的人将获得1万英镑奖励。为此，英国国会专门成立了一个“经度委员会”（Longitude Board）来解决这个世界难题。这是有确切记载的第一个政府资助民间科学研究的案例，从此改变了传统的科学研究模式——由科学家主导的分别在各个不同领域和国家进行独立研究的模式。一种全新的由全社会参与的，打破科学领域和国别限制，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进行的社会创新模式从此诞生。

经度定位问题是人类进入航海时代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为了克服这一难题，历时3个世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至18世纪末经度定位问题解决），在欧洲各国、各领域的科学家及民间创新团体和个人的广泛参与下，最终得以解决。另外，这一难题的解决还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对创新组织方式进行了革命性的突破和创新，全新的社会创新模式由此诞生。



经度定位——世界难题



远洋航行的纬度定位问题比较容易，但经度定位问题则比较困难，并且一直没能很好的解决办法。古代的航海只能沿着海岸线走，否则等待船员的就是死亡。当初郑和下西洋最远只能到达非洲，因此也不可能发现隔海相望的美洲大陆。那些往来于欧亚非之间的商船都必须沿着固定的航道行驶，依靠汪洋中的海岛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这就给了海盗以可乘之机，他们只要守株待兔即可。

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壮举在欧洲引发了一股航海热，可随之而来的却是灾难：大批船只因为测不出自己的准确位置而迷失于大海中，当时的航海大国西班牙损失尤为惨重。1598年，菲利普三世颁布诏书，宣布设立“经度奖金”，任何找出海上测量经度方法的人都可以获得2000杜卡托（Ducat，西班牙货币单位）的奖励。随后，包括葡萄牙和意大利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都出台了各自的奖励措施。另外，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知道，要想征服世界，必须先了解世界，而科学是了解世界的最佳途径。1666年，当时年仅28岁的路易国王授权法国总理科尔波特（Coalport）成立了“皇家科学院”，花重金把一大批欧洲的顶尖科学家召集到法国，在皇家科学院担任要职。1714年7月8日，英国政府也颁布了《经度法案》，成立“经度委员会”来解决这个世界难题。



经度之战



经度委员会是组织、管理和推进《经度法案》的专设机构，一直存在了100多年，累计预支出去的研究经费高达10万英镑。可以说，经度委员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的研究开发资助机构；《经度法案》也是可以追溯到的第一个社会创新组织模式。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除了大量不靠谱的方法之外，始终存在着两种路线之争：一种是官方的以欧洲顶级科学家为代表的月距法，另一种则是民间的以一个木匠出身的钟表匠为代表的钟表法。双方都在竭尽全力争夺这个奖项，竞争异常激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角逐，最终钟表匠约翰·哈里森战胜了科学家，在获得奖金的同时也成为英国史上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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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钟表匠



哈里森于1693年3月24日出生在英国约克郡的一个木匠家里，跟着父亲学会了木工。哈里森从来没有接受过正统的教育，属于自学成才型。他曾从一位牧师那里借到一本剑桥大学数学家桑德森教授的自然哲学讲座记录，然后自己做了手抄本，并将手抄本命名为《桑德森先生的机械学》，后来又学习了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sophy
 ）。

1713年，19岁的哈里森用木头制作出了一台摆钟。1727年，哈里森开始专注于经度奖项，经过4年的努力，他设计了一种平衡摆，两只钟摆的两头分别用一根弹簧连接在一起。哈里森带着设计图纸，去找经度委员会，经过询问才知道，经度委员会根本没有办公室，于是他只好去找他唯一听说过的人——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新台长埃德蒙多·哈雷（Edmond Halley）。哈雷诚恳地告诉他，经度委员会只有三类人：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航海家，没有人能够看懂他的图纸。在哈雷的推荐下，哈里森去找了乔治·格雷厄姆（George Graham）。此人是当时伦敦最知名的钟表匠，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刚开始格雷厄姆的态度并不友好，但当他看了一眼图纸后，他立刻意识到眼前这个乡下的木匠并不是在开玩笑。结果，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格雷厄姆还请哈里森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临走时，格雷厄姆还从自己的私人金库里拿出200英镑，把它作为无息贷款借给了哈里森。“你不用着急还这笔钱，”格雷厄姆说，“我只想尽快看到你用这笔钱做出一台样钟来。”乔治·格雷厄姆也因此被后人誉为“正直的乔治”。

哈里森拿到这笔巨款后，立刻回家和弟弟一起开始了这项艰苦的工作。5年后，也就是1735年，第一台样钟H1问世，H1重达42千克，被装在一个长宽高均为1.3米左右的铜壳内。经过在里斯本的航海试验，哈里森发现了H1几个设计上的小错误，于是他向经度委员会申请先不在加勒比海试验，而是预支一笔经费，再造一台新的航海钟。

获得另外500英镑的资助后，哈里森又用了3年时间做好了H2。经度委员会对H2进行了一系列比海上条件更加严酷的试验，H2经受住了考验。但哈里森却又一次提出了反对意见，原先的设计不能抵抗船只转弯时造成的离心力，因此每次改变航向都会给航海钟带来微小的误差。完美主义者哈里森绝对不能允许一台不完美的航海钟出海试验，他又向经度委员会申请了500英镑，并保证将会做出一台“世界上最完美的钟表”。

此时，哈里森已经48岁，他举家搬到了伦敦，开始制造H3。他的助手也已经从弟弟换成了儿子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oson），当时的威廉只有13岁。H3进展并不顺利，迟迟不能完工。根据记载，哈里森曾经数次向经度委员会提出延期，并申请经费支持。经度委员会满足了他的要求，先后共给他拨过5次款，每次500英镑。2500英镑的研究经费支持了哈里森19年！1757年，哈里森终于完成了H3。H3只有60厘米高、30厘米宽，35千克重，由753个零件组成，是当时最复杂的一台钟表。哈里森父子已经深感力不从心，便把其中一些部件外包给其他钟表匠制作，但哈里森非常小心地不让他们接触到本体设计。虽然这样做有利于保护专利，但却屏蔽了他人的智力贡献，减缓了改进H3的进度，客观上也给了月距法赶超的机会。

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正是来自其他钟表匠的某个贡献，使得哈里森茅塞顿开，最终解决了经度难题。1753年，哈里森委托一位名叫约翰·杰弗里斯（John Jefferys）的钟表匠为他制作一块私人用的怀表，这块表用到了很多H3的技术，只是这块表的体积被大大缩小了，而令哈里森意想不到的是，这块怀表的精确度却非常之高。于是在1755年，哈里森再次向经度委员会申请延期，他打算把过去的设计推倒重来，制作一块航海用的怀表。1759年，H4问世，它与三位“兄长”相比，实在是个“小不点儿”，直径为13厘米，重1.45千克，作为怀表略微大了一点，但仍然可以很容易就被装进一个银表盒里，随身携带。



月距法



格林尼治天文台第二任台长哈雷病逝后，台长一职由詹姆斯·布拉德利（James Bradley）接任。布拉德利是牛津大学天文学教授，曾经试图测出地球到星星之间的距离，虽然没有成功，但却因此而测出了准确的光速。上任后，布拉德利加快了月距法的研究进程，使经度之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之前，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创始人约翰·弗拉姆斯蒂德（John Flamsteed）的遗孀于1725年出版了《不列颠星表》（Historia Coelestis Britannica
 ），解决了月距法的一大支柱问题。但是，它只完成了北半球的星表，南半球的星表是一个名为尼古拉斯·拉开耶（Nicolas Louis de Lacaille）的法国天文学家完成的，为此他专程前往南非的好望角，在那里住了很多年，最终完成了对南方天空的观察记录。

月距法的另一大支柱问题是搞清楚月球的运动轨迹，这项任务由一个名叫托比厄斯·迈耶（Tobias Mayer）的德国人最终完成。迈耶是一位在地图局工作的制图专家，他于1755年制作了一份《月球表》，准确地描述了月球在任意时刻的位置。迈耶的成功也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参考了瑞士数学家伦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对月球轨道所做的计算。欧拉是个天才数学家，他用一组优美的方程式描述了地球、太阳和月亮之间的相对运动，解决了当时那个连牛顿都感到头痛的数据问题。

1757年，布拉德利拿到了迈耶的《月球表》，通过用自己在天文台观测多年的数据进行对比，他发现《月球表》的误差已经足够小，能够满足经度奖金所规定的精度范围。为了保险起见，他派出多名天文学家，到世界各地进行观测，进一步验证这个表格的准确性。被派遣的人中有一个名叫内维尔·马斯卡林（Nevil Maskelyne）的人，此人在很多方面都与第一任台长——固执的弗拉姆斯蒂德十分相似。他出生于1732年，比哈里森年轻40岁，最终成为哈里森的最大竞争对手。马斯卡林从小就学习刻苦，一心想成为一名优秀科学家，迷恋天文学，除此之外心无旁骛，甚至把婚期推迟到52岁，比弗拉姆斯蒂德还要晚6年。

马斯卡林与弗拉姆斯蒂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马斯卡林一点儿也不在乎到底是谁作出的贡献，只要可以拿来用，他就会毫不迟疑。很多人为此指责马斯卡林的剽窃行为。然而，这样的行为虽然的确有侵犯别人知识产权的嫌疑，但却大大加速了月距法成功实现的进程，即加速推进了科技发展的进程。所以，这样的行为也不乏支持者，支持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尽快解决问题。可见，知识产权的问题从一开始便具有两面性，虽然保护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和利益，但却在知识和技术的共享和交流之间构筑了一堵墙，最终甚至会延缓科技发展的进程。



战争的结果



哈里森最终拿到奖金是在1773年6月。1772年，英国著名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开始了第二次环球远征，库克这次远航的任务之一就是检验航海钟。经度委员会没有让他携带H4，而是让他携带了另一位钟表匠克拉姆·肯德尔（Larcum Kendall）制作的一款山寨H4的航海钟，后人称之为K1，历时3年后，库克船长于1775年2月胜利返回，并盛赞K1给经度测定带来的方便，把它称为“我最可信赖的朋友”。

其实，库克船长对月距法也非常熟悉，并且随身携带着马斯卡林编撰的第一本《航海年鉴》（Nautical Almanacand
 ），他经过试验后发现月距法可以把定位精确到40公里以内，这对于当时的帆船来说已经足够精确了。库克的此次远航经过了炎热的赤道，又要靠近寒冷的南极地带，气候多变，但K1经受住了考验。一路上，库克船长不断对比这两种方法，发现钟表法不但使用方便，受气候的影响更小，而且精度上也丝毫不差。事实上，正是在K1的帮助下，库克船长绘制了第一张南太平洋海岛的高精度地图。

库克的验证终于使钟表法扬眉吐气。可是，哈里森没有等到这一天，1776年3月24日，哈里森去世，享年83岁。作为一个一辈子追求准时的木匠，哈里森去世的日期也相当“精确”——与他的生日是同一天。或许是因为和经度委员会的拉锯战太累了，自从父亲去世后，威廉再也没有制作过一块表，从此彻底告别钟表业。

但是，经度之战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航海钟造价高昂，很多海员仍然选择廉价的“月距法”。马斯卡林坚持每年出一版《航海年鉴》，直到1811年去世为止。后来又有人接手了这个工作，将这本年鉴一直出版到卫星定位法在航海中的应用为止。

哈里森去世后，肯德尔继续制作航海钟，K3的成本已经降到了100英镑，只有当初H4的1/5。在他之后，英国又涌现出一批新的制表大师。托马斯·马奇（Thomas Mudge）是老一代造表大师“正直的乔治”格雷厄姆的学徒，他改进了H4的上弦结构，发明了一种新的杠杆式擒纵器，从经度委员会赢得了3000英镑奖金。但是，真正让航海钟赢得市场的是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和托马斯·恩肖（Thomas Earnshaw），两人都很有商业头脑，致力于航海钟的大规模生产。他俩还分别独立地发明了“锁簧式天文钟擒纵器”（Spring Detent Escapement），为此还带来了一场专利之争。不过，两人的竞争大大降低了航海钟的造价，到18世纪80年代，阿诺德的一台航海钟80英镑，肖恩的则更便宜，只要65英镑。因为售价低廉，每艘船都可以配备好几个航海钟，当年英国皇家海军的“小猎犬”号在1831年启航时就携带了22个航海钟，达尔文就是搭乘“小猎犬”号环球航行时开始构思《物种起源》一书的。

有趣的是，月距法一直没有被钟表法彻底打败，海员们一直坚持用月距法对航海钟进行必要的校正。可以说，正是这两种方法的合作才保障了远洋船的安全。1995年，卫星定位法正式进入商业化阶段，远在太空的24颗定位卫星终于彻底把航海钟和《航海年鉴》送进了博物馆。



经度之战的启示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经度之战自此缓缓落下帷幕。这场竞争主要有三方组成。一方是代表正统科学研究的最高权威，其中有可恨可敬的经度委员会、“魔鬼与天使合二为一”的马斯卡林以及来自世界各国在天文学、数学以及制图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们；一方是代表民间智慧与研究成果的工匠师，这场竞争的主角是最具工匠精神和爱国精神的哈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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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是最为公开、公平和公正的英国政府。

虽然哈里森最后赢得了经度大奖，但这不是从0到1的个人奋斗案例。哈里森受数学家桑德森和物理学家牛顿的启发，赢得了哈雷的支持和格雷厄姆的赞助，在前期的制表过程中一直有弟弟的辅助。H4的成功也是受钟表匠约翰·杰弗里斯的启发。后来，哈里森的研究和制造又得到了儿子威廉的倾力辅助。而最终库克船长带上船进行验证的却是克姆·科德尔仿造的山寨航海钟，他还将昂贵的航海钟快速批量生产，把成本降低到当初造价的1/5。最终，真正让航海钟赢得市场的是约翰·阿诺德和托马斯·恩肖。经度之战是一个各种积木组合和搭配的故事。

虽然以马斯卡林为代表的经度委员会没有获得经度大奖，在竞争中还扮演着被人憎恶的角色，但客观上他们代表着人类的最高科技能力向自然界挑战，在挑战过程中人类第一次认清了世界的模样、测得了光速、将月距法在航海中推广，等等，为人类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他们的努力和探索是人类现代科技的真正开端。另外，除去个人恩怨，经度委员会自成立27年来第一次因为哈里森的钟表召开第一届委员会到多次获批哈里森的延期和资助申请，再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钟表检验和钟表复制以及后来发表钟表秘密，这些行为都是在科学求真务实精神的主导下进行的，这种精神非常珍贵、值得继承和发扬。更加难得的是，面对政权的强大压力，经度委员会依然能够保持客观和独立，这也是此次经度大战的亮点，再次验证了科学家对待科学应有的态度。

虽然英国政府不是第一个设置奖项来解决经度难题的国家，但却最终解决了经度问题，为其称霸世界奠定了基础。事实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都早于英国设立过经度奖项；另外，英国也不是第一个设立正式组织进行该项研究的国家，法国更早且投入更多。为什么经度之战能够在英国开花结果？这里面既有历史的偶然性，又有历史的必然性。

1598年，西班牙菲利普三世第一次以公开的方式向社会征集解决经度问题的方案，但是当时的科技发展刚刚起步，还不具备解决经度定位问题的基础条件。随后，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家都采用了类似的奖励措施，但都无果而终。但是，他们的奖励却点燃了科学界对经度问题探索的兴趣和民间对经度问题的认知，这为经度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基础。

法国似乎具备了一切英国具备的条件，但法国解决经度问题的模式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由政府组织、科学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虽然法国政府投入重金将欧洲各国的科学家组织起来联合创新，但却没有打开鼓励民间创新的大门，结果给了英国可乘之机。

英国政府对全社会敞开了解决经度问题的大门，对科学家与民间工匠一视同仁，成立经度委员会推动经度问题的解决，这种开放的、容忍和平等的精神并不足以使英国在海上获得霸权，但却是英国成功的必要条件。



SOCIAL






INNOVATION






社会创新洞见




虽然经度之战可谓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社会创新，但在整个历程中几乎经历了所有社会创新可能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其中包括科学家之间的猜忌和知识产权之争、科学家对民间创新的质疑和不屑、经度委员会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备受质疑、政权与经度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等等。迄今为止，这些问题在社会创新模式的进程中仍然存在。但这些问题和矛盾与社会创新模式为人类进步作出的贡献相比，显得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社会创新模式带动了全社会的力量与智慧，以更加有效的方式迎接着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


经度之战是一部精彩绝伦的社会创新史诗，也是目前有完整记载的最早由政府发起的公开科技竞赛。截至目前，这场科技竞赛涉及问题的复杂程度、奖金额度、历经时间、参与程度等各方面都是后来者无法企及的。虽然解决经度难题貌似只是一场社会创新，但它的整个历程完全可以用“战争”来形容。但这里的战争双方并不是“钟表匠哈里斯”与“以马斯卡林为代表的经度委员会”，而是全世界的智慧和能力联合起来面对科技领域的挑战，在这场“战争”中，人类几乎调动了所有的智慧克服着这一科技难题。

这场“战争”不仅结束了过去各国科学家分散在各自领域独自研究的模式，也改变了“只有正统科学家才能创新”的认知，给了民间创新群体同样的竞争机会，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创新组织形式——社会创新！这场“战争”中，有英国、法国、德国、丹麦、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较量；有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等不同科学领域之间的较量；有伽利略、惠更斯、牛顿、弗拉姆斯蒂德、哈雷、拉开耶、迈耶、欧拉、马斯卡林等不同科学家之间的较量；还有科学界最高权威的正统科学与民间最具创新和工艺精神的民间智慧的较量……而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较量才推动了人类科技的进步，推动着人类向更加广阔和深远的领域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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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时代的兴起






社会创新模式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




社会创新作为一种开放式创新模式，在社会各个部门都有运用，无论是在政府及其附属机构部门、高校及专业的科研机构、非营利性组织和社团，还是在企业等商业组织，甚至在一些家庭中都越来越受欢迎。



社会创新作为一种开放式创新模式，在社会各个部门都有运用，无论是在政府及其附属机构部门、高校及专业的科研机构、非营利性组织和社团，还是在企业等商业组织，甚至在一些家庭中都越来越受欢迎。更有趣的是，社会创新活动会将更加开放的文化和精神带到这些原本相对封闭的部门，这将有利于激发这些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创新，从而进一步推广社会创新模式（见图4-1）。






图4-1　社会创新活动在多部门兴起




政府机构：DARPA的超级挑战赛和NASA的开放式创新





NASA的开放式创新项目



NASA的开放式创新项目试图寻求一些研究和技术问题的创新性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往往是一些在载人航天领域面临的关于人的健康和工作的挑战。

NASA会将这些挑战通过第三方开放式创新平台，如InnoCentive、Yet2.com和TopCoder，发布给国内外的潜在参与者。这些试点项目已经证明，开放式创新模式能够有效地解决NASA所面临的研究和技术问题。



NASA开放式创新的动机



2005年，NASA必须决定应如何支持雄心勃勃的太空探索计划——星座计划（Constellation Program）。所谓星座计划，就是一次将多人送到月球，并在月球工作生活数月，其最终目标是将人类送往火星，然后在那里展开至少为期两年的探索和研究。因此，这项宏伟计划需要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准备和计划，以便人类更好地在生活空间和基本生存上取得平衡。

星座计划需要巨额投资，但在计划的启动和运行过程中，研发经费却被削减了45%。NASA的太空生命科学理事会（Space Life Sciences Directorate，SLSD）主管杰夫·戴维斯博士（Jeff Davis）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资金是不会再补给了，并且认为，我们无法把剩下的45%的工作扔下不管，因此，我们需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完成整个计划。” 
 


[1]




 于是，戴维斯和他的团队开始寻求新的工作方式和资金来源，甚至尝试进行自我创新。

2006年年初，戴维斯及其团队对星座计划进行了一次愿景分析，发现了该计划可能出现的4种愿景，最后，他们选择了其中一种愿景——即形成外部联盟来撬动星座计划的内部工作。2007年，他们实施了外部联盟计划，通过外部创新平台来协同实施星座计划。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同样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同戴维斯所言：“清楚地界定星座计划的所有工作是一个彻底的过程，接下来是评估哪些工作需要我们内部完成而不能泄露出去，然后绘制工作图表，最后还要对图表中每一个区域的工作内容的创新模式进行甄选，如创新商城、创新社区、创新精英或是创新联盟，确定哪一个模式最为适合。在上述过程中要十分小心，有大量的分析工作要做，否则就会错失机会。”完成上述过程他们用了4年的时间！

2009年12月，NASA在InnoCentive上先后公布了3个创新竞赛：“在太空中使用的食物保鲜包装材料（技术）”“一套用于太空舱的紧凑、有氧和抗阻力运动装置”和“通过数据预测太阳活动”。2010年，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 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公布了使用奖金来激发创新的指导意见，NASA的努力已经作为一种联邦政府层面的战略得到认可。自此，戴维斯和他的团队通过开放式创新网络平台InnoCentive，开始了开放式创新的试点项目。



NASA的开放式创新项目



如上所述，2007年，NASA太空生命科学局编制了一套创新联盟战略，以期寻求外部的力量共同解决相关研发和科技难题。该战略非常明确地指出，通过开放式创新的参与者提供的方案来解决NASA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放式创新中心的亨利·切萨布鲁夫教授（Henry Chesbrough）认为，开放式创新实质上就是一个范式，当企业需要技术创新和升级时，也应该利用外部思想，并协同内部思想一起迈向市场。开放式创新战略要求NASA能够将其面临的研发和技术问题分解并转化成不同的挑战，然后通过第三方开放式创新平台设立挑战奖项，鼓励更多不同背景和领域的人参与其中。

与传统的内部创新模式相比，开放式创新能够给NASA带来更多更具创新意义的技术、研究、服务和软件代码等。为此，他们还在开放式创新平台InnoCentive上专门创建了“NASA创新馆”（NASA Innovation Pavilion），通过该平台，NASA已经解决了十多项挑战。2010年年底，NASA已经完成了开放式创新的试点项目，并对开放式创新在未来解决NASA面临的研发和技术问题进行了评估和推荐。推荐会上评估和对比了外部获取解决方案与内部获取解决方案两种模式的成本，包括实际的服务成本、员工投入的时间和培训时间等。不管使用哪种商业模型进行测算和对比，开放式创新的成本都要低于传统的内部创新模式。除此之外，开放式创新带来的另一个巨大价值是节约时间，与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来完成一项具体的挑战相比，通过开放式创新这一模式，在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周的时间内就可以完成从界定问题、发布、方案提供、评估等整个过程。


节约成本和时间是开放式创新模式显而易见的价值，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更大的潜在价值，那就是多样化。
 为了使用开放式创新模式，NASA需要将其面临的具体的专业性问题转换和翻译成通用的语言来进行表述，这样便可以让来自世界各地各领域的人参与其中。通过NASA的试点项目可以看出，这些参与者或在一项挑战中进行合作，或与NASA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与传统创新模式相比，开放式创新给NASA带来了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合作者以及更多的机遇。

既然开放式创新有诸多好处，NASA在试点项目结束后便制定了更加明确的步骤和目标，以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和适应开放式创新模式，进而加快政务开放的步伐。根据当时的开放式创新战略，NASA政务开放的具体步骤和目标如表4-1所示。


表4-12010年NASA在开放式创新战略中提出的公开目标






资料来源：根据NASA官网资料整理，http://www.nasa.gov/open/plan/open-innovation.html。




NASA与开放式创新平台的合作——以InnoCentive为例



从前文可知，NASA的开放式创新是通过与第三方开放式创新平台的合作来推行的。截至目前，共有3个开放式创新平台参与其中，包括最早合作的平台InnoCentive以及后来的两个平台Yet2.com和TopCoder。现在以InnoCentive为例说明NASA在该平台上实施的项目。NASA与InnoCentive一起在InnoCentive平台上专门设立了“NASA创新馆”，通过该平台，NASA已经向公众发布了11项挑战项目，其中9项已经完成，还有2项正在进行中（见表4-2）。


表4-2　NASA在InnoCentive平台上的挑战项目





续前表





资料来源：根据InnoCentive官网资料整理，http://www.innocentive.com/ar/challenge/browse?pavilionName=NASA&pavilionId=1918&source=pavilion。


当然，NASA除了与InnoCentive合作之外，与其他的开放式创新平台也展开了合作，如Yet2.com和TopCoder。2014年8月，NASA就将一项巨额奖金竞赛放在了TopCoder平台上——平流层飞艇设计竞赛。NASA计划投资400万美元用于平流层飞艇设计竞赛，要求该飞艇具备人造卫星的基本功能，但成本要比火箭和卫星低很多。平流层飞艇是一种可以长期悬浮于平流层的高空浮空器，用于对地球表面进行军事与民用侦查。竞赛将于2015年举行，要求飞艇能够漂浮在2万米高空超过20个小时，有效负荷达到20千克，并能携带监控设备和太空望远镜。



DARPA超级挑战赛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是美国国防部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组织、协调、管理机构和军用高级技术预研究工作的技术管理部门，主要负责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多为风险大、潜在军用价值大的项目，一般也是投资大、远期、跨军种的项目。自成立以来，DARPA的发明创新影响深远，其中包括互联网、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医用机器人、智能假肢、即时翻译设备、无人驾驶汽车、高超音速飞机、隐形战斗机……DARPA已经为美国成功研发了大量先进武器，为美国积累了雄厚的科技资源储备，同时引领着世界军民高科技研发的潮流。

现在，DARPA将目光转向无人驾驶汽车和机器人领域。我们可能不会质疑DARPA所投资的研究项目，但其所采用的研究方式却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无人驾驶汽车项目和机器人项目却采用了开放式创新模式——众包。为此，DARPA向全球发起了超级挑战赛。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DARPA的所有挑战类项目都是公开进行的。



DARPA超级挑战赛的历史背景



无人驾驶汽车曾经是很多国家多年追求的目标。比如，日本在1977年便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德国的恩斯特·迪克曼斯教授（Ernst Dickmanns）开发的无人驾驶汽车VaMP、意大利的ARGO项目、欧盟的EUREKA普罗米修斯项目等，另外还有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在探索着。

DARPA的超级挑战赛是世界上第一次无人驾驶汽车的长距离竞赛，这也是该领域的首次开放式创新尝试。国际上其他科研机构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仍然采用传统的商业模式和学术方法。超级挑战赛由美国国会授权DARPA组织开展无人驾驶汽车大赛，奖金额度为100万美元，以激励机器人开发。美国国会的最终目标是想在2015年之前用机器人取代1/3的地面军力。大赛是开放性的，欢迎世界各地的团队和组织参加，只要团队中至少有一名美国公民即可。参与的团队成员来源广泛，高中、大学、企业和其他组织的都有。2004年，也是大赛的第一年，便吸引了超过100个团队前来注册，他们为本次大赛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技术背景。大赛的第二年，也就是2005年，已经有来自美国36个州和其他4个国家的195个团队进入比赛。



2004—2005年的DARPA超级挑战赛



首届DARPA超级挑战赛在2004年3月13日在美国的莫哈维沙漠举行。路线设计沿着全长240公里的15号州际公路进行，出发点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巴斯托，终点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的普里姆。结果，没有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完成整个赛程。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红队和“沙尘暴”车（由悍马改装）开了最远的距离，完成了11.78公里。最终，DARPA没有宣布赢家，也没有颁发奖金。为了完成此项超级挑战赛，DARPA决定在2005年举办第二届比赛。

第二届比赛对规则有了新的调整，道路长度和完成难度都增加了，奖金也大幅提升。如果某辆无人驾驶汽车能够在10个小时内最先走完总长282公里的崎岖道路，将获得200万美元的奖金。参赛的无人驾驶汽车必须自主决定如何避开路途上自然的和人为设置的障碍，而且这些障碍直到比赛开始前才公布。

2005年10月8日6点40分，DARPA超级挑战赛的第二届比赛开始，在23个最终进入决赛的团队中，只有1个团队没有超越2004年创造的最佳成绩11.78公里。最终，有5辆无人驾驶汽车胜利地完成了DARPA设置的任务（见表4-3）。


表4-32005年DARPA超级挑战赛中成功完成任务的团队






资料来源：根据维基百科整理，http://en.wikipedia.org/wiki/DARPA_Grand_Challenge。




2007年DARPA城市挑战赛



DARPA城市挑战赛（DARPA Urban Challenge，DUC）可以算作是DARPA超级挑战赛的第三届比赛，与前两届不同的是，本次比赛的场地转移到了城市道路上。本次大赛的赛程设计是需要在6个小时内通过90公里的市区，在此过程中，无人驾驶汽车需要避开障碍物、遵守交通信号灯、融入城市道路行驶的车流，还要能够自动躲避其他车辆。此次大赛共设奖金350万美元，冠军团队将获得200万美元的奖金、亚军将获100万美元、季军则获50万美元。最终，一共有6辆无人驾驶汽车成功地完成了整个赛程，并最终抵达了终点，而神奇的是，整场比赛自始至终只出现了一次擦撞，而出事的车辆也没有因此停下，这比2004年首届大赛的四处乱滚场面已经是天壤之别（见表4-4）。我们不得不感慨，开放式创新的力量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想象！


表4-42007年DUC中成功的团队





资料来源：根据维基百科整理，http://en.wikipedia.org/wiki/DARPA_Grand_Challenge。



2012年DARPA机器人挑战赛



与前面三次竞赛不同，DARPA机器人挑战赛（DARPA Robotics Challenge，DRC）是一项集中在人形机器人上持续时间较长的挑战赛，目的是发展地面机器人的能力来执行危险、复杂的任务。具体的竞赛科目包括驾驶汽车、行走在废墟上、移除障碍物、开门并通过该道门、爬梯、使用工具砸碎混凝土板、连接救火管道消防栓并打开闸门、关闭制定阀门8项任务。每项任务顺利完成后机器人团队可以获得3分的基础分，如果整个赛程不需要人工参与调试，则每个项目可再获1分额外奖励，满分为32分。

2013年12月23日，DARPA机器人挑战赛在佛罗里达举行，共有17支团队参加了这次比赛，其中中国江苏的Intelligent Pioneer队也位列其中。经过两天的激烈竞争，来自东京的机器人团队Schaft赢得了本届DARPA机器人挑战赛的冠军。令人惊讶的是，Schaft团队拿到了总分32分中的27分，在所有参赛队伍中一骑绝尘。IHMC Robotics（20分）、Tartan Rescue（18分）、麻省理工学院（16分）和Robosimian（14分）则分列第2～第5位。最终，在一场精彩纷呈的机器人赛车比赛后，本届机器人挑战赛圆满落下帷幕。这次挑战赛后，有8个团队可以进入2014年的总决赛，为最终的200万美元大奖进行角逐，同时每个团队将获得100万美元的额外研发基金。

DARPA机器人挑战赛目的意图在于开发更具敏捷性和高野外适应性的机器人。项目负责人吉尔·普拉特（Gill Pratt）表示，DARPA机器人挑战赛上各国队伍展示出的多元化创意设计也标志着机器人领域重大创新的开始，这也是中国机器人研发团队首次参加由DARPA举办的机器人挑战赛。这一挑战赛刺激了科技的发展，以便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灾难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不论这些灾难来自自然或是人为。



2013年FANG挑战赛



2013年1月，DARPA又宣布了一项新的挑战赛——FANG挑战赛（FANG Challenge），即快速适应新一代地面车辆移动/传动系统挑战赛（Fast Adaptable Next-Generation Ground Vehicle Mobility/Drivetrain Challenge）。FANG挑战赛的目的是测试专门开发的META设计工具、模型库和VehicleFORGE平台，创建一个能够有效压缩从设计到生产时间的复杂防御系统。FANG挑战赛的奖金是100万美元，大赛吸引了200多个团队的1000多名参与者。2013年4月，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一个来自俄亥俄州、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3人小团队开发的Ground System摘得百万美元大奖。



2014年网络挑战赛



据DARPA介绍，网络挑战赛（Cyber Grand Challenge，CGC）是一项全自动网络防御系统比赛。有人称它是世界上首个全自动网络防御系统比赛。在比赛中，参赛团队需要创建自动化系统，在实时评估软件、漏洞测试、生成安全补丁、将安全补丁应用于网络上的受保护计算机等方面展开比拼。网络挑战赛旨在针对日渐升级的网络威胁大幅提升IT安全系统的速度和有效性。决赛的胜出团队将获得200万美元奖金，第二名和第三名则将分获100万美元和75万美元。DARPA宣布，它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与DEFCON黑客大会一起举办2016年网络挑战赛决赛，DEFCON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安全会议。预计，两年的超级挑战赛以及与DEFCON同步的事件，最终将不仅加速发展有能力的、自动化的国防系统，还将鼓励多个团体在计算机和网络安全问题上协同工作，使得公共和私营部门以一种新的方式展开合作。如果信息安全参与者想要领先于试图利用网络漏洞的对手，这种动力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相信，作为美国国防科技最核心部门的DARPA仍然会继续其前沿科技领域的“超级挑战”。公开挑战赛的创新方式不仅给DARPA带来了远超预期的结果，而且也以惊人的速度推动着前沿科技火速前进，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源于开放式创新对社会创新资源的充分激发和使用。在美国，公开挑战赛的方式在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商业机构等各类组织中越来越受欢迎。




企业组织：思科与IBM的新商机



社会创新作为企业创新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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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综合性。
 企业社会创新包含的范围比较广泛，不局限于某项具体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等，企业社会创新更加倾向于上述创新的组合或是综合。


开放性。
 企业社会创新需要跨越企业的边界，综合利用企业内部和外部资源，有意识地利用信息和知识的流入和流出来加速企业创新，同时利用外部创新来扩张市场和扩大影响力。


多方参与。
 员工、顾客、供应商、环保主义者、非政府组织、政府等多方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社会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参与者和实现者，只有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更加深入地参与其中，企业社会创新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成果。


超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了现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企业社会责任向企业社会创新的转化建立在创新（innovation）、影响（impact）和投资（investment）的“3I”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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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寻找更新、更好的解决方案以提供更多的价值；考虑多重底线的影响而非单一利润导向；长期投资而非简单慈善。



SOCIAL






INNOVATION






社会创新洞见




创新是企业进步的灵魂，也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提出：“过去的四五十年中，经济是主导力量；而未来的二三十年中，社会问题会变成主导力量。”在创新日益同质化的今天，企业能否拓展创新思维，利用新环境下的创新机遇和创新模式，将成为企业在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下面以思科和IBM的两个案例对企业的社会创新加以诠释。



思科“I-Prize”：寻找下一个大商机



2007年秋，思科宣布了一项外部创新竞赛——I-Prize，目标是寻找下一个能够给思科带来数十亿美元收入的新业务。要求该业务必须符合思科公司的发展战略，同时还要能够利用思科目前在网络科技上所具备的领导优势。思科表述过采用外部创新模式的缘由：“我们相信，通过把思科开放在更加广阔的外部世界，有助于我们获取一些曾被自己忽视或忽略的思想，同时有助于我们打破原有的以思科为中心的看待技术、市场和自我的方式。”最终，思科的公开竞赛吸引了来自104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位参赛者，共计提交了1200份特色各异的方案。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思科第一次采用公开竞赛或者众包的方式了。之前，思科已连续多年组织过内部创新竞赛，所以，很自然下一步就是将创新竞赛从思科内部扩大到外部。并且，引入外部技术对于思科来讲也不是新鲜事，思科曾经通过投资创业项目获取了很多技术。当然，在购买已经被开发过的技术与获取纯思想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

竞赛结束后，思科的组织者发出感慨：“整个竞赛的过程比预想的更加劳动密集，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耐心，同时还要有慧眼识珠的能力；另外，如果有人想寻找比较便宜的创新方式，还是尽早选择其他方式吧。”虽然，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通过众包的方式能够获得大量的免费知识产权，但实际上I-Prize竞赛不是一种省钱的创新方式。思科希望通过该方式找到为其带来长期投资回报的新奇思想，获胜者将获得25万美元的奖金。以下是I-Prize竞赛的整个过程。



第一步：召集，面向全球



整个世界的环境要比一个公司复杂得多，思科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能将一个复杂的过程分解成不同的模块操作。首先，至少需要一个平台可以让参与者注册，并能以用户界面友好的方式提交参与者的方案。于是，思科从公司内部选择了一个名为Brightidea的创意管理平台，可以让参与者注册，提交创意和方案，并对其他人的方案进行评论和投票。

建设平台的过程中还有许多法律问题需要明确，且需要创建一个外部创新的法律框架。知识产权问题在外部创新中最为敏感，即谁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拥有什么样的产权。思科的律师已经从理论上罗列了外部创新过程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首先，需要所有的参与者确认其在所提交的方案中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并且在整个参与的过程中所有的创意、思想和技术都是自己的，而不是其他人的。其次，思科还要保护自己的权益，防止参与者提交的方案与思科已有的方案雷同，这样可以避免参与者声称思科剽窃了他们的成果。为了进一步防止知识产权问题的发生，思科只允许由6个人构成的小团队进入、评价和获取参与者提交的方案。

竞争者中的获胜者需要将知识产权移交给思科，以换取25万美元的奖金。当然，很多没有获取奖金的提案也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如果思科将其据为己有，而不付给提供者报酬，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因此，思科明确宣布，除了获奖者的知识产权之外，其他所有方案的知识产权归提供者所有。如果参赛者没有获奖，则可以自由使用其知识产权。据此，思科告诉参与者，这是一项有趣的创新活动，而不是他们想低价获取创意的计谋。另外，所有参与者在注册时都必须是实名的，注册还要求创建个人资料，以确保思科知道提案者是谁，参赛者也可以知道其他竞争者是谁。



第二步：“海选”，从1200个方案中选择40个进入半决赛



人们似乎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众包创新就是打开网页并给予回复和反馈，就可以得到一个闪光的、成熟的创意，继而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计划。事实上，思科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很少有完整成熟的创意，如果在此过程中过于较真和着急，那可能会忽视很多有潜在价值的思想。因为参赛者提交的创意与最终产品还有很长的距离，所以需要非常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将讨论的话题不断聚焦。这意味着，需要对参与这个项目的思科员工进行人工过滤。他们需要对每一个创意提出5个基本问题。

● 该创意是否切题？

● 市场空间足够大吗？

● 是适当时机吗？

● 有优势吗？

● 获利能够持久吗？

结果发现，很多提案都是荒谬可笑或毫不相关的，所以首先应将这些提案剔除掉。然后将剩余的方案10个一组进行对比，从中挑出一个最好的保留，其余的淘汰。即使这样，保留的方案中绝大多数也是不完整的，仍然需要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方案。把只言片语的创意思路组成完整的方案是一个非常烦琐和漫长的过程。思科从内部挑选了6位有相关背景和经验的员工组成小组，共同参与甄选方案，这6个人被命名为思科的内部“法官”。这样的过程对于只有6个人的思科团队来说无疑是非常艰辛的，他们需要从1200份提案中甄选40份进入半决赛。但这一过程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意外收获：比如一个看起来很一般的创意在经过修改之后，会变得更有吸引力；一个不起眼的创意可能在别的市场闪耀光彩。

思科的技术平台Brightidea支持参赛者的两种评估形式：投票和评论。注册的所有参赛者都可以参与投票选举中意的方案，为赞同的方案“竖大拇指”，不赞同的方案“大拇指朝下”。只有40%的人为自己的方案竖大拇指，大多数的参赛者将票投给了其他人的方案。但为了防止参赛者互换投票，“法官”在筛选40份进入半决赛的方案时更加注重“评论”。“法官”们发现，投票者对投票方案的商业和技术可行性似乎不太关注，反倒是评论者在一些专业问题上表现出了非凡的知识和见解。

在解决了外部的问题之后发现，思科的内部“法官”之间也常会对同一个方案意见相左。为了权衡各种要素，他们对备选的方案做了3种排序：一是根据平台的投票进行排序，二是根据评论进行排序；三是根据“法官”的投票进行排序。最终，从在这3个排序单中出现频率都较高且排序比较靠前的提案中甄选出40个，进入半决赛。当“法官”们选出了40个半决赛方案后发现，具有相似或相关创意的参赛者很容易发现彼此，并相互给予支持和评论。结果，在40个方案中有70%的方案都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步：孵化和精炼，从40个半决赛方案中选择10个进入决赛



思科根据前期进行的内部创新竞赛获得的经验认识到，为入围者提供创意孵化的帮助十分必要。因此，思科决定为每一个进入半决赛的方案都单独配备了导师，帮助他们发现方案的不足，同时最大化发挥方案的优势。思科希望在导师的帮助下，使得这些方案能在接下来的6周精炼期得到明显提升。在技术方面，思科还为每个方案的团队单独配置了网络空间，供他们使用。另外，思科根据内部商业计划书，为参赛者提供了一个商业计划的范本。在商业计划书中，每一个方案都要描述下列问题：产品的作用和市场、产品的特征、产品的客户、潜在的收入和利润以及竞争对手可能的反应。

经过新一轮的历练，40个方案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和改善，接下来的目标是从这40个方案中评选出10个参加总决赛。被选出的10个方案的提供者需要参加思科组织的面试，面试的方式是远程视频，通过思科开发的远程高清视频产品思科网真（TelePresence），将分布在全球的决赛团队云集在一起，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新加坡和印度的团队。评审团由思科的“法官”们和思科各个相关领域的执行官组成，同时，思科还邀请了硅谷创业家杰弗里·摩尔（Geoffrey Moore）观摩一些团队的陈述，并为他们提供反馈意见。后来，他们当中还有人发邮件称，感觉自己像在参加一个创业课程。

经过面试，思科最终选出了获奖方案——智能电网。可以确信，该技术对于未来10年的美国转型，甚至是世界转型都至关重要。智能电网不仅是一项优秀的技术方案，获奖团队还知道如何依托该技术为思科开发新的商业机会。



第四步：思考和总结



组织一次这样的外部创新竞赛实属不易，它值得吗？的确，思科在外部创新竞赛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去解决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思科认为这种竞赛非常有价值，他们总结了三大收获：首先，通过外部创新竞赛他们知道了世人是如何看待思科，以及思科应该开拓哪些业务；其次，全球范围的竞赛有助于思科在全球范围内发现新的商机，通过将来自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者的方案汇集起来，经过比较后就可以发现哪些方案更适合当地，比如，哪些方案适合中国、印度而不是西班牙和英国；再次，思科发现很多情况下，人们认为的科技革命实际上只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创新。通过对其他行业的观察，发现有价值的创意往往会将有趣的技术与一个聪明、创新的商业模式有效结合在一起。作为一家公司，思科最终发现，只要有需求，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富有智慧、激情的人的参与，携手共同创新！



IBM“创新Jam”



IBM研究院在全球的6个国家拥有8个研发中心和共计3200名研究人员，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研究组织。IBM前任董事会主席兼CEO彭明盛（Sam Palmisano）每年都会访问位于美国纽约的约克镇高地的研发总部，以视察进展状况。

2006年年初，当彭明盛再次视察研发总部时，热情洋溢的科学家向其展示了研发的最新进展情况。其中一个科技是精准预测天气变化，甚至可以告诉一个学校之后会下多深的雪，学校就可以据此决定是否停课。另一个技术是“网络建筑”，购物者可以访问3D商店，并可以看到真实产品的3D展示。另外，还有一个新的软件技术能够实现实时翻译，比如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中文解说实时翻译成英文字幕，或将中东的阿尔几内亚的语言翻译成英文并转化成字幕。

之后，彭明盛约见了IBM首席科学家保罗·何恩（Paul Horn）。何恩说，“很明显，他非常满意”，但是彭明盛已经开始考虑下一个挑战了——如何将这些创新成果成功地商业化。IBM在这方面的表现不是特别有效。彭明盛说：“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这些创新更快地推向市场吧，或许我们可以跳出箱子想一想。”他认为，有IBM全球346000优秀员工的支持，一定能够找到更快的方法将依托新技术的产品推向市场。

执行人员考虑用“Jam”一词来推进这些创新的商业化。“Jam”是IBM专有词汇，特指在线“大规模平行会议”（massively parallel conference），2001年首次被IBM开发。随着越来越多的员工选择在家工作，或是在客户端办公，而很少选择来IBM的办公室，“Jam”也由此诞生——由一系列相关链接的公告板、相互衔接的IBM内网网页，再加上一个集中控制系统，回复3天左右的时间内员工提出的重要问题，这样可以给员工一种参与和被倾听的感觉，同时还会产生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和创意。刚开始，Jam可以同时容纳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在线。2001年，Jam上已有52000份帖子，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比如“在一个日益变化的组织中如何工作”“我们如何能够在IBM的指导下成长为C型雇员（C-suite）”
 


[11]




 。后来，Jam激发了一些改善IBM运营的创意，这个精心设计的系统可以浏览和评论大量帖子，成为激发公司产生行动的大课堂。

IBM决定使用新的Jam系统，但不同的是更新过的系统将能容纳更多人——“创新Jam”诞生。先后共有150000名IBM的员工、家庭成员、商业伙伴、客户、高校研究者参与了“创新Jam”。这是一个由来自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参与的24小时在线讨论系统。被“创新Jam”选出来的项目将会获得1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这是一种发现IBM技术潜在价值的全新方式，它包括发现目标、进行分类和讨论、创建网站等8个过程，具体如下：


1.确定目标。
 通过头脑风暴找到更快、更好的商业化IBM新技术。


2.确定分类和科目，以供讨论。
 通过提供足够的技术创新信息，以引发讨论和激发新思想。

加速技术向产品和市场的转化非常关键，为了实现该目标，Jam的组织者们探索了向参与者展示IBM最前沿技术的方法。表4-5描述了在6个大领域中的25个技术集，还包含了IBM专家对一些技术的数字化展示。来自IBM研发部门的专家与其他参与者们共同在线讨论，以帮助参与者理解技术和获取顾客需求。


表4-5“创新Jam”中讨论的IBM最新技术






3.建设网站。
 网站是提供技术信息数据和供参与者讨论的地方。所有专供Jam使用的网站都由IBM内部非常专业的人员开发，网站设计得非常友好，参与者可以比较方便地发布自己全新的思想。

“创新Jam”是两步Jam中的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2006年的7月，IBM此时在“创新Jam”网站上公布关键技术信息，并在此论新技术的应用。9月进入第二阶段的Jam，参与者可以再次完善他们最初的提议和想法，根据提议和想法的不同，他们被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都配置了专门的Jam网站，他们可以在专门的网站上共同努力把重要的想法转化成商业计划。


4.Jam阶段一。
 阶段一持续了72个小时，通过头脑风暴人们在网站上为IBM的25个技术集的创新提供了大量的商业化想法。但是，事情并不像当初料想的那样，很多参与者登录之后仅仅只是看看而已。但参与者仍然提供了超过46000个提议，他们热情洋溢地提供了很多潜在的赚钱提议。其中一位来自印度的参与者这样写道：“我们经常用数码相机拍摄照片和视频，但是电脑的储存空间有限，所以应该有一个网站能够供人们上传照片和视频，另外还应该有一个植入数码相机的装置，可以通过它将照片和视频传输和储存到远程服务上。”

一则评论这样描述“创新Jam”：“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网上头脑风暴会议。”即使超过了150000位参与者，Jam依旧能够实现有效管理，并挖掘出头脑风暴带来的成果。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想法，Jam是本着每一个想法都有价值的主张进行管理的。当然，Jam也同时面临着很多大型头脑风暴活动所面临的困难。


5.Jam阶段一后期。
 IBM50位高级经理和专业人士在IBM的研发总部约克镇高地会集，来评论集聚的帖子、被志愿者强调的帖子、原始的帖子。他们一共被分成9个小组，其中每组5～8个人，每个小组负责一个相关议题。这些小组共同完成了“大创意”的雏形（见表4-6）。


表4-6“创新Jam”的“大创意”





当然，头脑风暴中会产生很多不切实际，甚至与IBM业务毫无关系的想法。一位小组的组长说：“在网络上引导讨论要远远难于引导现实中的头脑风暴，很难让每一个人都按照既定轨道行驶，当你睡了8个小时之后，会发现很多论点都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6.Jam阶段二。
 参与者在Jam上修改阶段一产生的创意。让众多参与者集中在“大创意”上进行讨论是非常困难的，很多人在头脑风暴过程中只关注自己的想法和提议。

虽然在阶段二中要求参与者对阶段一中的提议进行完善，而且小组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已经非常细心地将对阶段一形成的“大创意”进行引导，但是结果发现，很少有建议是真正基于以前的提议的。

另外，经理们发现在Jam上产生的这些“大创意”很少有绝对原创的，那些提出“大创意”的人过去几乎都向IBM的管理者们提出过。那么，Jam的价值似乎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已有的思想和创意集合在一起。也就是说，Jam帮助IBM倾听了之前已经被提到过的“大创意”（但目前尚无人知道怎么做），同时也倾听那些组成“大创意”的小提议，另外也可能有助于经理们思考如何将已有的创新成果成功推向市场。


7.阶段二回顾。
 类似于阶段一的回顾，同时使用了软件自动聚类（e-clustering）和人工回顾的方法，最终识别出了适合IBM业务组合和需求的真正创意。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IBM就首次开发了一款文本挖掘（text mining）软件，用来发现和运用复杂文本中最有价值的评论和思想。文本挖掘软件的原理是检查正常语句的单词，然后再将单词聚类。当软件开始检测Jam上的帖子内容时，发现很多句子中都含有“医疗”一词，或是同义词“健康”，同时还包括“账单”“收据”或是“支付”，软件会据此创建一个Jam类别，叫作“医疗支付”，相关的帖子就会被自动归类。如果经理们对医疗金融感兴趣，他可以立即回看该类别的所有帖子。

但是，软件同时也自动生成了很多虚假类别。比如，软件发现很多帖子中都有“会议”一词，并据此自动创立了“会议”类别。但实际上，“会议”只是参与者的随口一说，而不是真正的意指。由于软件的错误，专业人员还必须重新回顾和判别帖子的内容。据此，在Jam阶段一和阶段二过程中，专工和软件共同合作，有效地将帖子进行了归类。在阶段一中，50位高级经理和专业人员用了一周的时间回顾帖子，并将其归为几十个“大创意”。在阶段二中，同样50个人对修正过的帖子进行了回顾，考虑哪些创意具有真正的商业价值，并且能够在IBM实现。


8.提出新业务。
 彭明盛宣布，1亿美元将会投向10个新的业务领域。

经过阶段二，高级经理们已经准备对IBM应该进入的潜在业务领域进行提议。其中一些业务领域之前就曾被IBM的专业人士提议过，比如3D网络。另外一些在Jam过程中产生的新业务已经开始快速推行，如“大绿色”项目旨在通过技术管理水资源，从而创建一个环境导向的新业务。2006年12月，彭明盛宣布了能够获得1亿美元支持的10项新业务。


智能医疗支付系统（Smart HeaIth Care Payment Systems）。
 通过小型个人装置，如智能卡，来覆盖整个理疗支付和管理系统，智能卡将自动追踪金融交易，处理保险理赔和更新个人健康电子记录。该项业务已经被成功孵化，一些产品现在已经成为IBM医疗业务方案的一部分。


简化式业务引擎（SimpIifi ed Business Engines）。
 开发一个直观的、易用的、预先打包好的Web2.0，将其投放市场，专为中小型企业提供定制服务，它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要求IBM为其定制应用程序。该项业务已经成功渡过孵化阶段，现在作为一个业务平台服务于IBM的软件和系统业务单元。


实时翻译服务（ReaI-Time TransIation Services）。
 在主要的语言之间提供先进的实时翻译服务，该项服务在很多产业和环境下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如医疗、政府、旅行和运输。该项目现已获得资金支持，以探寻各种商业模式和潜在客户。


智能公共网络（InteIIigent UtiIity Networks）。
 通过植入智能的实时检测、控制、分析、模拟和优化系统，增加世界电网的可靠性和可管理性。该试点项目已经开发，并开始应用于公共事业。目前，该技术已经成为IBM公共事业部的核心产品。


3D网络（3D Internet）。
 与合作者携手，把最好的虚拟世界和游戏环境建设成一个无缝的、基于标准的3D网络。3D网络将是全球商业和日常业务运作的下一个平台。该项业务目前正在致力于工具开发，该工具可以由他人使用，实现自我开发界面友好的3D网络系统。目前，该项业务正在开发蓝本原型，并在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数字化我”（DigitaI Me）。
 提供安全、用户友好的服务，该服务能够简化储存、管理和长期获取大幅增加的个人信息，包括数码照片、视频、音乐、健康和财务记录、个人身份证明文件，等等。现在该业务已经被分为两个项目：一个是分析多媒体内容的管理服务，另一个是以用户为中心的个人信息管理服务。两个项目都被转移至IBM的研究部门，以做进一步的探索和开发。


无网点大众银行服务（BranchIess Banking for the Masses）。
 该业务能够支持现有的和新的金融机构为一些新兴市场的人们提供远程的基本金融服务，比如支票、储蓄、支付和小额贷款等。该业务继续在新兴市场与各大银行合作，建立可行的小额信贷枢纽。


公共交通集成信息系统（Integrated Mass Transit Information System）。
 创建一个需求导向的综合、管理和实时数据传播系统，该系统包括了所有城市和地区的交通体系，从而实现公交、铁路、高速公路、水运和航空的最优化配置方案。该项新业务已经收到了来自英国、新加坡、迪拜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订单，并更名为“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电子健康医疗记录系统（EIectronic HeaIth Record System）。
 创建一个标准的系统，能够支持自动更新、获取个人健康医疗记录，并与全球支付者、供应商交易系统一起集成病人数据信息。IBM已经决定放弃这个项目，因为其高管认为，关键决策者不准备投资于电子健康医疗记录系统。


“大绿色”创新（“Big Green”Innovation）。
 组建一个IBM的全新业务单元，集中将公司先进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用于解决环境问题，如先进的水处理模型，通过先进的纳米技术和高效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实现水过滤。该业务已经被成功出售，并进行了初步的项目试点。

IBM“创新Jam”的成功之处在于帮助IBM实现创新。当然，这并不是管理大众在线讨论的唯一方式，也不是每一个大企业集团都能用于实现创新的最好方式。但是，不论哪个大型组织或网络想获得创新，对“创新Jam”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大规模在线讨论过程，并揭示了可以成功处理这些复杂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任何试图利用大规模在线讨论方式的组织都要权衡利弊。对于IBM和其他一些公司来说，一个广泛参与的、耗费时间和精力的Jam是非常好的方式。保罗·何恩现在已经从IBM退休，成为纽约大学的一位科学家，他在回忆“创新Jam”时总结说：“Jam是头脑风暴的一种方式，并且在头脑风暴中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考虑所有的提议，甚至包括那些看似不靠谱的提议。这意味着，你可能会获得大量垃圾信息，但是该方式却迫使你独立于企业之外进行思考。此时，你会被无穷的思想和提议充斥着，此时你已经信息饱和，所以你必须想办法抽身，并对这些提议进行筛选。”

“创新Jam”的方式被IBM成功运用，同样也得以在其他组织中应用：2007年，IBM推出了一项服务，就是为其他组织推行Jam。第一个应用领域是汽车供应商，这个Jam是在设备供应商协会的主持下，通过聚集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和他们的客户（汽车制造商）共同完成的。




学术研究：众包的力量





哈佛医学院的社会创新——“哈佛催化剂”



与企业研发相比，学术研究更加具有社会性，公开透明是其重要特征。科学家们通过领域内的专家审查在一流期刊上发表文章来获得声誉和晋升。是否能够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也是基于先前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在该领域的信誉以及研究计划的潜在影响力和可行性作出的，所以，竞争非常激烈，只有不到10%的论文会被一流的学术期刊接受，只有10%～20%的研究计划会获得资助。

内行专家评审制度造成的问题显而易见。首先，扼杀了交叉创新的可能。评审都是在专业领域内进行的，没有交叉创新的机会，而很多真正的创新往往是通过交叉来实现的。其次，不代表正确的研究方向。由于领域内的带头人决定着该领域的创新方向，这个方向的选择往往是依据带头人个人的已有研究和专长领域确定的，但该方向不一定是未来真正的发展方向，但在少数人决策的制度下，其他研究者没有表达专业意见的机会，更没有参与决策的机会。最后，造成了资源垄断。每个领域的带头人只有少数几个，他们之间往往在学术和个人方面都有交往，结果是国家分拨的资源只在不同领域中的少数几个人中流转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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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学术研究领域的竞争更加开放和公正，但实际上，领域内的专家评审制度却存在缺陷，导致学术研究领域更加封闭和集中。目前，封闭和集中仍然是世界范围内学术研究领域的主导逻辑：在这个系统里，各个系统的所谓学术带头人或是行政领导决定着该领域的创新方向和经费配置。


为了打破学术领域中科研创新的封闭和集中，哈佛大学医学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将社会创新模式引用到学术研究领域。哈佛大学医学院拥有超过2万人的教研人员和研究生队伍，其医学研究处于世界最高水平，每年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获得研究经费近14亿美元。这样看来，哈佛大学医学院属于传统学术创新模式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还要打破传统模式呢？这就是一所世界顶级大学的不同之处，他们更多地会从根本上考虑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如何能够守住当前的利益。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其世界领先地位。



“哈佛催化剂”的成立



为了实现从研究到临床的对接，2008年哈佛大学医学院成立了临床与转化科学研究中心，并将其称之为“哈佛催化剂”。“哈佛催化剂”明确提出，新的机遇与挑战要求法学院、商学院、政治学院、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以及教育学院的同行要与医学院及其卫生保健机构的研究人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作开发新的疾病诊断、预防或治疗方法。

其实，“哈佛催化剂”的组织形式远远超出了哈佛内部的院系，除了涵盖哈佛大学的10个学院之外，还有18个医疗保健中心、波士顿大学护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健康联盟、哈佛大学清教徒医疗保健中心和众多的社区合作伙伴。因此，“哈佛催化剂”采用的是跨学科、跨机构的运作模式，是一个致力于改善人类健康的“泛哈佛大学”（Pan-Harvard University）机构。

“哈佛催化剂”是哈佛大学将开放的社会创新模式运用到传统学术研究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正如任何革新都会引来非议一样，许多内部人士都对该尝试持有异议：这样的实验可能会疏离学科带头人，而他们可能是最知道问题所在的人；此外，这样的实验也无法保证公开征集的研究计划能有突破性进展。虽然有这样的顾虑，但哈佛大学的领导人则认为将开放的社会创新模式引入传统学术创新领域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

“哈佛催化剂”的实验不仅是为了找到解决疑难问题的新方法，还是为了探索科研过程的所有步骤和方式，从而做到更大范围的开放和竞争：从形成研究问题到评估研究计划，再到鼓励开展科学实验来为解决顽固难题带来新的思路和方法。其中的难点在于，做这些的同时还要与传统科研过程相结合。



开放式地选择科学研究方向



在科学研究领域，问题的提出可能比提供答案更加重要，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一个问题的形成常常远比其解决方案更为重要，问题的解答可能仅仅与数学或是实验技能相关，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以及从新的角度看待老问题则需要充满创造力的想象，这才真正标志着科学的进步。为了打破传统的少数人决定创新问题和方向这种模式，“哈佛催化剂”引入社会创新模式，首先开放“问题”端，让更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参与其中，从更大范围内征集科学研究的选题。“公开竞赛”同样成为“哈佛催化剂”面向公众征集研究问题的方式，从而决定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和领域。这种方式能够克服传统创新模式的缺点，从而产生出一些全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

“哈佛催化剂”与专业的网络公开竞赛平台InnoCentive合作，开展了对研究选题的征集。2010年，这项“治愈1型糖尿病，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竞赛广告在哈佛大学、InnoCentive和《自然》杂志上得到了广泛宣传，参赛者有6周的时间准备自己的问题。参赛者无须给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不必拥有研究资源，只要提出清晰界定的问题和（或）假设，以全新的、有前景的方向推动1型糖尿病的研究即可。也就是说，参与者只要清楚地定义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问题或领域即可，这些选题可以是1型糖尿病的任何领域：分子成因、检测和诊断、新疗法、优化治疗方案、病患照料看护等。参与者可以组队参与，也可以单独参与，InnoCentive将为他们提供网络沟通和提交平台。

另外，竞赛组织者还声明参与者无须把知识产权转给“哈佛催化剂”，这等于说在参与者提交问题时，给予了“哈佛催化剂”使用其创意的免版税、永久、非独家的许可以及提出经费申请以开展实验的权利。作为补偿，“哈佛催化剂”提供了3万美元的奖金，用于奖励获奖的参与者。

这一项目先后共有来自17个国家的779人参与。他们背景各异，很多参与者与糖尿病研究并没有直接关系，仅有9%的参与者具有1型糖尿病的专业研究背景，47%的参与者对糖尿病有一些了解，而42%的人都对该领域完全不了解。最终有163人提交了195个问题，删除重复和不完整的问题后，有150个问题被认定可以接受评估。这些问题覆盖的治疗领域广泛：免疫学、营养学、干细胞/组织工程学、生物机制、防御和病人自我管理等。经研究发现，这150个问题的关注点与现有文献以及1型糖尿病研究者正在探索的问题有显著不同。从而证明了将开放的社会创新模式引入学术研究中能够提供全新的研究方向、视角和领域，有效降低了传统模式中选错研究方向的风险。



开放式地评估研究方向



传统的业内专家评审制度难免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并且少数专家评估全新的、重要的研究领域的能力要明显低于集体的智慧。“哈佛催化剂”的研究计划评估过程遵循了社会创新模式的开放性原则，邀请了多位专业领域大相径庭的专家们共同评估研究方向。为评估这150个问题，“哈佛催化剂”邀请了众多评估者，每一个问题都要经过多次评估。先后有6批哈佛大学的教职员工被邀请作为问题的评估人。先后共有142人参与了150个问题的评估，在一个完全双向匿名的审查过程中产生了2130份评估报告，在评估过程中，参赛者的身份、所属单位或资历都不为评估者所知。从评估结果来看，6批评估者对最佳选题的选择颇有差异，最终的评估结果是以所有评估小组的平均分数作为依据的。

与传统的业内专家评审制度相比——由资助机构选择3名本行业的专家来评估方案，开放式的评估模式更加客观、结果更可信。通过开放式的评估，来自多个领域、不同级别的哈佛大学教职员工对150个问题进行独立评分，最终选出了12个最具影响力和可行性的问题。而这些被选出的问题，如果以传统评估模式来看，肯定会被抛弃，看看获胜者的专业背景你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12个问题的获胜者包括一名患有1型糖尿病的人力资源专家、一名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一名生物统计学副教授、一名家人患有糖尿病的退休牙医、一名生物医学教研人员以及一名内分泌学专家。



交叉式地组建跨学科团队



有趣的是，12个问题的获胜者能够获得选题奖金，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成为这个问题的真正研究成员。与传统的谁申请谁负责研究的形式不同，“哈佛催化剂”在科研团队的组建上进行了重新选择，选择的方式更加开放、团队成员之间的学科背景更加多样化。他们最终将这12个问题分成5个类别，其目的是进一步吸引更多具有专业背景的研究者。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哈佛催化剂”除了使用传统的广告方式进行宣传之外，还启用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数据库来寻找这些领域的研究者。因为这个数据库的记录可以显示哪些人可能适合这些问题的研究。寻找潜在研究者要通过一个比较复杂的算法将5个领域的12个问题与数据库中论文的关键词做匹配，而不是与研究主题匹配，这样可以突破现有的糖尿病研究领域范围，找到那些曾经做过和现有问题相关的，但不一定是糖尿病研究的研究者。通过匹配找到了1000多位可能拥有研究能力的科学家。他们中一些人已经是糖尿病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还有很多人的研究领域和专长与糖尿病并没有直接关系。名单选出之后，“哈佛催化剂”分别给他们发送了邮件，邀请他们参与研究。

该算法除了进行关键词匹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即将潜在研究者的专业背景进行交叉性匹配，以便组建互补性的研究团队。所以，被选出的1000多人中，有半数通过随机选择的潜在研究者除了收到邀请之外，还会同时收到其他科学家的名字，并会建议其组成3人或4人的团队，建议的团队人选是经由算法认定的具有互补性知识技能的人，如果这些人联合起来组建团队，可能会产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团队组建方式是传统学术研究中不曾使用的，完全突破了学术领域的惯常做法。通过该方式，最终有31个研究团队产生，31名实验室主任中的23人都是通过这个算法找到的，而其中的14人之前并不是糖尿病领域的研究者，这是开放式创新的价值体现。随后，“哈佛催化剂”通过独立第三方对这31个团队进行了选评，最终有7个团队获得了资助，而这7个团队中有5个团队是由那些非专业的1型糖尿病研究者领导的。

虽然1型糖尿病的开放创新模式只是“哈佛催化剂”采用社会创新模式的一次尝试和探索，但它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种尝试证明了即使在外界看来最具学术权威的研究机构，同样适用社会创新模式。之前集中、封闭的“专家评审制”的所有阶段——从确定选题、进行评估和组建团队，都可以被分解和开放。将开放的社会创新模式引入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不但可以突破“专家评审制”的诸多弊端，还能把真正全新的视角、选题、研究团队带入一个已有的研究领域中。通过分阶段向背景更多元的参与者开放，“哈佛催化剂”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哈佛催化剂”在引入开放的社会创新模式时，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的研究方式，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具体做法就是，将之前由少数业内专家决定的科研过程进行多阶段分解——即选题、评估、团队组建和评审分离，并在每一个分离的阶段添加一个开放的维度——即让更多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参与其中。这样一来，已处于该领域内的专业研究者并不会感到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同时也给了领域之外的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一个参与的机会。所以，这种将社会创新模式引入传统学术研究领域的做法，让开放式创新成为一种被广为接受的创新方式，而不是对过去做法的全盘否定。

目前，“哈佛催化剂”已经把这种开放的社会创新模式融入到现有的研究过程中，不断从哈佛大学的其他院系寻求方案。受其启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克里夫兰诊所（Cleveland Clinic）和青少年糖尿病研究基金会（Juvenile Diabetes Research Foundation）等其他学术研究机构也开始逐渐探索如何将开放的社会创新模式引用到自身的研究中。“哈佛催化剂”的尝试告诉我们，开放的社会创新模式不仅限于技术人员和创业者，那些成就卓著、经验丰富的由创新驱动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可以从这种开放的创新模式中获益。



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会创新——从OCW到edX





麻省理工学院网络公开课（OCW）



麻省理工学院向社会免费开放课程的大纲、课件、录像，为所有愿意参与的人提供免费的考试，所有这一切不仅是免费的，而且无须注册。麻省理工学院的网络公开课（Open Course Ware，OCW）介绍中写着：“我们是开放的。”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院的迪克·岳（Dick K.P.Yue）说：“我们的想法非常简单：把我们全部的课程资料都公布在网上，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获取”。

解锁知识（unlocking knowledge）和强化心智（empowering minds）是OCW的宗旨。麻省理工学院的OCW是公布麻省理工学院所有课程内容的网络平台，所以OCW是向全社会公开的，地球上任何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免费获取，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永久性活动。通过OCW，教师和研究人员可以不断提升和改进课程；学校也会因此变得更有影响力；在校学生们会发现更多的资源；自学者也会因此丰富生活，并有可能解决世界上最艰巨的挑战，如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根除癌症。

2001年4月4日，麻省理工学院宣布将会把其所有课程的资料免费、公开地发布在网络上；2002年，开始实施OCW，当时公布了500门课程；2006年年底已经开放2000门课程；截至2013年年底，麻省理工学院已经有2206门课程被开放，有来自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99亿人次访问。已经有601位终身教授参与其中，约占全校终身教授总数的66%。麻省理工学院试图通过OCW建立全球统一的知识库，让世界各地的使用者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各项专业知识，以获得宝贵的资讯，此项计划获得了世界各地学者的高度赞扬。麻省理工学院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它非常清楚地告知了使用者：你可以自由地使用相关课程资源，但不可用来从事商业交易或是纳为个人财产，因为这些科学知识是用来全球共享的。

麻省理工学院的OCW把所有课程的资料都公布在网络上供所有人免费浏览和下载，其中包括超过18000份课件资料、1000份考试资料、2000个小时的视频、50个课程的全程视频。为了让世界上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或地区的人获得有效的课程信息，麻省理工学院鼓励社会上的志愿者将OCW上的课程进行翻译，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个课程被翻译并传播到全球。其中，已经有35个学科门类的几百门课程被翻译成简体中文。

很多使用者都对OCW进行了反馈，比如一位来自美国本土的自学者有这样的反馈：“哇！这个项目绝对不可思议！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未听说过它，但这种获取知识的方式令人惊讶！我没有上过大学，所以我一直在努力通过图书馆和免费教育网站来自学数据和科学，OCW对我来说真是一场免费的盛宴！知识就是力量。”另外一位来自印度的自学者也进行了反馈：“mit.ocw，分享知识的最好方式，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大声说，知识是没有产权的！我个人非常感谢为此美好项目付出的辛勤工作者。同时，OCW也将影响全世界，我对此翘首以待。”

在OCW诞生的10周年之际，也就是2011年，麻省理工学院宣布了OCW的下一个10年计划：让10亿人获取麻省理工学院的所有课程资源。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而机会却是有限的，如何降低两者之间的不对称性是OCW的重要使命。因此，麻省理工学院宣布，期望到2021年OCW能够成为建造桥梁的工具，这座桥梁可以将人类潜能与机会连通起来，从而激励世界各地的人们改善生活、改变世界。



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不仅免费，而且触手可及——edX



edX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于2012年4月联手创建的一个大规模开放在线课堂平台。该平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阿南特·阿加瓦尔教授（Anant Agarwal）和哈佛大学的教育长奥兰·贾巴尔联合倡议下设立的。两所大学各资助3000万美元，建设了这个非营利性在线教育平台。麻省理工学院前院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博士（Susan Hockfi eld）指出：“edX是提升校园质量的一项挑战，利用网络实现教育，将为全球数百万希望得到学习机会的人提供崭新的教育途径”。

可以说，edX上的课程是世界范围内线上和线下质量最高的课程。edX为世界各地渴求知识和进步的人提供了免费的获取世界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除了在线教授相关课程外，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将使用此共享平台进行教学法研究，促进现代技术在教学手段方面的应用，同时也加强学生们对在线课程效果的评价。edX有4项基本原则：非营利性、开源平台、合作和财务可持续；edX的目标有3个：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取教育资源；增强校园和在线的教与学；通过研究不断提升教和学的水平。

截至2014年3月，全球已经有32所教育机构加入edX，其中包括美国的14所高校，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大学4所高校，澳大利亚的澳洲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和多伦多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瑞士的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比利时的法语天主教鲁汶大学，法国的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德国的慕尼黑工业大学，印度的印度理工学院，韩国的首尔大学和瑞典的卡洛琳大学。edX提供的课程包括生物学、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金融学、电子学、工程学、食物和营养学、历史学、人类学、法律、文学、数学、医学、音乐、哲学、物理学、科学、统计学，等等，随着更多优秀大学的加入，edX提供的课程也越来越丰富。

清华大学前校长陈吉宁介绍，“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在全球的迅速兴起，给传统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将引发全球高等教育的一场重大变革”。陈吉宁认为，对于学习者来说，这种在线教育方式让全球各国的不同人群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可能，也使得大规模并且个性化的学习成为可能。但对于高校来讲，“不单是教育技术的革新，更会带来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学方式、人才培养过程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私人科学：激活人类基础研究



创新社会化、科研资助私人化，两者都是对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是一种自然的、自发的行为。近一二十年来，由于政府公共资金的短缺，以“公私合作”方式来资助基础研究的做法已经广泛盛行于各个发达国家。甚至在美国还出现了私人资本直接投资基础科学研究——私人科学。

2013年4月，奥巴马召集了美国最知名的科学家聚集白宫。他再次强调了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公布将投入1亿美元到“下一个伟大美国工程”——揭开人类大脑的奥秘。另外，奥巴马还强调了政府从将人送上月球到创造因特网的科学探索历程中所担任的主导角色。根据奥巴马的描述，“大脑计划”将是这一伟大传统的延续，也是对科研经费支出严重削减的有力反驳。奥巴马说：“错失机遇而让其他国家迎头赶上的损失是我们输不起的……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我不希望下一个创造工作岗位的发现出现在中国、印度或德国，我希望能够发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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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基金会或者超级富豪的个人直接投资，是美国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主流的资金来源。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机构在投资美国的生物和医疗研究方面一直有很大的投入。如今，越来越多的富豪开始投资基础科研领域，区别于政府部门支持的科研活动，这些投资介入的科研领域往往更为前沿，运作也更为灵活。

不难发现，美国科学研究领域中的资金来源和科研实践正在发生着显著变化。10年前，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G.Allen）捐献了5亿美元，在西雅图创立了一个大脑科学研究所；另外一个名为弗雷德·卡夫利（Fred Kavli）的科技和房地产亿万富翁，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创建了大脑研究所。此次政府在人类大脑研究上的投入将激励和丰富个人在该方面的研究；同时，对科学研究的慈善资助也坚定了奥巴马政府的计划。

随着政府大幅削减科研经费支出和私有部门及个人越来越多的参与其中，原有的政府主导科研的格局可能会被打破。科学技术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国力和自豪感的源泉，现在却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民营企业。在华盛顿，经费削减使得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关门，科学家们也面临着被裁员的危机。一些计划中的研究项目也已经被搁置，尤其是那些风险大、自由度高的基础研究项目。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硅谷到华尔街，科学慈善事业正变得越来越火热。就像美国最富有的人试图重塑自己一样，他们试图通过科学研究推动社会进步。

这种变化的出现让科学界既心存感激，又充满忧虑。目前，无论是从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看，公共财政仍然在美国研究领域中占据支配地位。但是，私有科学会以何种速度兴起、会对原有的科研体系造成何种影响，都是未知数。为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专门对此进行了研究。



私人科学研究兴起



生物化学家马丁·阿普尔（Martin A.Apple）曾经一度对私有科学研究持怀疑态度，但经过调查，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念，并认为总体上，私有科学研究将有助于加快科学发展的步伐。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的观念？据他说，是他看到了一种持之以恒、年复一年追求宏伟目标的精神和信念。“他们把小儿麻痹症作为目标，持续研究直至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以前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样，”马丁接着说，“事实上，他们（私人科学）拥有市场和政府都不具备的力量”。

如果美国联邦的财政战争和个人财富增长持续进行下去，那么这种影响将会继续增大。事实的确如此，一份《纽约时报》的分析显示，大约有40位美国最富有的科学捐赠者已经签署了一份承诺，将他们的绝大部分财富捐赠于科学研究，这些财富加起来已经超过了2500亿美元，这已经成为美国科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



埃里森医学基金会——私人科学研究的新模板



当甲骨文公司创始人CEO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在斯坦福大学听到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关于人工智能的专题报告时，他被深深地吸引了。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运用计算机破解基因之谜还是件新鲜事，埃里森说：“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埃里森多次邀请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生物学家约书亚·莱德伯格教授（Joshua Lederberg）到家中做客，他们谈论过很多话题，从埃里森早期对分子生物学的兴趣到巨大的财富可以有巨大的作为，等等。

基于他们之间的友谊，1997年，埃里森医学基金会成立。迄今为止，已经有数百位生物学家从中获得了研究经费，其中就有3位生物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埃里森在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的世界最富有的人中排在第5位，他已经先后在科学领域捐赠了约5亿美元。当然，埃里森在科学慈善家中并不是捐赠最多的，也不是最有影响力的（比尔·盖茨可能最有名，他为全球公共健康医疗领域捐赠了大约100亿美元），但他却为私人科学领域塑造了一个新模板。

在传统的政府资助科学研究的模式中，受资助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受资助的研究者和团队、受资助的额度和期限都是由美国科学代理机构的专家决定的，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中的专家通过权衡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从众多的申请中决定哪些申请可以获得资助。有时，一些专家以推动全领域发展为名，可能会建议实验室耗资数十亿美元购买大型仪器设备，这可能会滋生学术官僚和学术腐败。相比之下，私人科学属于个人行为，所以更加鼓舞人心。



施密特海洋研究所



温迪·施密特（Wendy Schmidt）捐赠科学研究的灵感来源于一次潜水活动。2009年，她来到加勒比地区的石榴岛屿观看珊瑚礁，这是她第一次潜水，当她潜到水下后睁开眼睛时，她被海底世界的景象惊呆了。回来之后，她与丈夫进行了沟通，丈夫埃里克·施密持（Eric Schmidt）是谷歌前任CEO。他们认为目前国家在海洋领域的科学研究投入不足，在2000年政府投资最多时只有28艘船供研究者使用，而现在已经减掉了1/3，将来还有进一步减少的可能。因此，他们决定投入超过1亿美元的资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设立施密特海洋研究所（Schmidt Ocean Institute）。研究所的正中央是一艘足球场大的船，与其他研究用船不同的是，该艘船上还设有桑拿浴和停机坪。施密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希望能够迅速推进科学研究的步伐。”

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科学慈善家捐赠的科学项目遍及多个领域。被誉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之父的乔治·米切尔（George P.Mitchell）先后向粒子物理学、可持续发展和天文学领域捐赠了3.6亿美元，其中包括著名的价值3500万美元的巨型麦哲伦望远镜（the Giant Magellan Telescope）。在米切尔先生去世之前接受采访时，他说：“宇宙太大了，可现在还没有一张像样的地图。”

私人科学的故事仍在持续着。艾利·布罗德（Eli Broad）在房产和保险领域中获得了巨额财富，他捐赠了7亿美元用于支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基因疾病。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捐赠了8.5亿美元用于物理学、生物学、环境和天文学方面的研究。罗纳德·佩雷尔曼（Ronald O.Perelman）捐赠了3000万美元专门用于女性疾病的研究，在其投资的支持下，研发了治疗某些乳腺癌的突破性药物——赫塞汀（Herceptin）。另外，微软前技术总监投入巨资发掘了霸王龙遗骸的化石。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在不断上演着，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联邦财政支持科学研究的拨款日渐削减。



政府支持性科研前景黯淡



2012年12月，白宫公布了来自奥巴马科学和技术顾问团的研究，该研究警告美国在下滑，并强调了其他国家的科学竞争对手正在崛起，最后呼吁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专家们在信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科学研究，美国将失去在创新和发明方面的领导地位。”2009年，美国联邦财政在基础科学领域的经费预算是400亿美元，2013年预算骤减1/4，只剩300亿美元，这也是历史上科研经费降幅最大的一年。

削减科研经费的负面效应还造成了裁员：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小组最近调研了3700位科学家和技术管理者，调研结果显示55%的被访者说他们的同事已经失业或者即将面临失业。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Francis S.Collins）在接受采访时说，2013年是他在职期间最为黑暗的一年，获得资助的科研项目更少，同时还伴随着裁员和项目削减。在过去的数十年中，获得联邦财政支持的研究中，有超过100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样的削减真让人“无比沮丧”。

对于私人科学的兴起，白宫的报告中并没有过多的陈述，只用“不予评判”一笔带过。然而，这些大笔捐赠科学研究的慈善家们也有忧虑，他们的普遍担忧是，如果他们在基础科学领域捐赠的多，联邦政府就会减少在该方面的支出。Kavli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康恩（Robert W.Conn）说：“这一直是我们最大的忧虑。”该基金会近期已经承诺将捐赠2.5亿美元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慈善是不能替代政府资助的，所以，做慈善也不能大肆宣扬。”康恩接着说。在美国，确实有很多在科学领域的捐赠都是匿名的，或是悄悄进行的。

2013年，一次流星爆炸造成俄罗斯1200人受伤。之后，美国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Committee on Science，Space and Technology）主席拉马尔·史密斯（Lamar Smith）宣布将在太空安装新的传感器，因为这对“我们的未来非常重要”。接着，他举行了听证会，会上展示了一个星载望远镜，该望远镜能够扫描到太阳系中可能威胁地球安全的那些加速运动的岩石。该项工程的研究资金来自eBay、谷歌和Facebook等企业领导人的捐赠，同时也来自很多匿名捐款。史密斯说：“我们必须更好地认识到哪些是私营部门可以做到的，以便更好地帮助我们保护这个世界。”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该项工程应该隶属于美国航空航天局。该项目负责人爱德华·卢（Edward T.Lu）曾经是宇航员和谷歌执行官。在听证会上，他大概测算了飞船的费用，约4.5亿美元，大概只占政府预算的一半。也就是说，如果由政府资助和主导该项工程，成本可能是9亿美元，而由私人部门主导的该项科学研究的成本费用只要一半就够了。可见，私人科学不仅为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了大量资金，还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科研经费，从而提高科研的投入产出比。委员会的成员还积极呼吁，私人科学的努力为削减联邦政府的无效开支指明了方向。

柯林斯博士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承认，慈善家在填补（政府）资金缺口和抓住新机遇上是“异常重要”的，并强调科学“还从来没有迎来过如此兴奋的时刻”。尽管如此，他和其他专家后来很快补充道：私人投入太少了，不足以替代公共支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每年的单独预算约为300亿美元，其中有一半用于基础领域研究。美国先进科学促进协会主席威廉·普莱斯博士（William Press）说，至少到目前为止，私人捐赠“仍属于杯水车薪”。



“未知数”的私人科学



到底有多少私人捐赠流向了哪些科学研究领域？这些钱是如何被支配的？总体上，政府对上述问题知之甚少。科学分析人士指出，了解上述状况非常重要，因为若不了解的话，政府就无法对国内的科学研究有全面的认识，进而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科学规划。国家在做科学研究预算支配时，既要考虑学术问题，又要考虑社会问题。所以，在他们作出重大的科学决策时，政府需要确保这些钱不能只流向优秀的科研机构，还要考虑性别、种族和收入等各种因素。

约翰·扬科夫斯基（John E.Jankowski）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高级分析师，他不仅资助科学研究，还追踪科学预算。他说：“我们应该调研此事，但由于经费紧张，我们并没有做。”很明显，这项任务是艰巨的，政府的科学预算是集中的，而私人的捐赠则是分散的，很难统计。美国国家科学院多次敦促政府加紧监控这些“未知数资金”，扬科夫斯基博士说，最近，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了试点调查，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如果预算允许，可能会对此展开全面调查。

正如私人科学领域在自下而上地进行着，对私人科学领域的调研也在自下而上地开展着。与等待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集中调研相比，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菲奥娜·穆雷（Fiona E.Murray）展开的民间调研更加简单和快捷。穆雷是麻省理工学院创业学教授，她采用不同的角度进行调研，她调研的对象不是敏感的捐助者，而是受资助者，尤其是那些国家研究型大学的受资助个人或团体。为了简化工作，她选取了研究经费支出最多的50所大学，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

穆雷博士的研究发现，私人捐赠约占高校研究经费来源的30%，她由此指出，私人捐赠在科学领域的兴起可能使“富有的领域、大学和个人变得更加富有”。新的赞助人层出不穷，这已经成为校园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私人资助科研的兴起，成为科学慈善的新殿堂。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市——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所在地，每年吸纳着数百亿美元的私人捐赠。比如，拉贡研究所（Ragon Institute）获得1亿美元私人捐赠，用于免疫学方面的研究；科赫研究所（Koch Institute）获得1.5亿美元，用于癌症研究；斯坦利中心（Stanley Center）获得1.65亿美元，用于精神病学研究；威斯研究所（Wyss Institute）获得2.5亿美元，用于生物工程研究；麦戈文研究所（McGovern Institute）获得3.5亿美元，用于大脑研究；怀特海德研究所（Whitehead Institute）获得4.5亿美元，用于生物医学研究；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获得7亿美元，用于基因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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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通过调查发现，私人科学的大多数捐赠都投向了疾病和医疗领域。在这场私人对疾病的对抗中，不仅促进了疾病治疗的显著发展，还在生物学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私人资本的介入突破了科学研究与有效治疗之间的障碍，尤其在罕见疾病药物的开发方面，由于市场规模太小，追逐利润的医药企业缺乏开发的动力。




私人科学的未来



20世纪80年代初，加州理工学院的生物学教授勒罗伊·胡德（Leroy Hood）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提议进行首次DNA测序，以此快速识别人体每个细胞中的数十亿遗传单位。然而，他的这个伟大提议被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拒绝了，于是他不得不另寻出路。后来，他获得了私人部门的资助，来完成这项重大的生物工程。支持者是一家名叫Sol Price的仓储连锁巨头，该公司后来与美国零售巨头好市多（Costco）合并。

胡德博士在DNA测序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联邦政府看到了希望，于是投资了38亿美元，成立“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来识别人体细胞中所有遗传单位。最近，个人基因组学（personal genomics）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热门研究领域。根据胡德博士所言，科学慈善已经“成为前沿的推动者”。

多年来，私人资金潮涌般投向科学领域，这使得传统的以政府资助为主的科学研究模式发生了转变。之前，由政府或其代理机构拟定科学研究方向和领域，并资助其进行研究，随后会有私人部门的研究跟进；现在，私人科学的兴起可能会成为政府支持科学研究领域的参照物。比如，在资助基因测序、转化医学、奥巴马政府的“人脑计划”等方面，政府不再设置日程表，而是开始跟随私人科学的步伐行事。

10年前，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工程师阿努什·安萨里（Anousheh Ansari）在电信领域积累了大量财富，她捐资1000万美元，设立了第一个私人飞行器奖项，该飞行器要能将3个人带上太空。安萨里的成功促进了私人设置科学奖项的繁荣。随后，很多私人捐助者都通过这种方式设置了几十种科学奖项。这一潮流也同样影响着政府，政府也随之设立了上百种科学奖项，以更加公开和公平的方式促进和激发科学研究。根据白宫的一项研究，美国联邦政府的科学奖项设置主要源自“慈善机构和私人部门设置科学奖项的成功”。

有时，私人捐赠者也会去帮助政府，尤其当政府科学预算减少时。2006年，由于政府预算削减，位于长岛的一个巨大的粒子加速器有可能被关停。此时，家住长岛的知名对冲基金投资人詹姆斯·西蒙斯博士（James Simons）筹集了1300万美元进行救援。得益于西蒙斯博士的捐助，研究小组能够继续探索导致宇宙诞生的亚原子层爆炸。

如果富有的捐赠者是可以依赖的，那么私人资助科学研究的规模和范围都将大大提升。相信他们可以依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作出了庄严的承诺。2010年，盖茨夫妇和沃伦·巴菲特联合宣布了一项活动，截至目前，美国500名亿万富翁中已经有约1/5的人签署了该活动，承诺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捐赠出去。一篇刊登在《时代周刊》上的文章公布了他们签署的承诺书，承诺书显示将有超过40%的富翁计划将财富捐献在科学、健康和环境领域。签署人的财富总和已经超过2500亿美元，他们承诺的最低捐献额已经超过1250亿美元。有多少捐献最终会投向科学领域，目前尚不明确，但有些人已经公布了几个非凡的科学目标。比如，来自北达科他州的石油大鳄哈罗德·哈姆（Harold Hamm）和妻子苏·安（Sue Ann）写道：“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根除糖尿病。”来自犹他州的亿万富翁洪博培（Jon M.Hunsman）说，他的慈善目标是“一定要攻克癌症”。

巨型麦哲伦望远镜的捐赠者乔治·米切尔在去世之前表达了他对美国科学的担忧：美国的科学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他以“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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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例，表示正是因为美国科研经费的削减，关闭了芝加哥附近的关键观测设备，使英国成为该领域的领跑者。米切尔先生说：“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失去领先地位，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私人科学的捐赠者以及他们的追随者表示，随着十多年来捐赠数额的激增，有可能激发美国经济的增长，并帮助美国抵御全球的挑战者。他们强调说，“在华盛顿持续削减经费的情况下，私人捐赠就显得越发重要了”（见表4-7）。


表4-7　有志于私人科学的亿万富翁





续前表




续前表




靠科技致富的人可以直接投资基础科学，其他人也可以通过创新方式投入其中。最近，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具有华人第一金融学家之称的罗闻全（Andrew Lo），成立了一个投资于针对癌症药物的初期阶段研究的众筹基金，该基金计划募集300亿美元，可以同时支持150项研究。虽然，只有少数的治疗方案被证明是有效的，但罗闻全预测该基金还是可以盈利的，年化收益在7%～10%。只有大规模投资的情况下，才能有效降低早期阶段的研究风险。罗闻全的研究结果改变了人们普遍认为基础研究不盈利的观点。基础研究可以盈利，不仅富人可以投资，一般人也可以投资，通过规模化的投资，有效降低基础研究的高风险。传统创新模式的局限性在于其过于保守、审核漫长，从而无法起到鼓励创新的作用。私人资助科研，不但选题开放、鼓励创新、更大范围内的风险容忍度，同时还能够兼顾盈利目标，这些是传统创新模式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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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模式的组织形式和发展趋势




挑战赛作为社会创新活动的组织形式，已经被广泛应用。作为创新中介，举办挑战赛的专业平台公司也随之快速增长；专业的社会创新平台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了挑战赛的发展和兴盛。社会创新模式将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知识社会创新的主导模式。




创新形式多样是社会创新模式区别于其他创新模式的特征之一，多种多样的社会创新活动在多个领域和部门逐渐兴起。挑战赛作为社会创新活动的组织形式，已经被广泛应用。作为创新中介，举办挑战赛的专业平台也随之快速增加；专业的社会创新平台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着挑战赛的发展和兴盛。不同于具体的技术创新或是时髦的管理创新，一种真正的创新模式的转变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创新模式将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知识社会创新的主导模式。




公开竞赛如何激发创新



最近，各种组织都在尽可能地使用公开竞赛的方式，来探寻面临挑战的解决方案。公开竞赛涉及的领域和问题多种多样，从如何为游客提供太空旅行到预测住院人数的模型，应有尽有。下面以一些公司为例进行详细说明。



公开竞赛逐渐成为颇受欢迎的社会创新组织形式



即使最成功的公司想要在公司内部获取突破也很困难。所以，越来越多的公司转而使用“竞赛”来激发和获取新的多样化思路，而不再是仅仅依赖公司的内部渠道。企业内部研发组织方式可以加速公司在已知领域的进程和进展。但是哪怕你很聪明、很有眼光，你也无法知道你现在不知道的东西。公司的组织架构也会对现有的商业模式产生固化和强化的作用。高管们天天忙的是如何将已经完成的研发转化为下一个上市的产品，他们的动力是将已有的创意转化为现实。公司的营销部门通常只专注于现有市场的需求，而不是去发掘新需求、寻找新方案。他们更不会放弃“手中一只鸟”，即使天空有十只鸟。有一位高管这样描述大公司的这种保守的劣根性：“我们在淘汰那些与公司现有商业模式不匹配的项目时非常果断。这种项目在研发部门顶多持续半年时间。公司核心业务对新思想和新模式有一种强大的免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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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比赛可以吸引除本行业之外的其他各行各业的参与者，他们会产生不同的想法，提供不同的方案来应对挑战。一般来说，外行人提供的方案通常都比不上内行人提供的方案。但是，通过竞赛和广泛参与，却能够激发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从而有可能发现优于内部方案的最佳方案。尤其是当问题的解决方案来自本领域之外时，大量多样化思路和方案的产生会成为公司发展的一个有力助推器。


企业产生新思想的传统模式是：知名的大企业集团研发中心配置世界一流的人才，对一个大课题搞攻坚战。这种模式经常是华而不实、成本昂贵但收益可怜。为此，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在寻找更好的方式来识别和开发全新的方案。他们发现，大多数最佳创意和有火花的思想恰恰来自公司外部。在一个创新的生态系统中，潜在的创新者是那些拥有广博的知识和技能的人，但是以一个职业管理为典范的公司恰恰是通过职位的细分、人才专业化来取得管理业绩的。为了发现和吸引这些潜在的创新者，越来越多的公司不得不“堤内损失堤外补”：它们通过设立奖项和组织公开竞赛的方式去获取有创意的想法和方案。

纵观历史，公开竞赛的方式曾经激发了艺术家、运动员、科学家和工程师不断达到新的高度。早在1714年，英国政府为了解决经度定位问题，专门设置了巨额奖项，引发了社会上各个领域的广泛参与，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经度之战”，最后由一位名叫哈里森的钟表匠摘得桂冠。1795年，拿破仑设立奖金为12000法郎的奖项征求“陆军粮食保存方法”，激发了一位名叫尼古拉斯·阿佩特（Nicholas Appert）的酿酒师兼蛋糕师，他开发出一套有效的灌装和密封流程，能够避免食物快速腐烂。

突破式创新需要企业跳出自己所熟悉的领域，从根本上探索新的思路和机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跳出框框来思考”和“换位思维”。公开竞赛的奥妙和伟大之处就在于：你不用跳出框架就已经在框外思考；你不用换位就已经在异位思维。通过竞争识别出更多机遇、通过刺激多元竞争以产生多个领域的突破、通过各行各业的人的参与获取多元化解决方案。这些和传统模式大相径庭：传统模式中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问题一个方案、一个团队一个专业。

我们不是说传统创新模式完全过时了，而是说传统和公开竞赛模式对获取突破式创新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可以这样说，传统的内部创新模式集中在提升平均值，而公开竞赛的模式使方差最大化（见图5-1），它们各有千秋。作为一家公司，哪种模式最合适要取决于公司想要什么、公司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图5-1　多样性的力量



资料来源：Alan Maccormack，Fiona Murray and Erika Wager.Spurring Innovation Through Competitions.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Fall 2013，Vol.55，No.1：25-32；根据第27页图整理。



Netflix的100万美元大奖


NetfIix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的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当NetfIix考虑如何改变向顾客推荐电影的方法时，它并没有像同行业的其他公司一样，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改进算法，而是设立了一个有100万美元奖金的公开竞赛，来鼓励外部人员参与。NetfIix大奖赛从2006年10月份开始，其公开了大约1亿个匿名影片评级数据集，数据集仅包含影片名称、评价星级和评级日期，没有任何文本评价的内容。比赛要求参赛者预测NetfIix的客户分别喜欢什么影片，并要求预测的效率要提高10%以上。

参赛者中有来自中国的研究生、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和已经退休的管理咨询人员。从2006年10月至2012年7月，大赛吸引了来自186个国家和地区的44000位参与者组建的5000多个团队。实际上，在最初的33周内，有2/3的方案提供的算法都不如NetfIix的现行算法，大概有90个方案的准确率高于现行算法5%，排名第一的方案的预测准确率高于现行方案的7%，但最终还是达到了目标。NetfIix CEO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说：“我们经历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参赛团队开始时独立作战，后来协同作战，终于将影片推荐效率提高到了10%以上。在接近比赛截止日期时，还有新的参赛作品不断提交上来，使得整个比赛过程变得非常曲折和惊心动魄。”

由来自NetfIix的专家和加州大学的两位教授组成的评委会用了几周的时间评选出了最终优胜者。2012年9月21日，NetfIix宣布BeIIKor’s Pragmatic Chaos（BPC）团队夺得了100万美元大奖，他们的算法成功地将NetfIix的影片推荐引擎的推荐效率提高了10%。BPC团队由原本是竞争对手的3个团队重新组团而成，团队的7位成员分别是来自奥地利、加拿大、以色列和美国的电脑专家、统计专家和人工智能专家。7位成员在颁奖仪式上第一次碰面。NetfIix大奖的参赛者们提升了影片推荐效率，同时NetfIix的客户也因此而获益。比赛规则还要求获胜团队公开他们的推荐算法，这样很多人都能从中获益。获胜的参赛作品和参赛选手评级方法被公布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机器学习》杂志（Machine Learning
 ）上。

推荐引擎是NetfIix公司的一项关键服务，1000多万顾客都能在一个个性化网页上对影片做出1～5的评级。NetfIix将这些评级放在一个巨大的数据集里，该数据集的容量超过了30亿条。NetfIix使用推荐算法和软件来标识具有相似品味的观众对影片可能作出的评级。两年来，NetfIix已经使用这一方法提高了影片推荐的效率，也得到了很多电影评论家和用户的好评。随着100万美元奖金的颁发，NetfIix很快就宣布了第二个百万美金大奖，希望能够继续改进推荐引擎的效率。

Netfl ix通过公开竞赛为明确界定的问题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案，其他公司也希望能够使用类似的方法发现新问题和新需求，并在现有的技术和能力基础上解决它们。然而，公开竞赛的方式也有缺点，比如资源浪费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因此，公司在采用公开竞赛方式之前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管理者应该明白为什么公开竞赛能够有效，并且要考虑何时何地使用它们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实施整个过程。



为什么公开竞赛是有效的



从投入到创新的整个过程中有3个关键方面促使了公开竞赛的多样性：参与动机、参与者和组织形式。这种多样性进而为任何既定的问题提供了更为广泛和更多数量的解决方案。



多样化的动机



研究多样化动机的经济学家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公开竞赛会如此有效。从经济角度而言，参与者大多不符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与可能获得的潜在奖金数额相比，他们投入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收益和付出并不成比例。在很多竞赛中，参与者为比赛支出的费用总额远远高于奖金额度。


安萨里X大奖


1995年成立的X大奖基金会是一个总部位于美国洛杉矶的非营利性组织，主要功能是设计和管理公开竞赛，通过公开竞赛鼓励能够使人类受益的技术得到开发。其使命是通过激烈竞赛，实现重大突破，使人类受益。1996年5月，X大奖基金会创始人彼得·戴曼迪斯（Peter Diaman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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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鼓励私人载人航天技术的创新，设立了高达1000万美元的航天大奖——安萨里X大奖（Ansari X Prize）。

安萨里X大奖的竞赛规则是：第一个用自制飞行器将3名乘客送到高于规定高度的太空，安全返回，并能够在两周内使用同一架飞行器重复上述载人飞行的公司或组织最终将获得1000万美元奖金。一共有26位竞争者角逐安萨里X大奖，他们在竞赛过程中支出的费用总额已经超过了1亿美元——10倍于奖金金额。2004年10月4日，由伯特·鲁坦（Burt Rutan）设计制造、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投资的价值2500万美元的私人飞船“太空船1号”（SpaceShipOne），赢得了这项奖金达1000万美元的安萨里X大奖。

为什么公开竞赛如此富有吸引力？或许，在安萨里X大奖之前，开启私人太空旅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已经吸引了很多公司和个人的关注。但是，大多数的参赛队伍都不具备这种能力，却仍然投入巨资参与竞争。是不是竞争者都失去了理智，明显高估了自己获胜的机会？虽有这种可能，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超额努力与预期收入之间的差距。

要知道为什么公开竞赛这么有效，我们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人不是狭窄的经济人。传统创新模式只能调动人的经济追求，而忽视了人的动机是多元的、复杂的，是有社会性的。社会创新可以激活和激发人们经济动力以外的支配人的行为的强大动力。非经济动机包括从竞争本身获得的满足感、对自己业务和一技之长的爱好、对特定事业的激情、参与其中带来的良好声誉、参与过程中的优异表现，等等（也有不少人就是干脆追求消遣）。一项备受推崇的奖项，可以使参与者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使参与者的创新合法化；一个精心设计的竞赛有助于参与者在教育和指导的过程中获取新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些非经济的“软”动机要远远大于经济动机。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创新比传统创新模式更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去创新的原因。

多样化动机的力量在2010年“先进保险汽车X大奖”（PIAXP）可以得到证实。PIAXP的奖金为1000万美元，目标是开发出一款突破既定效率的汽车（以“英里/加仑”测量油耗）。PIAXP共吸引了100多个参赛团队，尽管大家都知道获奖的概率很低，但是仍有40个团队在更新和开发汽车效率上有相当大的投入。创新研究学者对他们的参与动机进行了调研，发现“获奖”在所有动机中仅仅排在第5位，激励他们参与竞赛更重要的动机是“获得宣传”、“提高声誉”和“解决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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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者也通过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埃里克·冯·希贝尔参与研究了个人创新和顾客参与创新的动机。通过对芬兰创新项目（Finnish）和激流皮划艇（Whitewater Kayaking）顾客参与创新项目的问卷调研发现，对于这些创新参与者而言，激发他们参与的动机不只是想要使用或是出售他们的创新，还包括了在参与过程中带来的愉悦和获取的知识本身的乐趣。另外，能够帮助其他人也是动机之一（见表5-1）。


表5-1　顾客参与创新的动机比例





顾客参与创新也是社会创新的一种形式，企业顾客参与创新的动机也是多样化的，大多数参与者都本着自己能够使用创新成果为目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以销售创新成果而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很多实验器材和科研设备，都是研究者们在采购器材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改善和更新的，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科研工作，而很少考虑将这些创新申请专利出售给器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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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拉希（Christina Raasch）和希贝尔最近专门针对创新志愿者的动机做了研究。整个研究过程以“创新志愿者的参与动机是什么”这一问题为导向，最后得出了三条结论：首先，参与者能够从创新的过程中受益良多；其次，重要项目的创新过程更能够带给参与者享受、知识和荣耀；最后，如果创新项目的举办方能够向创新志愿者提供上述激励，那么创新的效果将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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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参与者



不同的激励会吸引不同的参与者，但并不是所有参与这个创新项目的人都会以同样的激情将其技能和精力投入到每一个比赛中去。人的动机和付出努力的意愿的变化经常是不可捉摸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无法预知谁会有最好的创意，或是什么样的技术组合能够最好地解决一个问题。例如，在Netfl ix的竞赛中，在成绩最高的几个人中，有一位既不是研究生，也不是计算机科学家的参赛者——一个名叫加文·波特（Gavin Potter）的管理咨询退休人士。48岁的波特居住在伦敦，能够取胜的关键是他有一个将知识组合和再组合的能力。他将自己本科期间学习的心理学知识与他读高中女儿的数学知识这两个貌似毫无关系的领域结合在一起。你说这种能力怎么让一个公司的高管或者政府官员去做界定？ 
 


[3]






这类例子在InnoCentive公司组织的公开竞赛中数不胜数。InnoCentvie的在线公开创新平台就是一个组合大师，它把希望找到问题解决方案的需求方与世界各地的可能提供方案的供给方组合在一起。它不去打广告以寻找专业人才，而是像DARPA一样通过设立奖金的方式来寻找最佳解决方案。研究表明，在InnoCentive举办的很多竞赛中，获胜者都来自于问题所涉及的专业领域之外，获胜方案往往是在多样化的参与者和更大范围提案的关联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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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最佳方案其实已经存在，但是在不同的环境或领域中，表现出的挑战稍有不同。还有一些情况是，参与者或是参与团队会以让人以意想不到的、出人意外的角度和方式来看待一个问题，从而可能开创出前所未有的全新机遇。总之，如果我们把寻找答案的领域人为的锁定在某个“传统”的专业领域，那就等于把解决问题的答案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并把富有价值的见解自动排除在外，因为这些见解很可能来自于不同视角、专业，观点和领域，它们经常是专业不对口的、是“门不当户不对”的。



多样化的组织形式



公开竞赛同样鼓励不同类型的组织共同解决同一个问题。传统的研发团队往往是为满足一个公司既定、狭窄的目标而设置的，其采用的研究方法很容易受到公司惯常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制约。为了突破这些研发组织的缺陷所进行的很多尝试也都功亏一篑，并且还可能产生其他设计和管控问题。相比之下，公开竞赛能够将持有不同目标的不同组织形式聚集到一起。这些组织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公众公司到初创企业，从大学生到高中生，甚至还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不像传统的研发组织会受到一系列严格的规则和标准的制约，公开竞赛中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重新组织在一起，以便最好地响应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提供的最佳方案。公开竞赛提供了一种能够充分利用组织多样性的机制。

奖金总额达3000万美元的“谷歌月球X大奖”（Google Lunar X Prize）为公开竞赛利用组织形式多样性带来的创新提供了例证。这项2007年9月成立的竞赛，要求参加者制作一个无人登月艇，且必须在登月后探索至少方圆150米的距离，再将信号传送回地球。大赛不仅吸引了“通常认为”的航空航天领域的人士，还吸引了数十个代表广泛的参赛团队。例如，一个名为Next Giant Leap的团队就是由一个小型航空航天公司、媒体和营销机构以及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师生共同组建的。另一个团队Frednet则是由一个开元软件组织创立的虚拟合作团队。然而在现有的产业中，由专家控制、政府资助的研发模式限制了来自国际参与者的参与机会，而大赛的一些参赛者则可以毫无限制地利用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来提供最佳方案。

重要的是，即使针对同样的问题，这些不同形式的组织也倾向于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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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组织形式类型与其提供的方案类型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这一现象被称为“映射”，因为组织的治理结构、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沟通方式决定了他们提供新方案的搜索范围。公开比赛提供了一种利用组织形式多样性的有效方式。


谷歌月球X大奖（GLXP）


2007年9月13日，在美国加州圣塔莫妮卡，X大奖基金会和谷歌公司宣布进行“谷歌月球X大奖”，奖金总额高达3000万美元。X大奖基金会是这次大赛的组织方，谷歌公司是大赛的资助方。全球各地的私人公司均可参与竞赛：由私人投资的漫游机器人登陆月球，并完成若干使命目标等。

3000万美元的奖金总额分为一等奖2000万美元、二等奖500万美元和额外奖500万美元。要赢得一等奖，航天器应在月球成功进行软着陆，在月球表面漫游至少500米，并将特定视频、图像和数据集传送回地球。截止日期原本设置在2012年12月31日，但由于没有一个团队能够实现目标，组织方便将截止日期推迟到2015年12月31日。要赢得二等奖，航天器必须登陆月球，完成漫游，并将数据传送回地球。

GLXP又被称为“月球2.0”（Moon2.0），即第二探月时代。在第二探月时代，人类将不再满足于“插上旗子，踩出脚印”，而是要在月球上居住。月球是探索太阳系的跳板，也是人类解决在地球上所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能源与气候变化）的落脚点。世界各国政府均已意识到探测月球的重要性，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国家空间机构都计划在未来10年内向月球发送探测器。目前，私人企业空间探测的前沿成就是成功发射了一颗距离行星40000公里的静地轨道通信卫星。GLXP希望私人企业向这一记录发起挑战，抵达这一距离10倍之外的位置进行探险。

X大奖基金会主席兼CEO戴曼迪斯博士说：“GLXP将激励全球的企业家、工程师和幻想家们实现我们重返月球的梦想，去探测月球环境，为全人类造福……我们相信，全球各地的团队会为开发新型机器人和虚拟存在（VirtuaI Presence）技术作出贡献，这些将会极大降低空间探测的成本。”

参赛者注册截止时间为2010年12月31日，先后共有34个团队进行注册，他们来自全球15个国家，另外还有跨国组合的4支国际团队。2011年2月17日，大赛宣布了完成注册并符合规定的18支参赛团队。虽然这些团队到目前为止尚没能实现最终的目标，但他们的不懈努力也取得了很多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2013年12月，X大奖基金会宣布将600万美元颁发给那些在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的团队，其中包括100万美元的“登录系统里程碑奖”（Lander System MiIestone Prize）、50万美元的“移动子系统里程碑奖”（MobiIity Subsystem MiIestone Prize）和25万美元的“成像子系统里程碑奖”（Imaging Subsystem MiIestone Prize）。2014年2月，评审团选定了最终5支团队——Astrobotic、Moon Express、Team Indus、Part-Time Scientists和Hakuto来竞争这些奖项。

虽然目前尚没有一个参赛团队能够摘得大奖，而且现在仍然不能确定是否有在2015年年底之前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但大赛本身却激发了全社会重新认识地球、月球和太空，而且打破了政府机构对探索月球和太空的垄断，开拓了私人研究太空的新时代。



多样化的解决方案



与传统的创新模式相比，多样化的动机、多样化的参与者和多样化的组织形式不仅增加了解决方案的数量，还增加了解决方案的多样性。正是这种多样性，使得比赛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PIAXP大赛的参赛者包括知名汽车公司，如塔塔汽车，以及汽车爱好者，甚至还有来自费城的高中生。参赛者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法，开发出“100英里每加仑”超级节能型汽车，同时还要满足严格的安全和排放标准。有些参赛团队打算从头开始，也有些团队尝试采用现有平台提升效率。他们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设计：三轮或四轮的汽车，两个或四个座位的汽车，还有团队为空气动力摩托车配置了“辅助轮”以增加减速时的稳定性。另外，提交的方案中有的基于电动技术，有的基于混合动力，有的则是内燃机，其中一份提案建议汽车的动力可以来自于气体，该气体由木材和纸制品产生。这些团队发现，改进燃油经济的方法有很多种，可以通过动力总成创新、电池管理技术、空气动力改进和更轻的材料等。有趣的是，大赛中没有哪个单项创新能够成为“灵丹妙药”，并从所有方案中脱颖而出。相反，来自所有参赛者不同技术和方法创新的组合，能够有效改进系统设计和集成，成为汽车卓越性能的关键。



何时使用公开竞赛



在管理者理解了公开竞赛后，他们需要评估竞赛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们的创新目标。不能因为其他组织使用了开放式创新的竞赛，自己就必须追求这种形式，管理者需要评估组织的哪些方面需要提升，公开竞赛如何能实现这些目标。创新的发现可以被视为一个公司寻找到了其“创新地图”中具有高价值的山峰。虽然其“创新地图”中有些山峰的价值是可以预测的，但是还有很多山峰是崎岖的、不确定的，需要进行大量的检验和试错，才能发现其真正的价值。传统上，公司依赖于其内部的研发团队探索“创新地图”。然而，当研发团队对地形并不熟悉时，很多组织会转而选择公开竞赛的方式。

2010年，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鲁伯格（Micheal Bloomberg）发起了年度NYC BigApps竞赛，目标是鼓励软件开发者使用政府数据来解决城市问题，满足当地需求。在宣布竞赛之前，市政府官员们不知道哪些问题是值得解决的以及如何最好地解决它们。因此，他们决定通过公开竞赛来解决这些困惑。第一年竞赛的奖金为2万美元，共吸引了来自个人、公司和非营利性组织的80位参赛者。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涉及各种服务，包括对餐厅和出租车司机进行评价、查找到附近的地铁站和评估当地学校的应用程序，等等。Challenge Post是年度NYC BigApps竞赛的中介平台，软件开发人员可以在此平台上展示他们的方案，吸引投资者和社会媒体的关注。公开竞赛使得纽约市政府的官员识别出了范围更广的高价值应用程序，并能快速地为这些应用程序找到潜在的使用者。

利用矩阵有助于画出一个组织的“创新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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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创新矩阵”（Innovation Matrix）。创新矩阵可以识别公司想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把“问题”和“方案”分别区分成“熟悉的”和“陌生的”两个状态（见图5-2）。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往往比较习惯使用熟悉的方案解决熟悉的问题，也就是那些存在于“组织内部”的问题。当对熟悉的问题提供新方案时，公司就需要帮助；组织已有的能力有可能会满足新的市场需求，但是，新的业务机遇是在为全新的问题发现新的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发现的。也就是说，在“新业务”中，公开竞赛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图5-2　创新矩阵



资料来源：Alan Maccormack，Fiona Murray and Erika Wager.Spurring Innovation Through Competitions.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Fall 2013，Vol.55，No.1：25-32；根据第29页图整理。


一个公司面对的创新挑战可以根据其对所有解决问题的熟悉程度，以及对问题解决方案的熟悉程度进行划分。熟悉的问题或方案可以顺利地在企业内部“根据地”开展；企业已有的能力也可能会解决新的问题，从而为企业开拓出“新市场”；在企业已有的业务领域里，也可以通过内部的开发产生“新技术”；但是对企业来说，使用全新的方案来解决全新的问题，从而发现“新业务”机遇，在这一方格中，公开竞赛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创新方式。而且，在发现“新市场”和开发“新技术”的技术创新中，公开竞赛也越来越受欢迎。


油污清理挑战赛（OCXC）


一个组织如何能够对已知的问题提出全新的方案？“油污清理挑战赛”（OiI CIeanup X ChaIIeng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公开竞赛的赞助者是慈善家温迪·施密特，她为大赛提供了140万美元奖金。自2010年7月29日大赛开始以来，共吸引了350多位参与者，经过激烈的角逐，奖项最终花落“伊拉斯泰克”团队。

这个团队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多年来，他们一直从事着海上开采石油和销售的工作。实际上，在这个公开竞赛之前，他们已经找到了几个能够显著改善石油泄漏和清理的方案，只是这些想法一直停留在理论阶段，还没有真正实践。在公开竞赛的刺激下，公司CEO杜尼·威尔森（Donnie WiIson）特意组成一个由10位工程师参加的团队，给他们60天时间，把之前的想法变成现实。他们的突破性方案是在海面的油污区域进行隔离分区，在油污区域内通过使用快速旋转的塑料圆盘，让油污附着，随着高速的旋转，附着的油污会被送到一个内置的凹槽中。也就是说，该方法不仅可以有效清理海面上的油污，减少污染，还能将油污回收再利用。他们的创新之举可以实现每分钟从海面收集4670加仑的油污，效率比行业标准高出4倍。2011年10月11日，大赛组织者宣布他们获得了冠军和100万美元的奖金。

有时，一个公司可能具有很强的能力，同时也有很多技术创新成果，但问题是如何能够找到需要新技术的市场？或者更准确地说，全新方案和技术的潜在顾客是谁？IBM就属于这种情况，从历史上看，IBM拥有非常丰富的研发成果，但是大部分研发成果都没有转化成为商品。于是，2006年，其管理者考虑改变这一状况，他们最后选择了“创新Jam”，一个可以由包括员工、商业伙伴、顾客和研究者等共计15万人参与的在线会议平台。组织者在平台上公开了IBM最前沿的技术，并进行了72个小时的在线头脑风暴，来为这些技术寻找商业化的可能。后来，又经过几轮的讨论和筛选，最终选定了10个业务领域作为IBM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任董事会主席兼CEO彭明盛宣布将向这10个领域投资1亿美元，开始启动这些项目。



如何组织公开竞赛



举办一次强有力的竞赛不能只是公布问题和坐等答案，有效的竞赛一定是经过认真设计和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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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发现，组织创新的过程可以分为5个关键步骤，我们将其称为“5Ps”：①设计问题（problem）；②设立奖项（prize）；③选择参赛者（participants）；④界定过程（process）；⑤设立或选择平台（platform）。对上述步骤的考虑有助于公司或其他组织评估公开竞赛的成本和收益。以下方法和步骤不仅适用于公司，还适用于政府部门、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形式的组织，这里仅用公司组织作为代表。



设计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根据企业目标的不同，竞赛可以被设计成不同的形式。首先，公司要搞清楚自己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是什么，需要对面临的问题勾勒出大致的轮廓。其次，要考虑是把问题放大还是缩小。如果需要更广泛领域的提案和参与者，可以将已有的问题放大，这样获取颠覆式创新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如果对自己面临的问题的关键已经比较清晰和明确，就可以非常有针对性地将问题聚焦到具体领域，但这样可能不利于激发。再次，要考虑是把问题整体抛出，还是分解后再抛出。如果问题本身恰是企业需要严格保密的内容，则可以通过分解问题的方式，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公司机密被泄露的可能；如果该问题不涉及机密，或者公司希望通过大额奖金和广泛的社会参与带来良好的宣传效果，则可以把整个问题和盘托出。例如，为了鼓励参赛者开发出一架燃油效率更高的飞机，可以将问题切分成几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改善机身的空气动力设计、提升发动机的燃油效率、选择更轻的材料，等等。



设立奖项——需要提供多少奖金



理论上来讲，竞赛的问题越复杂、挑战性越大、需要吸引的参与者越多，奖金的金额就应该越高。但实际情况也不尽然。如前文所说，参与者的动机是多样的，也就是说“赢得大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例如，2010年9月，为设计出超级节能汽车的PIAXP大奖的金额高达1000万美元，但注册的参赛团队不足130支。而就在当月，由《经济学人》杂志赞助的旨在找到扑捕碳足迹更好方法的比赛的奖金额度为1万美元，却吸引了500支参赛团队。奖金金额总数和奖金结构都是设置奖金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奖项的设计需要将参与者的动机考虑在内，在一些情况下经济的刺激可能是最重要的，但在其他的情况下，非经济因素的刺激也非常重要。例如，个人在技术上的成就能在参与过程中得到宣传，这可能对参赛者更为重要。因此，对比赛奖项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奖项金额，还要考虑到其他因素。例如，在比赛过程中给团队之间创造更多的沟通机会、汇集更多的媒体关注和报道、为有潜力的团队提供引导或导师、为大赛搭建一个社区网络平台、汇集更多的投资人等，这些都是隐性的奖励。

奖项设计应该富有弹性。一些奖金的设置可能不会有结果，或者不会在预计的时间内实现。由于公开竞赛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竞赛的结果能否实现预定的目标也存在不确定性。比如，谷歌月球X大奖在截止日期前并没有一支团队能够达到设定的目标，所以只能将截止日期延迟3年，但即使延迟，也未必有团队能够达到目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应对？为了继续鼓励参赛者的积极性，在大赛最终截止日期之前又重新设置了“里程碑”奖项，以鼓励那些在专业领域有所突破的团队。



选择参赛者



“选择参赛者”并不是对参与者的专业背景、学历、所在单位等给予限定。公开创新与传统创新模式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不限定参与者的背景和资质。所以，在公开创新的模式中，“选择参赛者”的意思是公司的公开竞赛选择在多大范围内开放，是向全社会开放，还是局部开放。一些公司的公开竞赛是向全社会开放，比如谷歌月球X大奖、思科I-Prize；但也有一些公司的公开竞赛只向特定人群开放，比如IBM的“创新Jam”只向其员工、顾客、合作伙伴开放；还有的公开竞赛只向其客户开放，如客户参与设计或创新的竞赛。

虽然多样化的力量来自于“开放”，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即过于开放可能带来的问题。例如，公开竞赛可能需要公司公开其知识产权的详细信息。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与讨论、回答问题、进行引导和评估方案。竞赛的整个过程对于举办方来说是非常艰难，甚至是昂贵的，因此提前设定开放的范围就显得更有意义。另外，如果公司比较关注安全性和隐私，那么就需要一个更加可控的过程。



界定过程



鼓励合作是公开竞赛能够产生价值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很多竞赛中，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了自发和意想不到的合作。有时，这些合作产生在构建团队的过程中，从而获取了必要的技能和资源支持竞争。然而，竞争过程是动态的，竞争者往往具有迎接挑战的激情，给定一个共同的目的，他们就会共同参与其中。因此，与传统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不同，竞赛的参与者们更加愿意分享信息，帮助他人，寻求帮助。为了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动态性，公司应该研究如何利用竞争和协作的力量。例如，X大奖基金会在承办PIAXP大赛时通过为参赛者提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来促进团队的交流和学习。虽然总有一些团队可能会选择尽量保守秘密，以防其他竞争者获取了他们的好创意，但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中，若要提升自己的解决方案，就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人分享，最终才能激发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公开竞赛的整个过程都是动态的、未知的，主办方和承办方不知道会有来自多少个国家的多少位参与者，不知道参与者都抱着什么样的动机，不知道哪些参与者会自动组建成团队，不知道这个团队能够在赛程中坚持多久，不知道有多少离散的团队会再重新组建团队，不知道有没有能最终胜出的团队……因此，大赛的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大赛的不同阶段如何组织、调整、引导和培养参赛者及其团队，是能否实现最终目标的关键。一般情况下，大赛分为4个阶段：首先，抛出问题、宣传大赛、吸引参赛者；其次，开始大赛、头脑风暴、引导话题、相互沟通、组建团队、提出初步方案；再次，初选方案、首轮评估、导师指导、提供最终方案；最后，决赛评选、最佳方案、开始启动。



建立或选择平台



除了奖金之外，组织一次有效的竞赛还要进行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投资：如在信息技术和程序方面的投资、安置员工和组织评选的费用以及大赛营销的费用。在该阶段，公司最重要的决策是进行选择：通过建设公司内部的基础实施，即由自己举办、组织、运作和评估；另一种选择是引入外部的第三方平台来共同完成。目前，选择自己组织公开竞赛的公司并不多见，如IBM利用“创新Jam”平台自己组织、运作、引导了整个大赛过程，并且在该过程中还多次运用到IBM自主开发的技术和软件。但是，大多数公开竞赛都是与独立的第三方合作完成的。与独立的公开竞赛平台合作，可以减少公司经济、人力和时间的投入，还可以提高对创新成果评判的客观性。更重要的是，独立的第三方公开竞赛平台通过信誉和知识产权协议，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参赛者和公司之间的顾虑，使得双方利益都能得到保障。

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公司已经开发了运营公开竞赛的专业平台。第三方公开竞赛平台作为独立运作平台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承办竞赛的规模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比如，位于马萨诸塞州的InnoCentive、位于克利夫兰的NineSigma以及位于旧金山的Kaggle，这些公司都能为公开竞赛提供全面的平台；其他公司，如在克利夫兰的Idea Crossing、在纽约的ChallengePost，是专业的软件公开竞赛平台。另外，更大规模公开竞赛的组织者，如X大奖基金会已经具备了更大规模公开竞赛的设计、运营以及评估历时多年的竞赛等各项能力。

那么，对于一个组织来说，什么时候需要搭建自己的公开竞赛平台呢？比如，Netflix提升推荐准确率的公开竞赛就是在公司自己搭建的平台上开展的。但是对Netflix来说，自己搭建平台的关键因素是竞赛复杂程度。考虑到公司要将关键数据提供给参与者，很有可能会数据泄露，另外，让第三方测试参与者提供方案的准确性也有难度。类似地，思科公司和其他公司也优先考虑使用自己的平台来鼓励参与者的开放式解决方案，因为这样它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对大赛平台量体裁衣，以便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总之，创新的需求越独特，解决方案越多样化，就越提倡公司创建自己的公开竞赛平台。



评估收益和成本



从原则上来讲，公开竞赛的模式会降低创新的成本。传统研发外包形式只要求公司从少数几个提供者中选择一个最好的，再签订合同、约定价款；而与之不同，公开竞赛能够充分利用整个生态系统的所有潜在创新者，并且公司只需要给那些获胜的方案支付奖金。

通过公开竞赛获取创新的同时还要考虑潜在的成本和风险。公司在决定举行公开竞赛之前，需要在以下两者之间进行权衡：一方面，多样化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创新成果；另一方面，产生、评估和获取多样化成果需要支付的成本。这些成本可以分为以下5类，在公司作出决策之前需要分别对其进行评估。


竞赛的基础设施费用。
 一个成功的竞赛能够提供多种吸引潜在参与者的要素——只设奖金是不够的。公司还需要提供数据，开发基础设施平台，从而能够更好地发现机遇，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竞赛的管理费用。
 正如在思科公司举办I-Prize之后，其首席技术官总结的，“任何想要通过公开竞赛便宜地获得创新成果的人，还是去别处寻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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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可能都会将公开竞赛想象成为一种“免费”获取创新成果的方式，如果公司在抱有这种想法的前提下组织公开竞赛，就会严重低估需要投入的成本。因为，竞赛的管理和运营成本经常会超过大赛的奖金金额。


竞赛的评审费用。
 如果仅评定一个单独的方案是不是足够好就需要花费不少，那么想象一下评估成百上千个方案需要的费用吧。Netfl ix可以通过软件测试参与者提交的算法是否有效，提高燃油效率的PIAXP大赛可以通过汽车的仪表盘自动测试。但是，评估新的设计、化学物和药品等却是比较困难的，而且更加昂贵。


风险披露。
 公司在描述了想要解决的挑战时，就意味着这些信息已经公布于众，公司的竞争对手可能会因此而受益。目前，一些公开竞赛平台可以采用匿名的方式进行，但不是所有的竞赛都可以做到匿名进行。


控制。
 任何有关开源创新和众包创新的尝试都需要采用大量的控制措施。但是，在公开竞赛中的控制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控制的，集中的项目管理和里程碑式的评审并不适用于公开竞赛。虽然上层设计在公开竞赛中非常重要，但仍然有很多风险因素是不可控的。



公开竞赛给我们的启示



公开竞赛在任何公司的创新组合中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中一些公司的尝试获得了成功，但另一些公司可能因为竞赛中的诸多不确定性而遭遇了失败。因此建议公司应从小型公开竞赛开始，然后逐渐尝试不同的方式，并从中总结经验，探索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为了从各种经验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公司最好设置一个单独的高级经理人职位——首席竞赛官（Chief Competition Offi cer，CCO）。CCO应当对基于公司总体创新目标和竞争能力对竞赛结果进行严格的评估。最终，在公司的总体创新战略下作出创新模式的决策，其中包括在何种程度上构建公开竞赛基础设施、公开竞赛的预算以及如何营销和提升大赛的声誉。

对于任何组织来说，创新竞赛都是一个高水平的“创新杠杆”。如同在财务领域中，企业可以通过外部融资获得财务杠杆，在创新领域中，企业可以通过创新竞赛获得外部创新成果，即创新杠杆。创新竞赛通过吸引更大范围的参与者会带来更多样化的解决方案。并且，多样化的参与者并不是漫无目的地畅所欲言，而是要集中精力，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一个组织所面临的具体挑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调整竞赛结构，公司便具备了吸引和影响目标参与者的能力，同时也会影响所提交解决方案的水平以及参与者合作的规模和类型。因此，创新竞赛必将成为公司传统研发模式的有力补充，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未来公司研发的主导模式。




作为开放式创新平台的InnoCentive



随着社会创新模式逐步兴起，一些专门从事开放式创新服务的平台或网络也随之快速成长，其中比较知名的平台在上文中都有提到，比如InnoCentive、X大奖基金会、TopCoder等。这些平台的服务领域虽然各有侧重，但它们的基本运作方式是相同的，即为需要解决问题的组织和愿意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人搭建一个平台和空间。下面以InnoCentive为例来详细说明。



InnoCentive——世界第一个开放式创新平台



InnoCentive是一家开放式创新网络平台，是世界著名的制药企业美国礼来公司的子公司，于2001年创立，其名字取自“Innovation”（创新）和“Incentive”（激励）这两个词。创立时，InnoCentive主要为化学和生物领域的开放式创新提供网络平台，后来逐渐扩大到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工程、计算机等越来越多的领域。

“能够分享的问题，便是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InnoCentive的信念，在此信念的指引下，1998年，礼来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的3位科学家开始筹备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开放式创新市场”。经过3年的努力，InnoCentive诞生，其理念非常简单：如果一个公司不能从内部解决问题，为什么不使用丰富的网络资源，看看是否有其他人能够提供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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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立至今，虽然只有短短十余年时间，InnoCentive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可以从表5-2的统计数据中感知到公司的惊人成长。


表5-2　InnoCentive的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InnoCentive官方网站整理。


目前，InnoCentive为重要的商业、社会、政策、科学和技术挑战提供来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通过竞争产生的众包创新解决方案。InnoCentive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数百万人参与的全球性网络，在该网络平台上，有已被证明的解决挑战的方案，有基于云计算的创新管理平台，从而能够帮助客户将解决方案快速地转化为创新和经济收入，并帮助其开发可持续的开放创新系统。



InnoCentive的商业模式



看似神秘的InnoCentive商业模式其实非常简单，可以将其界定为一个提供众包服务的（虚拟）网络平台，或者可以将其通俗地称为一个创新交易市场。通过该平台，InnoCentive可以将两类人聚集起来——“探寻者”（Seeker）和“解决者”（Solver）。



“探寻者”



“探寻者”通过InnoCentive的网络平台向社会发布其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被InnoCentive称为“挑战”（Challenge）。“探寻者”是InnoCentive的客户或者合作伙伴，因为InnoCentive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他们支付的服务费和广告费。“探寻者”的种类有很多，除了一些知名的公司和商业机构之外，还有政府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从成立至今，已经有多家世界知名公司和组织成为InnoCentive的客户和长期合作伙伴，其中包括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基金会、空军研究实验室、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克利夫兰诊所、礼来公司、EMC公司、NASA、自然出版集团、宝洁公司、《科学美国人》、先正达（Syngenta）、《经济学人》、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等。这些公司和机构通过InnoCentive平台的开放式创新活动已经证实，InnoCentive能够更快地产生创新思想，更快地解决问题，并且与传统的内部创新模式相比，创新成本更低，创新失败的风险也更低。



“解决者”



截至目前，已经有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人成功注册为InnoCentive的“解决者”，除此之外，IC还与自然出版集团和《科学美国人》两个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InnoCentive还可以通过邮件邀请所有在这两个机构发表文章的人，其人数已超过1300万。“解决者”的类型也非常多样化，不仅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还有发明者、商业人士、大学老师和学生、退休人士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人员。InnoCentive对“解决者”的专业背景没有任何要求，只要有兴趣参与“挑战”，都可以注册成为“解决者”，也都有可能成为真正“挑战”成功的人。根据统计发现，在InnoCentive网络平台上被成功解决的问题都有这样一个现象：大多数提供成功解决方案并获奖的“解决者”都不是来自“问题”的专业领域。成功提供解决方案的“解决者”会得到一笔奖金作为酬劳，没获奖的“解决者”也能从中学到不少知识。统计显示，大多数“解决者”参与挑战的动机并不是为获取经济收入，更多的是基于兴趣、学习或是为了体现自身价值。



InnoCentive的收入及分配



InnoCentive的收入来源有三种（见图5-3）。其中，客户“探寻者”要支付“挑战”张贴费和服务费。“探寻者”在InnoCentive平台上张贴一个“挑战”的费用是2000美元，除此之外，如果“挑战”过程中还需要InnoCentive提供服务，则服务费会另外再收。

在整个“挑战”过程中，“解决者”不需要向InnoCentive支付任何费用，除非其有咨询或接受培训的需求。“解决者”向InnoCentive提供解决方案，如果方案被采纳，会收到约定数额的奖金；如果没有被采纳，则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如果“探寻者”找到了满意的解决方案，则需要向“解决者”提供约定的奖金，否则不需要支付奖金。另外，“探寻者”也可以购买捆绑的“挑战”，只需支付较少的费用。InnoCentive在“探寻者协议”中对付款方式、期限和额度都有明确规定。另外还规定，知识产权转移中产生的税款由“探寻者”支付，InnoCentive和“解决者”收益的税款自行缴纳。





图5-3　InnoCentive的收益分配




InnoCentive的业务种类和流程





产品和服务的种类



目前，InnoCentive主要有三类业务：“高级挑战”（Premium Challen-ges）、“InnoCentive工作室”（InnoCentive@Work）和“定制挑战项目”（Custom Challenge Programs）。其中，“高级挑战”项目是InnoCentive目前主要的业务类型，这是一个在线众包平台，客户在该平台上可以将其“挑战”向世界上有才能的人发布，吸引“解决者”参与竞争，为“挑战”提供全新的创意和解决方案（见表5-3）。“InnoCentive工作室”实际上是一个基于云计算的公司创新管理系统（软件），该软件能够帮助公司在内部创建一个由员工、顾客、合作伙伴等聚集起来的开放式创新平台，从而获得集体的创新智慧。“定制挑战项目”是重大挑战和创新竞赛项目，这些项目根据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制，以便解决客户的重大问题，或是鼓励重大创新。


表5-3　InnoCentive的业务类型





续前表





资料来源：根据InnoCentive官方网站的内容整理和编写。




业务流程



InnoCentive的业务流程虽然略有不同，但基本一致，下面以“高级挑战”为例进行说明。就一项具体的挑战而言，一般要经历6个阶段。


第一阶段，提出问题。
 “探寻者”向InnoCentive表明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想法。在该阶段“探寻者”的内部专业人士需要向InnoCentive表明问题和想法，与InnoCentive的专家一起解读和界定需要解决的问题，以便InnoCentive能够转化成具体的“挑战”向公众张贴。因此，该阶段中“探寻者”与InnoCentive的充分沟通非常必要。当然，“探寻者”也需要说明其能够提供的奖金额度。


第二阶段，形成和公布“挑战”。
 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InnoCentive的专家根据“探寻者”的问题和想法，将一个具体的专业化问题诠释成一个可以被大众广泛理解的具体“挑战”。然后，将初步设计的“挑战”交由“探寻者”进行再审核，确认无误后便可以张贴公布。该阶段双方还须签订相关协议，包括知识产权、保密条款等，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签订后，InnoCentive通过网络平台张贴“挑战”。“挑战”内容包括摘要、奖项等级及金额、截止日期、规则等。

第三阶段，公众参与和提交解决方案。“挑战”的简要介绍是在网络上向所有人公开的，对该“挑战”感兴趣的人可以注册成为“解决者”，之后便能看到更加详细的不会涉及“探寻者”秘密的“挑战”信息。看完信息后，“解决者”需要决定是否参与该项“挑战”，如果愿意参与其中，则需要与“探寻者”签署保密协议、评估许可（InnoCentive有权转让其知识产权）和一些格式化的协议条款。各项协议达成之后，“解决者”可以获取“挑战”中高度保密的详细信息或数据资料。众多“解决者”在参与该项“挑战”的过程中都是独立和匿名进行的，另外，InnoCentive还为每个“挑战”提供“项目室”作为安全的网络空间，便于他们之间的交流。“解决者”需要在规定的期间内向InnoCentive的“项目室”提交“解决方案”。


第四阶段，评估解决方案。
 InnoCentive会将符合要求的所有解决方案转交给“探寻者”，由他们进行评估。“探寻者”选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并签字确认。然后，InnoCentive需要进一步对最佳方案的“解决者”进行审查，以便确认“解决者”对有关知识产权的拥有权。


第五阶段，颁奖。
 获奖的“解决者”需要将知识产权转移给“探寻者”，没有获奖的“解决者”仍然保留自己的知识产权，最后由InnoCentive确保“探寻者”将承诺的奖金按照规定的方式和期限发放给成功的“解决者”。


第六阶段，“探寻者”向InnoCentive支付佣金。
 上述过程结束后，“探寻者”需要按照预定协议向InnoCentive支付佣金。至此，一个“挑战”的所有流程才算圆满结束。



InnoCentive的成功要点





成功的理论基础——创新的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不但适用于经济和管理领域，在创新领域同样有效。再强大的企业或组织都不可能雇用到能解决其挑战的员工，因此，企业常常会感到有些挑战是无法通过现有的内部力量来解决的。此时，企业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帮助其解决面临的问题。但是，企业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是有限的，需要一个平台去聚拢更多的有志之士参与其中。InnoCentive的出现便能满足这样的需求。

InnoCentive通过聚拢全球范围内多个领域的智者，来共同完成一个组织无法自我完成的“挑战”。开放式的创新平台不仅能给企业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以供选择，还能为企业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事实证明，与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相比，开放式创新更快、更好、更节约成本。而隐藏在开放式创新背后的秘密就是创新的长尾理论（见图5-4）。在开放式创新中，最关键的成功要素是多样化，即来自不同背景的天才聚集在一起，能够为一项具体的“挑战”提供全新的创意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图5-4　潜在的问题解决者


如果我们继续挖掘其中的奥秘就会发现，群体智慧是开放式创新最为根本的理论基础。群体智慧优于个体，任何无法通过自身解决问题的组织都可以尝试通过开放式创新来解决，开放式创新往往能够给组织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简单的商业模式



若用奥斯特瓦尔德（Osterwalder）等人总结的商业模式来诠释InnoCentive，就会发现InnoCentive的商业模式非常简单，如同很多商业人士所秉持的信念一样：越是简单的商业模式，越容易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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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InnoCentive来说，“关键人物”有两类：“探寻者”和“解决者”，InnoCentive要做的就是将越来越多的这两类人聚拢到自己的平台上。“关键活动”也有两类：项目协调和网站维护，聚拢了人气之后，InnoCentive的主要活动是如何协调和服务具体的“挑战”，另外作为开放式网络平台，维护好网站也是非常关键的活动。“关键资源”也有两个：联系和信誉。InnoCentive建立的联系包括与“探寻者”的联系，争取让他们成为长期合作伙伴；还包括与“解决者”的联系，鼓励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挑战”；另外，还要通过多种方式吸引更多的“探寻者”和“解决者”，聚拢的人越多，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就越可能呈指数增长。

InnoCentive的价值定位非常清晰：为“探寻者”提供更大范围和规模的“解决者”，使他们的创新预算更加可控（奖金和服务费数额明确）；为“解决者”提供奖金、展示才华和学习的机会。InnoCentive的客户关系是通过会员和满意的创新成果来维系的。InnoCentive的渠道就是其自有的网站。作为一个平台企业，InnoCentive的客户分类可谓是双边制的，“探寻者”通过悬赏张贴“挑战”，“解决者”通过提交方案竞争奖项。InnoCentive的成本结构相对简单，主要是人力成本。InnoCentive的收入来源也相对单一，以收取“探寻者”的张贴费和服务费为主。



科学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法



InnoCentive之所以能够快速成长，正因为有科学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法。比如，从“解决者”一方来看，最初InnoCentive会将“挑战”公布在网络平台上，该平台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但是InnoCentive并没有透露“挑战”的任何细节，只是张贴了“挑战”的“摘要”部分。如果“解决者”决定参加挑战，则需要与InnoCentive签订“解决者协议”，然后“挑战”者才能知道比较具体的信息，包括奖金设置、方案提交时间、评审时间、解决方案的要求等，另外还须签订保密协议和相关知识产权转让协议。从而确保“探寻者”的机密信息不被泄露，同时能够获取合法的解决方案。在“解决者”提交了解决方案之后，需要向“探寻者”授权，即一项“短期授权”，用于对所提交解决方案的评估。如果“解决者”的方案被选中，则他可以获取之前承诺的金额，同时需要其将知识产权转移给“探寻者”。如果解决方案没被选中，则知识产权继续归“解决者”所有。在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下，InnoCentive的知识产权转移成功率超过99%。




社会创新模式能够走多远





发展趋势



与传统创新相比，社会创新可谓刚刚兴起，但终将会促使创新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创新往往起因于原有方式带来的局限，为了突破这种局限，就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方式。比如，20世纪80年代，施乐公司没有能力利用其研发中心的研究成果；90年代，朗讯公司也因没有能力利用贝尔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从而竞争不过思科。在这些公司探寻别的创新方式时发现，开放式创新被证明是一种全新的创新模式。随后，这一新型创新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IBM、思科、谷歌）和组织（NASA、DARPA、哈佛大学医学院）采用，在此过程中，一些专业的社会创新平台也应运而生。

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这种创新模式。最初主要是技术和创新管理领域的学者对新的模式进行研究，关键词是“开放式创新”；随后，该创新模式也经常出现在战略、一般管理和组织行为的学术期刊中。虽然在各个领域中的叫法不一，但都对该创新模式的本质特征有一致的认识，即开放性和分权性。本书将具备这两种特征的创新模式统一称为社会创新模式。问题是：社会创新模式能够走多远？能够持续多久？不同于一个具体的技术创新，或是一个时髦的管理创新，一个真正的创新模式的转变需要符合时代特征，并且是不可替代的。褒也罢，贬也罢，社会创新模式都将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知识社会创新的主导模式。通过分析社会创新模式的最新进展，一些趋势已经可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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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活动涉及的产业：从领先行业到主流行业



将创新过程逐渐开放的做法在一些领先行业已经比较普遍，这些行业以软件、电子、电信、医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尤其是软件和电子行业，基本上都建立在开放式创新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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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在软件行业，开源软件已经逐渐成为行业主流，即使是行业先锋思爱普（SAP）和微软，也已经开始在大学校园里建立“分权式研究实验室”（decentralized research labs），以便吸收外部创新，增强“由外而内”创新（outside-in innovation）的能力。甚至，拥有强势定位和品牌忠诚度的苹果公司也不得不向痴迷于高端科技的“果粉”们开放其专有技术。在电子行业中，知名的例子有飞利浦公司的开放式创新园、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西门子公司的开放式创新项目和IBM的开源创新行动。今天，许多电子供应商也从战略上驱动着开放式创新，比如，英国电信行业的孵化活动早已被德国电信行业和瑞士电信行业效仿；制药和生物科技领域也在更加广泛地应用着各种社会创新取得的成果。

在医药行业，社会创新模式已经演变成为一种行业标准。例如，拜耳公司的创造性中心，礼来公司和它的InnoCentive，以及辉瑞公司的降脂药立普妥（Lipitor）。辉瑞公司通过社会创新模式开发的立普妥已经成为第一个年销售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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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药行业取得的巨大成功，将推动社会创新模式向其他行业的扩散。虽然推动社会创新模式发展的因素很多，但也不能排除一些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总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司首席技术官迫于压力，不得不将封闭的内部创新模式逐渐调整，转而吸纳外部创新并利用社会创新模式的成果。



社会创新的活跃研发领域：从高科技领域向一般科技领域延伸



社会创新最早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但目前已经出现向一般科技领域延伸的趋势。事实证明，一般科技领域同样可以通过开放式创新获取潜在的收益。社会创新模式已经逐渐渗透到很多部门，比如一般的机械制造、涡轮发动机、医疗器械、快速消费品、食品、建筑、家具、物流等。其中，客户驱动的创新方式已经广为流传，比较知名的例子是建筑和电梯机械，还有体育产业。除了在创新的早期阶段系统地吸纳客户参与其中，这些产业已经在创新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开放。除了客户之外，供应商也已经系统地参与到公司的创新过程中，另外，更多的大学、智库等也越来越多地被吸纳到公司的创新体系中。



采用社会创新模式的公司规模：从大公司到中小型公司



最初，绝大多数使用社会创新模式的公司都是大型跨国公司，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式企业也开始逐步开放自己的创新过程，或者是以供应商和顾客的身份参与到其他公司的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并且有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在全球化背景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小型企业已经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良好的规模效益，而它们竞争优势的源泉就是能够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发挥知识产权的杠杆效应。另外，一些中小型企业还会通过开放自己的创新过程来提升他们的可信度。

外部技术的商业化也是促成中小型企业快速增长的原因，这些中小型企业通过开放与大企业合作的创新过程，很容易将最新的技术通过市场销售给大企业；另一方面，中小型企业亦可以通过向其用户开放创新过程，提升用户的参与性和忠诚度，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得益于各大商学院在社会创新和开放创新方面的强化教育，中小型企业似乎已经开始领会和大力推行社会创新模式。根据目前的情况看，虽然中小型企业逐渐开始推行，但大型跨国公司仍然是实施社会创新模式的主体。



组织者对社会创新活动的认识：从“高门槛”到“交叉互动”



社会创新最初被理解为是一种与传统创新并行的两种创新模式。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高度结构化和门槛高筑的创新过程居于主导时，一种新的更加注重交叉和互动的学习创新过程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比如，在软件开发中，这种趋势表现为传统的从上至下的线性创新模型逐渐被高度互动的创新模型所替代，尤其在极端编程方面。开放式社会创新模式支持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和研发伙伴的早期互动。然而即使仍然在自上而下的直线式创新的软件开发过程中，什么时候需要采用开源代码或是使用专有软件，也已经成为行业标准。



社会创新参与者的组织形式：从“单打独斗”到多样化结盟



现代科技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即使是超级大公司也没有能力独立完成新产品的开发。因此，公司之间越来越倾向于研发联盟或是研发伙伴的形式。企业之间的结盟类型也从最初的纵向结盟（vertical alliance）发展为横向联盟（horizontal alliance）和跨产业联盟（cross-industry-partnership）。基于研发联盟和研发伙伴的早期研究主要突出了该方式能够节约研发成本和减少交易费用。近期的研究已经将视角转移到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促使价值创造上。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苹果iPod的开发：最初，外部创业者托尼·法德尔（Tony Fadell）有了这个概念和创意；然后，苹果公司雇了一个35人的团队，再联合其合作伙伴飞利浦公司、IDEO、General Magic、Connectix以及Web TV一同开发iPod系统。另外，由欧盛、东芝和德州仪器一起作为门户播放器共同管理iPod的技术设计，他们将从销售出的每台iPod中挣得15美元。由此可见，苹果公司的产品后面其实有一个巨大的联盟支持。



社会创新活动促使大学转变：从“象牙塔”到“知识经纪人”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大学经费来源仍然以公共资金为主，但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世界上很多地区都面临着公共支出缩减的窘境，大学也会随之面临财政危机的局面。另外，很多大公司，如ABB、戴姆勒、西门子和通用电气，也开始削减自身的研发活动经费。这种趋势将会迫使所有创新领域的组织在创新活动上展开进一步合作，以便节约资源和激发创新。比如，IBM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瑞士组建了纳米技术的研发联盟，该联盟的独特之处在于：合作双方都有权利公开和商业化他们合作开发的知识产权。该项约定将激发二者在创新成果商业化上的竞赛，将给双方在创新及其商业化方面产生很大的压力。这种开放式研发联盟不仅能够加速创新，还能够激发各方的研发团队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创新成果，使很多看似不可能的研发变成现实。



对社会创新活动的管理：从业余到专业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组织尝试开放自己的创新过程，在“边干边学”的过程中，它们也逐渐开始将重心转移至开放式社会创新，从而更好地撬动社会创新资源，使创新更加高效。然而，对于大多数公司和组织而言，社会创新还处在尝试阶段，一些错误依旧在所难免。但是，社会创新的确给尝试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一般公司与最佳实践者的绩效之间存在巨大差异。随着社会创新模式被各个行业广泛采用，这种差距会逐渐缩小。社会创新模式会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加速传播，一方面是由于公司高管之间的流动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第三方专业的社会创新机构的兴起，比如InnoCentive和NineSigma，这些公司将为有意尝试开放式创新的组织提供专业服务。另外，形成社会创新活动价值的测评体系会越来越重要。虽然社会创新活动越来越多，但是现有的监测系统并不足以体现这些活动的真正价值。只有形成一套适应社会创新的衡量标准，才能有效促进社会创新活动的成功推行并培养组织进行社会创新的能力。



社会创新的研究内容：从产品到服务



现如今的研究和创新主要还是集中在产品创新领域，也有一部分针对工艺进行创新。而在发达国家最大的潜在创新部门——服务业，却被忽视。若将服务部门向社会创新开放，就会发现新的潜在机会，比如，亚马逊的弹性云计算服务（Elastic Cloud Computing Service）。



社会创新转变了对知识产权的看法：从“保护”变成“交易”



根据熊彼特的观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为了激发和保护创新以及创业者的创新投入和利益。保护知识产权能够保护创新者免受模仿者的利益伤害，从而使他们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垄断利润。虽然这种方式是有效的，但同时也会创造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吸引潜在进入者进入。市场的回报率越高，吸引的进入者就越多，每个人都想从高额的垄断利益中获得丰厚的回报。但是，能够被企业成功商业化的技术专利只占少数，企业研发部门“生产”的大多数技术专利都静静地躺在了实验室里。由于信息不对称，很多有该项技术需求的企业还在进行着重复的技术开发工作。因此，知识产权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实现流动，像一般商品一样可以在知识产权的市场上自由流动。这样可以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同时也有利于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和利益。目前，知识产权的交易才刚刚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知识产权市场。

从上述趋势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创新模式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社会创新模式的不断推行，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入。社会创新模式的逐步渗透和扩散，将对知识社会中的政府、企业、学校、非政府组织、社团甚至个人的行为方式产生深刻影响，最终做到最大范围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发挥集体智慧，迎接各种挑战，解决各种问题。



面临的挑战



目前，阻碍社会创新发展和扩散的因素还有很多。有些因素会对社会创新发展的多个方面造成影响，而另一些因素只能影响某一个方面；有些影响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而另一些影响因素却是暗含其中的。

对于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来说，风险规避、作风谨慎以及官僚文化仍然是社会创新模式的主要障碍。与此相反，随着更多的先进科技应用于创新管理，很多企业出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将纷纷采用社会创新模式，该模式能够在一定风险下给企业带来更加明确的回报。

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家庭以及个人提供的经济资助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社会创新的资金来源，甚至这些社团、家庭和个人自身已经开始充当社会创新主体的角色。这是一种非常值得肯定的行为，毕竟人人参与是社会创新最大的特点。但是，民间社团和个人进行创新的方案有待进一步合理化，其研究和开发能力也有待提升。另外，他们进行社会创新的风险也很难由社会进行分担，他们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交流和共享平台，无论是社会创新所需求的人、资金还是规模化的动力，都比较分散，这些都不利于社会创新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正如前文提到的，打破部门、学科和组织之间的界限是社会创新模式的开放性特征的主要体现。但是，从横向看，目前社会创新的领域基本上仍被分割在不同的部门、学科和专业中；从一项具体创新的纵向历程来看，一项创新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也被分割在了不同的部门和组织中。这种“条块分割”使创新活动缺乏必要的相互理解、信任和沟通。且目前仍旧缺乏的是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创新生态系统，而这是阻碍社会创新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政府、企业、各种组织及个人能够像推进战略新兴产业一样去领导、协调和搭建基础设施，那么“条块分割”的现状将会得到逐步改变，一个更加紧密、有效的社会创新生态系统也会随之建立。下面列举一些社会创新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显而易见的挑战。



获得参与创新机会的挑战



虽然社会创新鼓励人人参与创新，鼓励打破学科、组织和专业界限进行联合创新。但是，对社会大众来说，这样的机会还很少。只有少数政府组织或企业在内部创新无法解决问题时，才会向外界或是社会求助，吸纳更大范围的组织或人员参与其中。因此，包括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种组织应该更加开放，给社会创新提供更多的机会，减少人为设限，防止将社会人员排除在外。组织对创新参与者人为设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既得利益链条造成的，只有少数人可以掌控创新资源。如果将参与创新的机会开放，那么他们多年来的利益链条将会断裂，这将触及少数资源掌控者的利益，但却能给社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因此，社会创新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就是突破组织原有的创新利益链条，使更多的人获得参与创新的机会。



模式总结和推广的挑战



目前，社会创新活动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多样化且可以广为推广的模式尚且不多。例如，公开竞赛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可以推广的模式，政府或企业可以自己组织公开竞赛，也可以通过专业的平台组织竞赛。除了该模式之外，其他模式还在孕育和开发当中，尚不足以进行大范围的推广。例如在美国，私人资助基础科学研究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这也是人人参与社会创新的表现和主要形式。但是，目前对该模式的总结、提炼、负面影响等方面的认识都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理论模型也是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形成的，有了模型才能广为推行。另外，每一种模式的适用条件、成本和收益、潜在风险等都有待进一步实践、观察和探讨。这里还要进行大量的管理实践和学术研究，这将是形式千变万化的社会创新模式发展面临的另一大挑战。



技能的开发和培养



人人都有参与创新的机会是社会创新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有机会参与创新的人还要有能力创新，才能真正做到社会创新。但是，目前大多数人都有学科狭窄和专业过细的背景限制，复合型人才和交叉型人才严重缺乏。虽然社会创新活动越来越受瞩目，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助，但是很少有资助是投向人力资源市场用于培养人的社会创新能力的。高校中现有的学科设置仍然遵循传统，没有大范围放开，甚至没有专门的培训项目和相关课程。目前，一些走在前列的商学院MBA课程中已经开设了社会创业课程，但还没有有关社会创新的课程。或许打破学科限制，为学生们创造一个学科交叉的教育环境，培养他们的社会创新技能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长的时间。这也将是社会创新模式得以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挑战。



各国政府的做法



政府曾经是激励社会创新活动的源泉，比如创立政府福利系统、创建社会养老基金和公共卫生系统。最近几十年来，一些最为重要的技术创新也源自政府机构，比如，“因特网”出自美国国防部、“万维网”出自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另外，政府还通过公开竞赛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英国政府组织的“经度大战”，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等等。然而，政府也常有众多抑制风险、有碍试验和创新的结构性特征。比如，基于成本的预算机制、部门之间互设壁垒、审计和问责系统、业绩导向的升迁机制，等等，这些都是促进社会创新模式形成和推广的壁垒与障碍。

值得庆幸的是，在已经认识到社会创新模式的重要性之后，政府也在逐渐改善。现如今，社会创新已经引起了多国政府的重视，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已经从各个层面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支持社会创新活动。比如，欧盟作为社会创新活动的主要倡导者，在各级政府层面上都搭建了支持社会创新活动的框架结构（见图5-5）。其中包括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战略；出台了相关的法律和规定，要求提交定期或不定期的社会创新报告，制定了评价标准和审计规则；采取了多项财政支持策略，实施政府采购，同时建设有针对性的社会创新能力培训体系、基础设施、社会网络，等等。





图5-5　欧盟支持社会创新的政策



资源来源：A Paper prepared by the Social Innovation eXchang（SIX）and the Yong Foundation for the Bureau of European Policy Advisors，Study on Soci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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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社会创新领域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创建社会创新的环境。其实，政府之前为了鼓励创新所采用的一系列政策和资助办法都能引用到社会创新领域中，包括新的法律和规章体系（如制定鼓励社会创新的知识产权法规）、激励社会创新的税收条款（通过降低创新成本和提升创新成功概率的税率）。政府机构也可以推行或是采购社会创新活动，还可以使用一些已经运行良好的工具来为社会创新提供财政支持。


目前，发达国家政府越来越意识到社会创新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为了从更高的层面支持和鼓励社会创新活动，各国政府纷纷设置了相关组织部门，以便推行社会创新战略。下面重点介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欧盟等政府和机构的促进措施。



美国的教育和卫生医疗基金



2009年年初，新任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为社会创新专设了一个办公室，并且将5000万美元的资金列入2010年的财政预算，专门用于社会创新。但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便将这笔预算命名为“教育和卫生医疗基金”。教育和卫生医疗基金每年资助一批最具潜力、以结果为导向的非营利性项目，帮助它们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了使政府的投入产生更大社会效益，该基金在运作方式上有两大特点：一是基金申请对象是中介机构，而非实际从事社会创新的组织或个人。但政府要求中介机构在获得基金后，需要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再面向社会提供资助。这进一步调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社会创新中。二是基金在资助对象选择上强调以结果为导向，即只支持那些已经被证明成功的试点。



欧盟的“社会创新倡导会”



2011年3月，欧洲“社会创新倡导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倡导会由欧盟委员会提供资助，目的是创造一个动态、创业和创新的新欧洲。欧洲社会创新倡导会的主要目标有5个。

● 将那些可以分享经验和相互学习的人与项目连接起来；

● 开发一个更容易进入的资源库，方便人们找到其他项目、组织和运作方式；

● 开发一个信息数据库，不断更新地方和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并且提供一些有关资助机会的信息；

● 促进社会大众、政府、公共部门和相关私有部门在社会创新领域携手共建新关系；

● 对欧洲社会创新项目的资助和规模化推广提出实质性的建议和评论。

欧盟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创新对创造一个动态、创新的新欧洲的重大意义。同时，欧盟也进行了一些研究，试图找到阻碍社会创新发展的因素。根据一份来自欧盟委员会外部的研究表明，金融体系是社会创新在欧洲发展的最大障碍，欧盟现有的金融体系既不适于社会创新模式的推行，也不利于传统技术创新的发展。另外，用于对接社会创新成果供求和创新成果规模化的社会网络和创新媒介仍然比较匮乏。目前，社会创新已经被纳入2020年的欧盟发展规划中，社会创新还将有助于帮助欧盟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和2020年降低碳排放的目标。当然，社会创新还会在有效传播和实施政策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还将有助于教育和城市的发展，应对经济危机。



英国的“大社会”



根据英国政府的政策，“大社会”（Big Society）包含了三个主要方面：一是社区赋权，有别于之前传统的从上至下决策的做法，“大社会”中地方议会和社区拥有对发展的决策权；二是开放公共服务领域，慈善机构、社会企业、私有公司和合作社都可以进入公共服务领域；三是所有类型的组织公平竞争与合作，为人们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和问题解决方案。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驱动“大社会”发展战略，其中一个举措是设置了“大社会银行”（Big Society Bank）来支持社会投资市场需求，这对于社会企业家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将有助于他们吸引社会资本实现社会目标。另一项举措是征集和培训了5000位社区组织者，这将帮助社区内部，甚至是社区之间，为共同的利益一起行动，有效合作。同时，也为一些需要处理个人特殊问题的人们提供必要的支持。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社会创新尝试



近年来，澳大利亚一直在增加对社会创新的投资力度，对社会创新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创新的目的和领域都集中在解决社会问题的非营利性组织中，实际上，社会创新活动可以发生在所有领域中，甚至包括家庭。公共部门、私有部门、营利性的以及非营利性的组织都可以采用社会创新模式，并且社会创新活动还可以在上述部门之间交叉进行。在澳大利亚，各项推动社会创新活动的政策都在实施中，比如，社会企业开发和投资基金（Social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Funds）、社会发展金融机构试点（Community 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s Pilot）、社会活动政府综合设计委员会（SA Government Integrated Design Commission）等。

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在支持社会创新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还有一些政府已经意识到社会创新的重要性，并在抓紧时间制定相关发展战略。加拿大最近的“社会创新报告”显示，虽然加拿大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创新的重要性，但政府尚未借鉴和采用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公共支持、资助和鼓励社会创新的做法和模式。根据评论，加拿大需要一个明确的社会创新发展战略，同时还需要相关的组织安排、社会资本、资助模式和机制、监督评估方式等。

与加拿大相比，社会创新一词对中国来说可能还相对陌生，但很多社会创新活动其实已经在实践中。但是，社会创新活动在中国正引起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重视，但受重视的程度仍然不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社会创新活动在中国比较少，并且人们也尚未充分意识到社会创新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和影响。社会创新活动的主体可以发生在社群、企业、专业的研究机构、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个层面；社会创新的内容可以是实打实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设计创新，也可以是思想创新、模式创新……认识社会创新是推动社会创新活动的第一步。

当然从中国的文化特征来看，从政府层面进行推动和规范，对社会创新模式在中国的茁壮成长很有必要。加拿大“社会创新报告”中提倡的内容，也正是中国政府可以有所作为的方面。比如，从国家层面制定社会创新发展战略，设立专门的社会创新办公室，创建社会创新网络信息平台，允许社会资金进入社会创新领域，设置社会创新专项基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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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模式在中国




中国政府有很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其鼓励社会创新的方法亦有所不同。降低创新创业者的政治风险、政府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为创新创业者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可能比直接号召、组织和“搞运动”式的做法更加有效和持久。




美国大多数科学家和企业家都有着“科学执迷情结”，这使得美国的致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技致富”。中国政府有很强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但鉴于社会创新的特点，其鼓励社会创新的方法亦有所不同。降低创新创业者的政治风险，政府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为创新创业者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可能比直接号召、组织和“搞运动”式的做法更加有效和持久。




小岗村、中关村与人人创客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社会创新”一词还是比较陌生，并且社会创新的倡议和研究在中国也刚刚开始。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社会创新去广义地理解为一种自下而上、开放式的创新模式，其实社会创新不但已经在中国发生而且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中起到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作用。无论在体制创新领域还是在技术创新领域，我们都可以找到有代表性的社会创新案例。比如，在体制创新方面，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的“生死状”，开创了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孕育和散播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种子，成功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在高新科技领域，自发形成的北京中关村电子产品交易市场也已经成为中国的“硅谷”。与思科、通用电气等跨国公司类似，社会创新模式在中国企业中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个别领先企业已经开始探索，海尔公司的“人人创客”就是典型案例。但总体上，社会创新模式在中国的发展还比较迟缓，并且存在一些认知和实践上的问题。



由18位农民改变的中国历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0世纪70年代，中国国内社会动荡，生产力始终没有得到恢复。人民公社制度设想社会主义的“集中生产”和“按需分配”。诚然，土地已经被集中到集体所有，农民不再拥有土地，农民在集体的土地上集体劳作。虽然“按需分配”是人民公社的制度，但在没有经营自主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情况下，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了产量，农民的口粮得不到保障。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严立华低矮破陋的茅草屋中有18位村民在召开一次关乎全村人命运的会议，他们最终签署了一份不足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包干保证书》有三条核心内容：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其他社员要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

1979年10月的金秋时节，小岗村当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66吨，相当于全队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包产到户”是集权向分权的转变。农民不但有了经营自主权，还有了剩余索取权，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但是，社会舆论对“包产到户”形式的批评不绝于耳。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首次公开肯定了小岗村的开创性做法，并认为农村的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1982年1月1日，中共出台了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负责制。

以上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的历程，由于农民有了自主经营权和剩余索取权，他们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生产技能，发展多种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下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的集中农业耕作模式，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实现了以农户为单位的承包经营新模式。经过短短的十多年时间，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便迅速甩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解决了温饱问题，逐步走上了富裕之路。

18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签订的《包干保证书》，属于自下而上的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创新，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典型的社会创新行为。后经邓小平的肯定以及中央的推广和制度化，成就了一项改变中国历史的体制创新。18位农民在危机时刻自发性的创新改变了中国人民受饥挨饿的历史，创造了以世界7%的土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旷世奇迹。

小岗村的案例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即在中国进行社会创新还需要冒风险，有时候是很大的政治风险。因此，鼓励创新的方式可以是“事后肯定”，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事前”降低创新者的政治风险，消除他们的顾虑。



中美创新集群对比——中关村能否超过硅谷



几乎与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冲破固有体制的同一时期，一场冲破固有体制的创新也在科技领域酝酿和上演着，地点就在代表中国创新创业高地、具有中国“硅谷”之美誉的北京中关村。

与发生在农业领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似，中关村的诞生也是自发的、自下而上打破固有体制束缚的社会创新过程。但不同的是，本次创新的主角不是农民，而是科研人员。

1980年10月，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春先在中关村率先创办了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务部。1978—1981年间，陈春先3次访问美国，重点考察美国硅谷，美中之间的重大差异刺激了他。归国后，他提出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硅谷”的主张，探索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路。新路的核心就是国家的科技创新从严格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技术人员走出科研院所，在遵循科技转化和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依法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和自主决策。

陈春先是在进行一场体制外的“实验”，其运作方式和分配方式与传统科研体制格格不入，由此引发的社会舆论可以用“一石激起千层浪”来形容。有人公开批评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说他们“搞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搞乱了科研秩序”。在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服务部被封门查账，业务骨干备受打击，服务部面临着解体的命运。可是，陈春先不甘心接受这样的命运，于是他尝试通过新华社撰写内参的方式来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重视。最后，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国家领导人作出批示，认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1982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了“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方向，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关村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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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986年年底，中关村各类开发性公司已近100家，各类开发经营电子产品的民营科技企业集群初步显现，被称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关村也被认定为我国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关村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第一的创新集群，承载区域从“一条街”扩展到“一区十六园，产业从电子发展到包括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节能环保等多个高新科技产业。截至目前，在全国88个国家级高新科技园区中，中关村的园区总收入、入驻企业数量、从业人员数量、工业总产值和净利润等多项指标均稳居榜首。与国际上知名的创新集群相比，中关村增长力强劲，甚至有些指标在表面上已经超过了世界一流创新集群。”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陈劲教授对比了硅谷和美国马萨诸塞州创新集群，位于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128号公路和美国西部加州的硅谷可谓美国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两大发动机。通过创新集群等重要指标的对比发现，中关村在某些指标上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超强实力和巨大发展潜力的创新集群。根据这些指标，有些学者预测“中关村将成为未来全球第一的创新集群”（见表6-1）。

中关村的确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21世纪初，中关村与硅谷仍然存在巨大差距，当时硅谷已经具有完整和成熟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包括一整套研发系统和风险投资体系，而中关村还是一个信息产品集散地、贸易中心、销售中心和市场中心。如今，从一些统计指标来看，中关村与硅谷的差距似乎已经不大，甚至中关村的某些指标已经超过硅谷。关于中关村能否成为或是超过硅谷的问题早在2000年就被讨论过，当时《科学新闻周刊》记者陶海清以《中关村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吗？》为题，采访了李开复。总结李开复的一席谈话，得出三个核心观点：中关村可以成为下一个硅谷，但中关村不必处处模仿硅谷；硅谷是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产物，而中关村还是一个政府主导的产业集群；硅谷是一个奇迹，只有深入理解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才能把中关村建设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硅谷”。


表6-1　中关村与硅谷、马萨诸塞州创新集群主要指标对比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中关村指数2012分析报告》；Index of Silicon Valley，2012；Massachusetts Innovation Economy，2012。其中，中关村科学与工程人才数量用北京市2013年理学、工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人数替代；表中数据未作说明的，表示创新集群2011年数据，“—”表示数据无法获取。



资料来源：陈劲，吴航，刘文澜.中关村：未来全球第一的创新集群.科学学研究，2014（1）：5-13。


用于对比的统计指标或许能够体现出中关村的一些成果，但是却无法衡量中关村和硅谷之间的本质区别。李开复说，“中关村不必处处模仿硅谷”，但恰恰这是问题症结所在。我们认为更准确的表达不是“中关村不必处处模仿硅谷”，而是“中关村能否不必处处模仿硅谷”。当中关村已经不是“处处模仿硅谷”时，我们才能说中关村真正地赶上了硅谷。

我们衡量硅谷和中关村的相对实力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做一个“思想试验”（thought experiment）。先回答下面这两个问题：

● 如果没有硅谷还会不会有现在的中关村？

● 如果没有中关村还会不会有现在的硅谷？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百分之百是肯定的。所以正确地解读表6-1中的指标不是简单地把中关村和硅谷的两组数据简单地横向比较，而是要问：如果所有的硅谷的指标都是0，那么中关村的指标会是什么？

我们可以用类此的方法论来分析硅谷和麻州128的关系。硅谷和麻州128是完全不同的创新模式，它们占据不同的技术空间。如果没有硅谷照样会有麻州128；没有麻州128也会照样有硅谷。这才是原创的基本定义。

硅谷是世界优秀人才“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大多数创新创业者是基于“改变世界”“改变生活”的想法。而中关村的创新创业者是在模仿“硅谷”模式，可以将中关村模式更加形象地比喻为“将硅谷的创新创业中国化”。总体上看，硅谷的创新创业是开拓性的，而中关村仍然是模仿性的。硅谷是为世界存在的，而中关村是为中国存在的——如果我们忘记了硅谷和中关村这一本质上的区别而简单地相信一些漂亮的静态指标，我们会犯下致命的分析错误。

我们非常赞同李开复的第二个核心观点，虽然与硅谷一样，中关村模式的诞生也是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产物，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关村的发展得到了更多的政策扶植和政府的直接投入支持，这使得中关村与硅谷相比，“还是一个政府主导的产业集群”。在政府主导模式中，创新者、创业者、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充分，创新和产品都很难经受国际市场的考验。李开复的第三个观点最为关键，即我们需要深入理解硅谷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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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对硅谷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技术创新、知识创新的层面，但本质上，硅谷模式是各类创新元素构成的一个网络，通过企业家将各类元素进行再组合、再创新，最终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实质上，硅谷模式是一种自发的、开放的、多主体参与和互动的社会创新模式。


硅谷模式是社会创新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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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包含了三个基本结构性要素。一是企业内部，建立的是一种横向协作的社会创新，通过跨职能部门的工作小组、更加流动性的人力资源、决策过程下放、使用工作站、重新设计和策划商业模式等活动进行；二是企业之间打破传统的行业限制，社会创新表现为构建更低纵向集成水平的网络化系统，包括丰富的信息交流和交易关系，形成网络内相互联结的系统化局面；三是更大层面的社会创新网络，包括高校、社群以及涉及更广泛区域的合作性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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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经济时代，如果一个国家既能够构建一种灵活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又能够塑造出一种延伸至社会生活各环节和各层面，能够有效激发具有创新精神和意识的人构成创新网络，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蕴涵（若要表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个创新机制之间的社会资本运作的话）其中的社会资本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创新模式，这将成为决定该国能否获得持续创新能力、引领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而创新网络的形成和社会资本的获取，实际上就是社会创新本身的问题。包括中关村在内的中国多个创新集聚区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只是学习对方创新集聚区的一两个方面，则很难摆脱“一直在模仿”的状态。




中国企业对社会创新模式的探索——海尔“人人创客”



一些领先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在多个方面运用社会创新，比较典型的是开放式创新，利用多种方式鼓励和吸引社会中的个人、社群、团体等多元化主体广泛参与，比如宝洁、道氏化学、IBM和霍尼韦尔等，已经从实施的开放式创新战略中获得丰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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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的一些先行者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但主要还是停留在客户参与创新的阶段。目前，有一家曾经引领中国企业改革创新的企业，已经开始了对一种全新创新模式的尝试，而这种模式正是国际领先企业正在推行的社会创新模式的一种，这就是海尔开启的“人人创客”时代。



“人人创客”的由来



20世纪80年代初，海尔还是一个濒临倒闭的集体制所有小厂，经过30多年的创新、开拓与发展，现如今已经成长为全球白色家电第一品牌。虽然海尔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它在互联网时代却面临着巨大挑战。海尔应该如何应对挑战？经过研究，张瑞敏得到的答案是——只有创业没有守业！成功企业的再创业最为艰难的是如何突破已有的经验和思维定式，也就是做到“自我否定”，或称之为“自以为非”。张瑞敏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海尔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CEO，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创业家。



为什么要实施“人人创客”战略




首先，顺应时代潮流。
 企业若要做到基业长青，必须能够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主旋律和主导产业。企业长青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业务组合和组织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变革，引领或顺应时代的潮流。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少之又少，因为否定自我、否定成功比击败竞争对手和承认失败要难得多。很多曾经非常优秀的企业由于缺乏否定自我的勇气和魄力，纷纷倒在了时代前进的路途中。比如，在手机行业，摩托罗拉被诺基亚取代，诺基亚被苹果和三星取代，本质上都是因为被替代者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摩托罗拉代表的是模拟时代的技术，诺基亚代表的是数码时代的技术，而苹果代表的是互联网时代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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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不上时代的结果只有一个——死亡。所以，在海尔只有一句话，“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做企业不能只想着成功，所谓的成功只不过是踏准了时代的节拍。对于时代，张瑞敏有自己的认识和体验。互联网时代的变化和挑战就是三条：第一，零距离，信息零距离；第二，去中心化，互联网上所有的人都是中心，每个人都是发布者、评论者，符合用户要求、需求的就可以购买；第三，分布式，资源都是分布的。互联网思维已经把我们带进一个充满生机与挑战的人人创客时代。


其次，面临着如何安置智能化背景下释放的大量劳动力的巨大挑战。
 虽然“无人工厂”的概念在中国已经提及十多年，但是真正实施的企业却不多。因为无人工厂不仅涉及技术和成本问题，还涉及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如何安置的问题。但是，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无人工厂已经开始在中国普及。作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大国，随着汽车和电子工厂自动化的大力推广，预计到2017年，中国工厂使用的机器人数量将超过其他所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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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不少大制造企业已经开始加速该进程，海尔也不例外，海尔的工厂已经开始了自动化和机器人化的历程。原来的洗衣机生产线需要45个产业工人，智能化后仅需要5人，而现在只要2个人做就足够了；海尔在佛山的自动化工厂曾经有930人，现在只剩下31个人，释放出来的人员如何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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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海尔在全球拥有8.6万名员工，2014年年底减少至7万人，减员比率为18%，2015年将再减掉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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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创客”战略是海尔正在搭建的生态系统，希望给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公司鼓励更多的员工跳出传统的企业组织，转变为创业者。未来，公司的员工会越来越少，而在线的资源会越来越多，同时培育员工由操作型员工向知识型员工转型，但这面临很大的挑战。


最后，十多年转型之路未果累积的压力。
 21世纪伊始，海尔便开始了探寻未来的转型之路，十多年的实践过去了，尽管海尔在新业务开拓、国际化、战略联盟等方面进行了多项实践，但从目前的状态看，仍然没有找到一条明晰的转型之路。其实，海尔真正面对的问题是对试错的承受力。试错过程的这几年时间这么长，就是因为需要掂量和斟酌。但是，容忍程度太高可能会出现以后的局面难以控制；太低级的转型又转不动。

怎么拿捏这个程度很难，这就像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失控》（Out of Control
 ）中所说的“进化的代价就是失控”，想发展就必须进化，但进化的过程就很难控制。为了成为一个时代的企业，海尔需要将自己从一个“航空母舰”演变成为“联合舰队”。张瑞敏的想法是将海尔拆分成众多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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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在传统经济时代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现在需要进化到一个新阶段，但不是去爬另一座新的高峰，而是把它完全转变为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就像一片森林，其中的树木可能每天都有生死，但生态系统却可以生生不息。



“人人创客”的核心内容：自下而上、机会均等的海尔“三化”



海尔“三化”是指“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这“三化”其实是海尔“人人创客”战略转型过程的三个层面，其中成败的关键是员工能不能转变为真正的“创客”。规模化、机械化生产阶段的丰田模式成为全球制造企业争相效仿的对象，可是管理大师德鲁克始终没有发表过赞扬丰田的文章，后来，他在《已经发生的未来》（Landmarks of Tomorrow
 ）一书中表述了他的观点：丰田模式没有体现出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的精髓。首先，丰田模式没有体现出个人的尊严，丰田员工下班也在做技术创新、技术改进，现场也做得很好，但都是接受领导指令的行为，不是自发的行为，也没有体现员工的自我价值。个人自发，其实就是让自己得到别人的尊重。其次，没有体现出机会公平，这些员工不接触用户，企业组织等级森严，没有机会获得公平。


颠覆性的组织变革。
 海尔没有层级，只有三种人——平台主、小微主、创客。传统的分工明确、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组织结构荡然无存！企业员工不再“唯领导是从”，现在所有的人都要“以用户为中心”。过去的员工现在必须变成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创业者、创客，由创客组成小微创业企业，创客和小微主共同创造用户和市场。小微主不是由企业领导任命的，而是由创客选举产生的，如果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小微主不称职，还可以选掉。实际上，在海尔小微主被选掉的情况时有发生。经过这样的组织变革，之前的各种层级，现在变成了一个个创业团队。海尔作为平台主，其与创客之间的关系由之前的上下级关系转变成为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另外，平台主需要负责战略方向和驱动创客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开放性平台。
 组织变革之后的海尔已经从一个具有明确界限的公司组织演变为一个更加开放性的平台。这个创新创业平台不局限于内部员工，公司鼓励引进外部资源。公司内部的小微主加上社会的优质资源，使海尔已经由一个集中化的组织变成开放性的平台。平台内外的资源和人才共同去创造个性化的市场。变革后，“世界就是你的研发部”，同时，“世界还是你的人力资源部”，“要么协作，要么消失”。研发资源可能来自美国硅谷，主要的核心零部件来自美国得州仪器，生产在武汉光谷。只有将平台开放，才能找到更具竞争力的资源，海尔在保持原有制造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开放性平台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不断放大这一优势。

实现这一转型，意义重大，如张瑞敏所言：“海尔向社会开放供应链资源，每一个供应商和用户都可以参与到海尔全流程用户体验的价值创造。”原来企业从研发、制造、营销到服务的“串联流程”，在开放平台中都要“并联”运作，每一个环节都直接面对包括用户在内的社会多方。海尔这个开放性平台可以实现协同共享的经济，将所有参与者的利益最大化，从而推动发展。


“用户付薪”薪酬体系。
 之前，海尔的薪酬体系与国际大公司一样，是按照岗位和职位付薪，这导致了员工只盯着职级，不在意用户。“人人创客”战略下的薪酬体系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考核薪酬体系，让员工有足够的创新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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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对员工的考核方式由之前的单一指标变成了“二维点阵”，由两个坐标轴组成：横坐标是传统指标销量，纵坐标是用户流量的价值。用户的流量反映了用户的关注度，当一个产品有了用户流量，实现销售便水到渠成。


例如，“雷神”游戏本电脑，就是以用户的3万条差评作为研发的突破口，从2013年问世至今，雷神已经完成了天使融资阶段，进入A轮融资阶段；再如“空气魔方”，同样也是通过数十万用户的交互，找到用户的痛点，之后开始“引爆”，于2014年10月在京东启动众筹项目，两周内筹资600万元，一个月内共筹资1195万元。


如果只有销量，没有与用户交互，就认为这个“小微”不能够给市场和用户创造出新的价值。海尔内部360度考评也被用户参与考评取代。“小微”的薪酬会从客户预约，到有一定市场地位，乃至能够吸引到投资，即在不同阶段获得不断攀升的利益分享。既然是创客，就会面临风险。尽管截至目前海尔还没有宣告失败的项目，但是已经开展的小微项目中有一些项目的推进速度比较缓慢。例如，有些“小微”在推进工作时，企业价值超额不少，但是没有用户价值，因而不能得到真正的薪酬，这时就得由小微主掏钱支付员工工资，这是无法持续的，最终“小微”就得解散。当下，海尔内部还存在很多“不开放”的利益共同体，他们没有建立生态圈，下一步可能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创客大赛。
 截至目前，海尔集团共有200多个小微。2015年1月，海尔集团以“人人创客，创用户最佳生活体验”为主题，举办了“海尔创客大赛2014年度总决赛”。大赛吸引了智能物联网水健康交互平台项目、雷台和汽车保险代理7大创客项目。“自以为非”和“创新创业”两大精神是海尔集团创办创客大赛的驱动力，给创客们提供创业资源与创业项目的对接平台是创客大赛的目标。因此，创业项目评审团也分为创业资源方和天使投资人两类。此外，为了体现海尔创客平台的开放性，本次大赛还吸引了4个来自海尔外部的创客团队。

对此，海云数据创客团队负责人表示：“海尔平台的最大特点就是开放，这是当前搭建创业生态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我们很难快速地获取资源，而现在，我们不但能够整合全球一流的资源，还能通过双方协作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通过创客项目路演活动，充分展示了海尔创新平台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一方面，海尔员工正在创客大赛氛围下加速向创业者转变，响应“人人创客”的号召；另一方面，创客平台能够吸引全球的优质资源凝聚和扩散，不断完善创业生态圈。

的确，任何创新和变革都要面临风险，创新的颠覆性越强，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张瑞敏在这次企业组织变革之前曾向企业家和专家请教，IBM的前CEO郭士纳说之前他也想在IBM改变传统组织结构，但因风险太大而没有尝试；《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
 ）作者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表示，即便是互联网公司，其组织架构也有很多中间层，所以建议海尔最好不要去掉中间层，因为风险太大了。

郭士纳和安德森的担心也是有根据的，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最根本的存在意义在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当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市场配置效率等同，这便意味着企业没有存在的意义。企业之所以能够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主要源于其组织资源的方式更加合理，规模化和专业化是企业配置资源效率高的两大核心要素，这也是传统的金字形企业组织结构的存在基石。在互联网时代，企业纷纷“瘦身”，逐渐压缩层级，使企业对市场反应更为迅速，效率也得以提升，但尚无企业直接消除中间层。如果说郭士纳能够“让大象善于跳舞”，那么张瑞敏则是想要将海尔这头“大象”演变为“蚂蚁军团”。我们对张瑞敏破釜沉舟的颠覆式创新拭目以待。

海尔“人人创客”战略是企业组织的颠覆式创新，其开放性、竞争性、分权性、机会均等的特征无一不体现出社会创新的特点。截至目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尔的“人人创客”战略是海内外大公司中对社会创新最为深刻和彻底的尝试，如果能够成功实现，则表明社会创新模式不仅可以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用户参与方面发挥作用，还能够改变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和企业边界。因此，“人人创客”是海尔非常勇敢和富有想象力的创新和尝试。


“人人创客”战略的鲶鱼效应


在互联网时代，作为传统白色家电的领航者，海尔除了智能家电之外还能做什么？在“人人创客”战略下，海尔互联网金融CEO王伟给出了答案。

鲶鱼效应是指通过采取一种手段或措施，刺激一些企业活跃起来投入到市场中积极参与竞争，从而激活市场中的同行业企业。海尔互联网金融立足于海尔生态，用支付链接，靠金融驱动，将海尔上下游及平台上的各利益相关方的价值挖掘出来，通过持续的基础能力构建，深入整个海尔产业链，实现生态圈的共赢共享，从而搭建一个无边界的生态金融平台。王伟率领的创业团队就像一条“鲶鱼”，激活了海尔集团的生态体系，在互联网时代赋予了海尔新的生机和活力。截至2015年9月中旬，海尔互联网金融已经获得超过70万用户，其中App用户的占比达到56%，预计到9月末，平台的累计交易额将突破20亿元，成为互联网金融行业今年最大的一匹黑马。

成绩的取得源于优秀的创客团队和海尔的创客平台机制。

CEO王伟历任微软搜索产品在美国及重要国际市场的负责人，PayPaI（中国）产品负责人以及平安付副总裁，具有丰富的互联网金融从业经验。产品负责人凌更生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参与了我国第一代企业征信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之后加入支付宝担任核心产品的负责人。风险控制负责人刘亚梅是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历经花旗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PayPaI，在金融、投资和支付领域经验丰富。应用技术负责人纪晓茗曾在微软设计并主导开发了必应（Bing）的结构化搜索引擎，随后在Expedia美国站负责前端产品开发，回国后加入携程任事业部CTO。

但是，一年前的王伟自己也不相信海尔能和互联网金融有什么关系，当海尔向她伸出橄榄枝时，她并没有接受。在她的印象里，海尔是个没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和互联网金融完全没有关系。但海尔并没有因此止步，之后又经过多次沟通，每次让不同的人向王伟介绍海尔。海尔作为国内家电行业的老牌领军企业，积累了约1.2亿用户，县乡级代理商门店超过3.3万家，超过7000家售后服务网点，还有超过15万海尔签约研发人员。如何把这些庞大的资源有效开发、整合和利用起来，正是互联网金融的用武之地。

海尔集团产业链上积累了大量的商家，这些庞大的线下资源，为海尔互联网金融平台——“海融易”引入了巨大的用户流量和标的物，也为海融易输入了珍贵的“种子用户”。通过对海尔现有资源的有效整合，海融易快速形成了自己的运营模式和平台规模，在成立之后的8个月内，便获得了超过70万用户，超过20亿元累计交易额。在取得骄人成绩之后，王伟还做了更多的思考。海尔涉足互联网金融不同于一般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海融易不只是一个平台，而是要依托该平台，更好地为海尔生态系统内的商户和个人提供服务。

首先，海融易开发的产品都是从海尔的产业中创新出的业务模式。产品规划都跟海尔产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票据理财“小金票”、产业链投资“海赚”、产业链债权“小金链”和经销商专属的“预付款理财”等；这些产品的资金均投向海尔内部的供销环节用户，他们与海尔有着几十年的生产合作，合作关系非常稳固；海融易的风控也更多地依赖产业中的风控措施，每一笔订单、每一个环节的资金流向都清晰明了，投资风险完全可控。

其次，开发创业金融产品，服务制造业领域的创业者。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时代背景下，创业金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板块，创业成就了很多年轻人的梦想。海尔的创业金融即“创客平台”，服务的是制造业领域的创业者，因为海尔在制造业领域的资源和积累比较丰富，通过该平台可以为制造业或是智能硬件领域的创业者提供帮助。比如，一款名为“咕咚”的手持洗衣机便是海尔“创客平台”的孵化产物，巴掌大小的“咕咚”采用三节7号电池驱动，能够产生每分钟700次频率的拍打，用“挤压洗”的洗涤方式去污，能够洗掉小块污渍，避免干洗整件衣服，特别适合差旅人士随身携带。海融易将针对此类产品，提供创业金融服务。

再次，激活大数据，开发商业分析和预测。海尔积累了30年的数据非常精准，且都是实名制用户数据。包括用户在什么时间购买了什么品牌和产品、产品品牌的使用程度是怎样的以及该用户在多长时间内给海尔打过电话，或是浏览过海尔的网页。虽然海尔掌握着大量精准数据，但要将这些数据产品化并不容易，不过依然可以作出很多富有价值的商业分析、判断和趋势预测。比如，海尔的许多用户都是多次购买海尔产品，从用户购买的产品价位，维护、安装、使用周期等数据信息，可以对用户的资金收入，包括投资的资金量进行分析判断，亦可对未来消费是否需要消费信贷进行精准预测。

事实上，王伟负责组建的互联网公司“海尔乐赚”，其旗下除了互联网金融平台海融易，还有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快捷通”。快捷通类似于支付宝，它可以将海尔内部系统的支付功能一并打通。它目前是海尔的专享平台，未来将成为海尔的重要支付端口，以便打通海尔的资金流和信息流。支付作为最基本的功能，就像血液，贯通整个互联网金融体系，支付牌照是自建信息高速公路跑道的必要工具。有着丰富支付领域工作经验的王伟，深谙其道，她希望通过支付来打通整个海尔的ERP系统，先服务于海尔的内部生态系统，未来逐渐向外部扩张。

谈及在海尔集团的定位，王伟表示，她和团队的目标是把海尔互联网金融打造成海尔“二次创业”的范本。未来，人们谈起海尔时不仅会想起智能家电，还会联想到海尔的互联网金融，让互联网金融成为海尔的新“蓝海”。



个人自发的社会创新——柴静的《穹顶之下》



“需求是发明之母”，社会创新是有意愿和能力的创新者基于社会的需要和需求，自觉地参与其中、乐于其中的自然过程。政府的力量越强大，个人的社会创新越发必要！

2015年2月28日，一段名为《穹顶之下》的视频在公布的当天网络点击量就超过了3500万次，这一数字高于热播美剧《纸牌屋》一周的点击量（2000万次左右）。同时，《穹顶之下》还在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上不断“刷屏”。很难想象，这部长达103分钟55秒的视频却是个人力量所为。柴静曾经是央视主持人，2013年辞职，主要为照顾刚出生的女儿，而女儿在还没出生时就已经被查出患有肺部良性肿瘤。出于职业训练和母亲的本能，柴静决定自费拍摄雾霾视频，回答这些问题：雾霾是什么？从哪里来？应该怎么应对？

视频拍摄历时近一年的时间，花费百万元，这些费用大多来自柴静之前出书的稿费。全片除了对近年来中国的雾霾状况进行数据化的对比分析之外，柴静还发挥了自己的专长，“采访”了环保、石化等多个行业和领域的专家，实地考察了中国多个雾霾严重的省市，暗访了多个重污染项目和工地。另外，她还从NASA取得了数据和材料支持，借鉴了英国治理雾霾的经验。视频内容完整、系统、深入和生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雾霾纪录片的开山之作。她还强调，调研中她以个人身份拜访专家和部门，正因为她不再是央视主持人，所以“没有人拒绝提问，且在回答时都毫无保留，直面问题”。

“PM2.5之微小，人眼无法看到，这是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但是，柴静为我们揭开了它的真面目，在微信里有人对《穹顶之下》的数据进行了整理，里面包含了大量有效污染的来源信息。

● 60%的PM2.5来源于燃油燃煤，中国的燃煤量已经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历史上上一次出现这一情况的是英国，当时英国发生了一天死亡1.2万人的灾难。

● 河北一个省的燃煤量占全球的60%，主要用于炼钢和发电，这些企业的违规排放没有得到任何治理。

● 居民家庭烧散煤，排放了近50%的污染物。

● 中国的煤越来越脏，缺乏清洗和处理，中国的油品太差，严重增加了能源消耗的污染程度。

● 44%的北京人在5公里以内的路程中开车，7%的在1公里以内也开车。

● 全国柴油车排放了80%以上的机动车污染，大城市每天的污染高峰出现在晚上零点，即柴油大卡车上路的高峰，柴油大卡车的排放设备全部造假，《大气法》的执法主体是否受利益方影响，至今是个谜。

● 国四标准的柴油污染物比欧美高25倍，汽油油品低，符合标准的油只占国内消耗量的3%。制定油品标准的“专家”大部分是石化行业内部的人，垄断利益很难打破，另有一半的油品消耗是失控的，由来源不明的黑渠道进入市场。

● 环保部门缺乏影响力。为了经济的增长，我们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 大量僵尸型重工企业，产能严重过剩，消耗着稀有资源，排放着大量的污染，居然一半以上省份的“十二五规划”里仍将它们列为支柱产业。

● 三、四线城市的“虚胖”城镇化建设，为中国规划了34亿的人口容量，大量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浪费和污染排放。

《穹顶之下》的广泛传播可能会引起国家的重视，将环境保护与GDP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同时，该视频也将影响更多的人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采用更加低碳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在环境污染这个全民休戚与共的问题上，《穹顶之下》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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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柴静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她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一些真相，也告诉了我们怎么做能够更加低碳，告诉了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做才能减少污染排放。当然，《穹顶之下》热播之后也引来了很多争议，包括非议。

柴静能够以个人身份采集和调研到问题的真相，并且能够在网络上公开播放，也是政府鼓励社会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很快该视频已经无法在主流媒体播放。因此，政府鼓励创新的有效方式之一是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给有意愿创新的人一个自由和宽松的环境、一个投入创新的机会。其实，与柴静相似的公益类社会创新活动之前在中国也有一些，比如2014年另一位央视主持崔永元发布了自己关于转基因的调查纪录片《转基因报告》，等等。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讨论已经有几年时间，孰是孰非并无定论（崔永元的纪录片也存在争议），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不同的声音，需要不断的论证，让大众有了解事实真相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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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洞见




社会创新模式在中国的运用也逐渐广泛起来，不仅包括了上面几个领域的重大创新实践，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目前在国内比较兴盛的选秀类节目，受欢迎的原因是给每一个想展示才艺的人都提供了参与的机会，对参与者没有学历、专业和背景的限制。打破传统体制中的各类门槛，勇于实现自己的梦想是选秀类节目的“草根”基础，或者说是社会基础。


选秀类节目也是社会创新模式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和写照，由于社会创新活动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所以该形式的活动也逐渐被传统模式所吸纳与融合。比如，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之前是只属于专业才艺人士的舞台，近年来也开始逐渐吸纳和增加“草根”艺人的节目，还通过移动互联平台调动更多的社会人员参与其中。如果说社会是个大舞台，则春晚这个真舞台便是中国社会的缩影，相信未来中国会更加开放，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会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与其他创新模式一起共同推进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




社会创新在中国的大问题与大挑战



社会创新模式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既有国际上的共性也有中国的个性。社会创新模式在中国遇到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创新概念的模糊性和应用领域的广泛性



自熊彼特首次从经济学角度界定了创新的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对创新的研究可谓遍地开花。随着创新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创新的研究也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创新研究议题，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和重视。率先提出“社会创新”概念的是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1986年，他从企业组织的层面界定社会创新，具体涉及企业内部的组织和程序变革等，并认为社会创新正在由政府转向社会，成为企业管理者的重要任务。此外，他指出，当今社会已经由管理的社会变成了创新的社会，而今社会最有价值的活动无疑是寻找创新的来源。随之，社会创新逐步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各国学者从自身的背景出发，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对社会创新的概念、特点、类型、动力、意义等议题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理论源于实践，社会创新活动的实践在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商业组织、教育机构等多个部门和领域不断开展着，实践者也从自身的体会出发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着社会创新。目前，社会创新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学术概念，还没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规范定义。尽管，笔者也积极尝试从更大的视角去界定社会创新，但与其他核心词汇相比，社会创新的概念具有明显的模糊性。这一模糊性主要源于社会创新应用领域的广泛性、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研究学科的交叉性。随着社会创新活动的不断拓展，社会创新概念的外延还会不断延伸，这为人们充分认识和理解社会创新增加了难度。社会创新概念的模糊性，可能会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创新的接纳和推广速度。



社会创新理论研究的滞后性和对社会创新认识的局限性



创新是以通过各种系统性行为来实现创新性国家的建设为目标，即需要理论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实现此目标，既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参与创新，也需要社会上更加广泛的团体和个人参与创新。相对于企业创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而言，中国在社会创新领域的研究显得明显滞后。学者对社会创新的研究不多，公众对社会创新的理解和认识更少。什么是社会创新？为什么需要社会创新？如何推进社会创新？社会创新的动力和意义在哪里？上述关于社会创新的核心问题在学术研究领域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成果也乏善可陈。

对社会创新理论研究滞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社会创新的认识局限。2006年10月，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联合英国文化协会、英国杨氏基金会在北京举办了我国首届“社会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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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内第一次对社会创新的相关议题展开研讨。2010年，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其他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了“中国社会创新奖”，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从前两次的参与者来看，参赛者的主体力量以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为主；并且，参赛者主体的力量总体较弱，资金来源比较单一，社会创新项目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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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再次阐明的是，社会创新活动和社会创新模式不是社团、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企业的专属，社会创新模式更不是“公益性”的专属。社会创新模式有更广泛的应用领域和空间，有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可以是营利性的，也可以是公益性的，甚至是二者混合的模式。社会创新不局限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目前或者未来很长的时期，政府和企业仍然是社会创新模式的主要参与者和推行者。社会创新模式强调的是非营利性组织、企业、政府等多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合作治理。

突破目前国内大多数人对社会创新模式认知的局限，将有助于充分发挥和提升社会创新在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作用。提升人们对社会创新的认知，仍需要学术界更加深入地推进对社会创新问题的研究，逐步解答一系列核心问题：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创新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怎样的跨界合作能更加有效地推动社会创新？政府如何创造更加规范和宽松的制度环境？上述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随着社会创新实践的发展不断探索。



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利益集团的固有藩篱



近年来，基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联合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和创新项目越来越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互联网金融、微信平台、滴滴打车等。上述创新都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诞生的，在传统体制下是计划不出来的，而这些来自市场的创新，往往更具颠覆性。这样的创新可能并不会带来国家GDP的增长，但却能够打破垄断，降低使用者的交通、通信成本，提升使用者的便利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创新孕育着更多创新的可能性。

宏观经济学者胡释之认为，经济发展本质上是靠每一个人积极发挥创造力，而市场经济则是最能激发人的创造力的体制。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自由创造的体制环境下，经济的增速是很难预料到的。同时，他也表示这样的改革“当然会触动利益，特别是既得利益”，“但为了中国的长远发展，为了千千万万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释放，我们只能这样做，别无选择！”但是，目前我国多个主导领域，如金融、电信、交通、能源、教育、医疗等领域仍然没有向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敞开大门，尽管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会对国企垄断的状况有所改善。如果在垄断领域给予民营企业国民待遇，给予市场足够的开放度，这样不仅可以增加社会福利，还能通过充分竞争激发创新，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加竞争优势，最终整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也会随之提升。




激发中国社会创新活力的6大策略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国家实力均得到大幅提升。但是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历程主要是依靠外来的资金、技术和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来实现的，国民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是出于对财富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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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中国的发展原则是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不仅是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创新，而且需要众人、多部门、多领域共同参与，需要整个国家投入和付出的一场社会创新，国民参与创新的动力已经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此外还有更加多样化的目标，比如环境友好、主人翁精神和实现人生价值等。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就必须为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创新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只有在一个创新型社会中，众人的创造力才能被激发出来，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才能有望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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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能否顺利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众多主客观因素，其中有几项因素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创新网络的经验分享、创新中介的资源整合、跨部门和领域的合作、“从下至上”和“从上至下”的融合创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加深刻的文化、观念、体制基础。




适当开放创新网络资源，提升社会创新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建立网络分享经验是社会创新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社会创新的点燃、推广和传播都需要一个社会网络，这个网络不仅包括实体的组织网络，也包括虚拟的网络平台。创新网络能够促进信息自由流动，激发创新可能，传播创新经验。中国政府首先应该给一些社会创新类组织网络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严格的社会组织团体控制可能有助于政府“维稳”，但如果没有社会创新类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终可能会错失重大发展机遇。除了给予社会创新组织一定的空间之外，还需要给予这些组织一定的资金、技术和公信力支持，如果政府能够参与设计一个健全的网络以实现创新经验的共享和传播，将会极大地激发社会创新的可能性和提高创新传播的有效性。

政府不仅要为社会创新网络的创建提供空间和支持，还要为国人提供获取创新信息的便利，放开必要的网站资源。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网站，尤其是有利于人们获取知识和创新信息的网站都应该畅通无阻。比如，谷歌的专业知识板块Scholar（“学术”），一些免费的一流教育资源网站——edX、MOOC以及一些科技领域的趣味网站等。放开对这类网站的限制，将极大地促进有意愿创新的人通过知识的获取、学习和交流，激发更多的社会创新，缩小我们国家与世界领先国家在多个领域的差距。人人创新的社会不但需要赋予有意愿创新的人以机会，更重要的是赋予他们创新的渠道和技能。

没有自由，就谈不上创新；没有创新，就谈不上创业。信息时代，网络资源是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网络封闭是新时代“闭关锁国”的表现，是中国在创新创业方面设置的人为障碍。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是全球首个将所有课程资源免费向全球开放的高校，后来有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陆续加入其中，最终推动了整个教育界的“MOOC革命”。如果哪个国家的年轻人无法观看MOOC类视频，那他们就失去了坐在家里接触到世界最先进知识的机会，而这就是自由和知识的关系。没有知识，何谈创新？没有创新，何谈创业？自由是基础。



鼓励创办多元主体的创新中介，为社会创新提供专业平台



创新资源能否有机整合影响着社会创新的前景，而创新中介和媒体是资源整合的有效工具。目前，我国的创新平台比较单一，政府在创新平台中的角色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011计划”（全称“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是继“985工程”“211工程”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又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

有业内人士认为，“‘2011计划’是做事计划，不是分钱计划”。“2011计划”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协同创新中心分为面向科学前沿、面向文化传承创新、面向行业产业和面向区域发展4种类型。“2011计划”是中国政府又一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举措，与之前工程不同的是，它强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这些协同中心主要是在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研究中心、产学研中心的基础上建立的。能够获得“2011计划”认定的协同创新中心将获得巨大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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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选评的核心和基本要求是要“以国家急需为根本出发点”，这也是标准和条件。所以，“2011计划”仍然是政府主导的科研工程，只不过是更加强调了“国家急需”和“多单位协同”。截至目前，经过国家认定的“2011协同创新中心”已经有38个，为了竞争申请“2011协同创新中心”，各个高校自主设立的已经挂牌运行的协同创新中心已有113个。

然而，与政府主导创建科研平台的大手笔相比，来自市场和社会的创新平台却显得尤为弱小。2006年10月，社会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研讨会这可谓是中国第一个“半官方”的以社会创新为主题的国际研讨平台。2010年，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北京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了每两年一届的“中国社会创新奖”。但根据两届的参赛项目统计，参与社会创新的主体力量比较弱小，以合法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为主。可见，中国社会创新的平台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创新平台，市场上形成的专业创新中介以及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创新中介比较弱小。中国目前还没有在市场上形成像美国InnoCentive公司那样的专业创新中介。另外，我国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也与欧美国家此类组织的活跃程度相差甚远。而像国际上在社会创新领域比较活跃的“第四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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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是少见。因此，鼓励社会创新就需要改变我国政府主导社会创新平台一枝独秀的局面，应允许、鼓励和构建更多样化的社会创新中介或是平台，并不断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为社会创新在中国生根发芽和枝繁叶茂提供更好的环境。



倡导多渠道资金支持社会创新，构建社会创新多元融资体系



目前，我国创新资金的来源渠道仍然比较单一，政府几乎是重大科技创新的唯一资金来源，基金会是具有公益类性质社会创新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也在逐渐增加，但这些投入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导向的。国家科研经费的配置权也集中在国家层面，一般科研人员的工资收入较低，如果需要增加收入就必须向国家申请科研项目，只有申请到科研项目，才能有配套的科研经费。同时，科研项目也成为科研人员晋升的必备指标。在这样的体制环境中，中国最优质的科研人员只能将全部的精力和“聪明”投入进去。为了中标，“寻租”在科研界也常有发生；为了完成科研项目考核指标，“学术造假”屡禁不止；创新资源高度集中，一些学术带头人演变成了“学霸”……科研经费高度集中和渠道单一的状况在和平发展时期不一定高效，因为很多科研人员为了完成既定指标从事科研，而不是根据个人的专长和兴趣来从事科研，最终的结果就是大量的科研成果没有办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创新资源被浪费，这里所说的资源不仅包括国家投入的科研经费，还包括无数位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改变现行过于集中的科研经费分配方式，同时还应该促使社会创新经费来源多样化。首先，建议以多种方式分配科研经费，如设立国家科技大赛平台，将一部分科研经费以开放的方式奖励大赛挑战成功者。开放性质的创新挑战赛，一方面能够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结果”导向的评判指标能够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

其次，增加科研人员的工资收入或者增加自选科研项目的经费，这样有助于他们更加专注于自己擅长或有兴趣研究的领域，分散国家集中科研经费的风险，促使中国的创新能够在多个领域取得成就。中国大陆科研人员的工资收入与欧洲、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的差距也非常明显，同级别科研人员的平均工资不足他们同行的1/5。在人才自由流动的今天，这种状况很难留住顶尖科技人才。流失的科技人才中，大多是由国内培养出来的。长此以往，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将始终无法进入第一梯队，这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匹配。

笔者建议引导和鼓励政府之外的资金，尤其是个人资金以多种方式进入基础科学领域，与政府一起共同推进我国科技创新。如前文所述，美国在联邦政府不断削减科研经费的背景下，私人科学悄然兴起并进入到基础科学研究领域。这些人大多是“有钱人”，他们有的直接资助科研人员做他们感兴趣的研究，有的直接组织科学家进行一些专项研究。目前，中国可能是“造富”最多的国家之一，“富豪帮”不断刷新纪录，他们当中也不乏有将财富用之于民的想法，个别企业家还经常“高调慈善”，还有多个企业家向国际知名学府捐助巨款。基础科学与企业的研发有很大不同，基础科学的研究投入更大、周期更长、风险更高，但一旦有创新突破，对社会的影响也将更大。所以，如果有人或团队愿意投入资金在基础科学研究上，对中国来讲将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因此，建议政府放开限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进入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比如直接资助科研人员、直接资助科研项目、直接组建团队做科学研究，或者也可以委托相关组织进行上述活动。允许私人科学的存在，不但能够减轻政府巨额科研经费支出的压力，提高科研人员和科研项目的受资助额度，还能丰富创新成果，推动社会创新。



调整国家现行的科技创新体系，向体制外的社会创新者倾斜



自上而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主导创新模式是中国现阶段创新体系的鲜明特点。该创新体制在冷战时期集中力量进行科技突破是被证明十分有效的创新模式。但是，这种创新体制在和平发展时期和信息时代是否仍然有效？这是中国创新战略的顶层设计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首先，新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问题是多方面和多领域的，问题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明显，政府主导的创新体系很难面面俱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式也是有限的。其次，多数颠覆式创新的成果基本上都是诞生在体制之外的，如果政府仍然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体制内的创新领域，没有给体制外“自下而上”的“草根”留有创新的空间和资源，则可能扼杀了引领中国创新的可能性。

调整现有的政府主导科研体系，可以从多方面着手。比如，为体制外的社会成员设立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挑战大赛的平台，国家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本着开放的精神，鼓励和吸引全球有意向迎接该项挑战的人士积极参与。有别于传统科研模式，挑战赛的模式是开放的，考核科研成果也不再是发表了多少篇论文、申请了多少个专利，而是直接转向创新的最终“成果”，这些成果可以被直接运用，能够产生价值。相比之下，这种自下而上、开放性的创新体系对创新资源的运用更加有效和直接。另外，在创新的内容上，除了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重大科学技术创新之外，同时还应该注重改善民生领域的创新，或者军事战略领域的技术成果向民生领域转化，这样不仅能够调动社会上更多人的积极性，还能够让广大民众切实感受到创新成果带来的好处。



政府通过放权提升公民意识，疏通上下融合的社会创新路径



社会创新是建立在个人独立自由权利得以确立和保障的基础之上，并且是随着缩小政府活动范围、限制政府权力和规范政府行为方式而进行的。这里的“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广义政府。虽然受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目前政府的规范和法制化意识在逐渐提升，但是仍然具有比较明显的“全能政府”特征和体制残余。正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中关村案例中表明，没有国家领导人的认可以及政府的引导、推广和规范，社会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没有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社会创新就没有产生和扩散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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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鼓励全民创新、万众创业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对自己创新，然后通过自身创新来推动社会创新，政府放权于社会将提高公民意识和民众参与水平，提高政府的规范性和自律性。社会创新意味着对既定社会系统的改造和转换，政府也会成为被改革与被创新的主要对象之一，这将会导致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然而这必然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另外，如果政府不改一贯的“强势”和主导方式，社会创新成果诞生的可能性和推广的有效性就会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更需要有自下而上的创新形成社会基础来支持和推动自上而下的政府创新。社会创新呼吁政府创新，政府创新拓宽社会创新。一旦政府和社会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中国就会迎来创新的黄金时代。



各类主体通过职能侧重与交叉合作，积极推动社会创新繁荣发展



以上5点建议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提出的，但各类主体在社会创新中承担的职能仍然是各有侧重的，现针对几个重要参与主体分别提出建议。


首先，政府部门在社会创新培育中发挥着倡导者、促进者、资助者和监管者4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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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倡导者，政府应该允许和鼓励企业、公司和各类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织、“第四部门”和个人进入社会创新领域，使它们在社会创新中各放异彩。政府不必亲力亲为，政府的“全能”对其他社会主体的社会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另外，政府应当通过不断的自我开放和民主创新，积极参与到社会创新大潮之中。作为促进者，政府应该引导创新主体在一些社会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资助者，政府应该对社会创新参与主体开放，让他们拥有同样的机会参与政府资助的社会创新项目，同时给予公民社会组织和“第三部门”的资助应该具有稳定性、非歧视性特征。作为监管者，政府要首先做到自律，其次是减少监管对其他社会创新主体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和误导。

杰夫·摩根（Geoff Mulgan）等曾经提出了培育社会创新的公共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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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结果为导向的资助模式，为各类主体引入更高水平的竞争和竞赛；

● 权力和资金的分散化，以便允许社会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资源提出和实施创新方案；

● 在市场环境方面，打破垄断，为国有企业之外的所有制经济类型提供平等的进入机会，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充分竞争激发创新；

● 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政府需要更加开放和透明，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将一部分政务外包；

● 为社会创新活动提供“虚拟”和现实空间，为公共、私人和非营利性组织突破界限的交叉创新和信息交流提供空间；

● 建立各种实验室，对创新进行测试，让用户参与创新过程并对创新进行评价。

除此以外，为了培育社会创新，政府还应当在社会创新法律制定、人才培养、舆论宣传、税收政策和监管环境等方面鼓励社会创新。


其次，私人经济部门（以企业为代表的商业组织）在培育社会创新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社会创新模式也将成为企业创新的一个新范式。
 在市场经济国家里，私人经济部门主导着社会的分配法则。正如“社会创新”一词来源于企业管理领域一样，企业社会创新将是经济社会中创新的主导者。社会创新模式作为企业创新的新模式有四个显著的特征：首先是综合性，企业社会创新不再强调某项具体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或是营销创新，而是更加强调创新的组合或是综合。其次是开放性，企业社会创新是一种打破企业原有边界的开放式创新，更加注重吸纳企业外部资源，协同内部资源共同创新；再次是多方参与性，企业社会创新更加强调客户、供应商、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最后是超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创新已经远远超出企业社会责任应当负担的法定责任和简单的慈善，而是更加考虑多重底线、协同多方利益、提供更多价值的创新解决方案，是企业的一种长期的战略性投资。

因此，企业社会创新的作为可以是多个方面的：

● 打破传统创新模式，主动策划和实施企业的社会创新战略，比如IBM的“创新Jam”；

● 打破企业边界，灵活采用开放式创新、众包、挑战赛、客户参与、供应商参与等多种方式鼓励和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创新，比如思科的“I-Prize”；

● 鼓励员工创新，为企业社会创新搭建内部平台和创新氛围，如海尔的“人人创客”；

● 企业联合其他社会创新主体开拓社会创新的新途径，比如改善全球供应链和生活机会，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社交平台、创新平台等推进社会创新；

● 多方式参与投资社会创新活动，可以通过社会风险资本和小额贷款等投资于创新性的金融机制。

企业还应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其他团体组织的社会创新活动中去，以便多渠道获得信息、知识和经验。


再次，“第三部门”和“第四部门”在培育社会创新中发挥着杠杆作用。
 在政府部门和私人经济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往往以社会问题来驱动和运作，带有明显的公益特色，比较典型的是公益性的基金会和专业社会组织。基金会除了直接为社会创新项目提供资助之外，还可以连同专业社会组织和专家搭建社会创新交流、学习和提升的平台，比如国际知名的英国社会创新基金会——杨氏基金会便属于该类型。创新活动的动员、召集、能力提升、系统和平台支持是基金会在培养社会创新方面发挥作用的地方。

近年来公益风险投资基金在欧美逐渐盛行，通过风险投资而非慈善捐助的方式投资于富有潜力的社会创新项目，已经逐渐成为基金会支持社会创新活动的新型模式。专业从事社会创新活动的组织也逐渐兴盛起来，较知名的有斯坦福商学院的社会创新研究中心、国际社会创新交流中心（International Social Innovation Exchange）等，这些专业化组织将汇集社会创新活动的设计、技术、商业、公共政策、社会活动和社区发展等内容，汇集全球社会创新的发起者、研究者和实践者，交流创新知识、信息和经验，有力地推动着社会创新活动的发生和发展。

随着社会中各类组织的深度交叉，组织的性质和边界变得比较模糊，比如前文中所描述的“第四部门”。其中，社会企业是社会创新领域中异军突起的“第四部门”代表。社会企业是为了社会目标而进行的商业活动，具有三个特征：一是企业倾向，直接为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二是社会目标，成立时具有明确的社会或是环境目标，利润主要用来再投资，实现既定的社会目标；三是社会所有权，社会企业是一个自主性组织，其治理结构和所有权结构通常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群体参与之上，并就其行为的社会影响向利益相关各方负责。近年来，社会企业在欧美的发展较快，中国的非营利领域也经常出现社会企业的身影。社会企业既是社会创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又是主要的参与主体，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促进社会公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最后，我们回到“人人参与创新”的社会创新本质，个人如何在社会创新中发挥作用？个人在社会创新大潮中分别担任着发起者、支持者和参与者的角色。
 第一，分散在各种的社会精英人士往往是社会创新的发起者，他们的行为很可能点燃某个领域社会创新的火种，比如经度之战中的钟表匠哈里森、投入私人科学的商业精英、改变中国历史的18位农民、中关村之父陈春先等。他们善于采用全新的运作方式发现更加高效和富有价值的问题解决方式，他们富有创造力、使命感和行动力，更有勇气和魄力突破传统和束缚，他们是社会创新的先锋。对现状的不满和创造未来的希望是他们发起和推动社会创新的主要动力。

第二，有远见的政治家、企业家、基金会领导人和大型社会组织领导人是社会创新的关键支持者。社会创新是一场推动社会变革的接力赛，社会精英人士发起社会创新活动之后，需要得到社会创新关键支持者的支持和推广，有远见的政治家可以将社会创新成果上升到社会政策、法规和体制加以巩固和推广。企业家可以积极推动那些有良好应用前景的社会创新成果发挥更大的效用，同时也促进社会创新活动能够可持续发展。基金会领导人，主流媒体、大型社会组织的领导人认同社会创新活动的目标和价值，从多个层面宣传、支持和推广社会创新活动。

第三，普通公民作为社会创新的参与者，他们在社会创新活动中发挥着基础作用。




后记



1803年，拿破仑曾经指着地图上的中国说：“这里躺着一个沉睡的巨人，就让他睡吧，因为一旦他醒来，会震动整个世界。”（Here lies a sleeping giant，let him sleep，for when he wakes up，he will shake the world.）拿破仑可能不希望在他统治的时代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但他却看到了中国蕴含的巨大潜力。果然，经过两个世纪的“沉睡”，又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争洗礼，中国站起来了。用21世纪的视角来看，毫无疑问，这个“巨人”已经苏醒。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醒”来后看到了什么？它先看到的是经济民营化、商业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当这个巨人还在努力接受（或者拒绝）这些浪潮时，它在瞬间又看到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3D打印机、人工智能、工业4.0……这些巨大的浪潮正推动着一场即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工业革命。

在巨大的技术浪潮下，中国的经济正好又迎来了“新常态”——增长不再是10%，而可能是7%、6%，甚至是5%。目前的中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和挑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和紧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速度”震惊世界，而伴随高速发展的“中国问题”也举世瞩目：如何在如此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应对“中国问题”？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如何改善人民的真正福祉而不是简单地追求数字奇迹？

在本书中，我们介绍和讨论了社会创新模式。我们的观点是：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背景下，社会创新模式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新的重要途径。

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创新领域的专业研究者，但是我们三人的合作恰恰是本书主题的一个正面“证据”：创新——如果写本书也算一个小创新的话，往往是来源于不同领域的想法和知识。我们三人拥有不同的研究背景：黄亚生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和印度经济及制度学的对比研究，张世伟博士主要从事化学和循环经济的研究，王丹博士主要从事大企业竞争力研究。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感知到了创新方式的悄然变化，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预感逐渐得到了印证——社会创新模式将成为未来主要的创新方式之一，甚至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导创新方式，实现对创新的创新。

书中用大量篇幅讨论了中国和全球社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问题和挑战——贫富差异、社会阶层固化、劳工市场微型化和碎片化、机器人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慕课革命引发的对现行经济、教育和社会模式的颠覆等。我们不敢说社会创新是万能的，但是正如狄更斯感叹“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没有社会创新是万万不能的。

现在一种时髦的说法是彼得·蒂尔0和1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发展由两种力量推动，一种是纵向的、一种是横向的。纵向发展是从没有到有，就是从0到1，蒂尔称其为“创新”；横向发展是在现行模式下无限扩大，蒂尔称其为“复制”。

必须承认我们本书对创新研究本身并没有创新。从本质上看，我们对社会创新的研究是进一步验证了传统学术界对创新的观点。创新不是从0到1的过程，而是对已有元素的组合、再组合、再再组合；社会创新对传统创新模式的创新来自社会的参与，而不是来自对创新本身的颠覆。也就是说，在过去对已有元素做组合、再组合和再再组合的是学者、专业团队和公司的研发人员；但是在社会创新模式下，组合、再组合和再再组合成为一个“从我做起”和“从现在做起”的浪潮。人人能够参与，打破专业边界，交叉学科领域，冲破社会和经济地位的限制，也就是说创新“被民主”了、“被自由”了。这就是社会创新最精髓的精髓、最本质的本质。

来源多样的资料和案例不断引导和加深着我们对“社会创新”的理解，也丰富和完善了本书的内容。其中一些文献、讨论、案例启发了我们的思想，也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和安德鲁·麦卡菲的畅销书《第二次机器革命》、詹姆斯·索罗维基的著作《群体的智慧》、布莱恩·阿瑟的著作《技术的本质》、罗伯特·戈登的文章《美国经济增长结束了吗？》（Is U.S.Economic Growth Over?
 ）、《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大学的未来——数字学位》。另外，哈佛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卡里姆·亚科汗在开发创新领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本书也引用了他和其他合作者的一些文章，比如发表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评论》上的《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开放创新实验》等。同时，本书还参考了很多非学术性的网络报告和报道，比如，袁越的《经度之战》和《纽约时报》网站上的《有抱负的亿万富翁正在私有化美国的科学》等。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帮助，他们多次参与讨论、提供思路和相关资料。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学院MISTI全球种子基金（MISIT Global Seed Fund）的资助，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中国实验室的师生，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张曙光教授及上海交大访问学者陶飞博士，斯隆管理学院的罗闻全教授，媒体实验室访问学者、中国台湾国立交通大学的许峻诚博士，来自南京财经大学的张春华博士，来自清华大学的斯隆管理学院访问学者王毅博士，来自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贺俊博士，来自上海交大的张文光博士，来自浙江大学的邓水光博士，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语言学系访问学者吴菲博士，来自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代天善教授，天文学访问学者魏儒义博士，计算机科学访问学者辛海洋博士等，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郑雄飞博士，哈佛大学HTUP项目研究员创新思想研究院创始人杨林女士，等等。另外，还有多名来自商业领域的人士也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素材和帮助，不再一一列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湛庐，与思想有关……




如何阅读商业图书


商业图书与其他类型的图书，由于阅读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因此有其特定的阅读原则和阅读方法，先从一本书开始尝试，再熟练应用。



 阅读原则1 

  二八原则 

对商业图书来说，80%的精华价值可能仅占20%的页码。要根据自己的阅读能力，进行阅读时间的分配。



 阅读原则2 

  集中优势精力原则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集中突破20%的精华内容。也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攻克一个主题的阅读。



 阅读原则3 

  递进原则 

高效率的阅读并不一定要按照页码顺序展开，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部分阅读，再从兴趣点扩展到其他部分。阅读商业图书切忌贪多，从一个小主题开始，先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了解文字风格、观点阐述以及案例描述的方法，目的在于对方法的掌握，这才是最重要的。



 阅读原则4 

  好为人师原则 

在朋友圈中主导、控制话题，引导话题向自己设计的方向去发展，可以让读书收获更加扎实、实用、有效。



阅读方法与阅读习惯的养成



（1）回想。阅读商业图书常常不会一口气读完，第二次拿起书时，至少用15分钟回想上次阅读的内容，不要翻看，实在想不起来再翻看。严格训练自己，一定要回想，坚持50次，会逐渐养成习惯。

（2）做笔记。不要试图让笔记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不需要有深刻的见解和思想，只要是文字，就是对大脑的锻炼。在空白处多写多画，随笔、符号、涂色、书签、便签、折页，甚至拆书都可以。

（3）读后感和PPT。坚持写读后感可以大幅度提高阅读能力，做PPT可以提高逻辑分析能力。从写读后感开始，写上5篇以后，再尝试做PPT。连续做上5个PPT，再重复写三次读后感。如此坚持，阅读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

（4）思想的超越。要养成上述阅读习惯，通常需要6个月的严格训练，至少完成4本书的阅读。你会慢慢发现，自己的思想开始跳脱出来，开始有了超越作者的感觉。比拟作者、超越作者、试图凌驾于作者之上思考问题，是阅读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

好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难就难在执行。需要毅力、执著、长期的坚持，从而养成习惯。用心学习，就会得到心的改变、思想的改变。阅读，与思想有关。

［特别感谢：营销及销售行为专家孙路弘智慧支持！］


 
我们出版的所有图书，封底和前勒口都有“湛庐文化”的标志








并归于两个品牌







 
找“小红帽”



    


为了便于读者在浩如烟海的书架陈列中清楚地找到湛庐，我们在每本图书的封面左上角，以及书脊上部47mm处，以红色作为标记——称之为
“小红帽”

 。同时，封面左上角标记
“湛庐文化Slogan”

 ，书脊上标记
“湛庐文化Logo”

 ，且下方标注图书所属品牌。

湛庐文化主力打造两个品牌：
财富汇

 ，致力于为商界人士提供国内外优秀的经济管理类图书；
心视界

 ，旨在通过心理学大师、心灵导师的专业指导为读者提供改善生活和心境的通路。


 
阅读的最大成本



读者在选购图书的时候，往往把成本支出的焦点放在书价上，其实不然。


时间才是读者付出的最大阅读成本。


阅读的时间成本=选择花费的时间+阅读花费的时间+误读浪费的时间

湛庐希望成为一个“与思想有关”的组织，成为中国与世界思想交汇的聚集地。通过我们的工作和努力，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商业组织的思维方式，与世界先进的理念接轨，帮助国内的企业和经理人，融入世界，这是我们的使命和价值。

我们知道，这项工作就像跑马拉松，是极其漫长和艰苦的。但是我们有决心和毅力去不断推动，在朝着我们目标前进的道路上，所有人都是同行者和推动者。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读者一起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在当下改变未来。









延伸阅读




 
《全球风口》



    


◎ 互联网趋势专家、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煜全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重磅新书！解读全球积木式创新新潮流，把握全球新风口。

◎ 老牛基金会理事长张醒生、清华大学教授陈文光、阿里巴巴集团前高级研究员及副总裁梁春晓等联袂推荐。


 
《创业无畏》



    


◎ 彼得·戴曼迪斯继畅销书《富足》之后又一部扛鼎之作！《富足》告诉我们20 年后的世界将会怎样，而《创业无畏》则是帮我们抵达未来世界的行动路线图。

◎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张瑞敏、张亚勤、高红冰、网大为、李开复、徐小平、毛大庆、陈劲等联袂推荐！


 
《共享经济》



    


◎ 汽车共享公司 Zipcar、无线网络连接公司 Veniam、点对点汽车租赁公司Buzzcar 以及拼车网站 GoLoco 联合创始人、共享经济鼻祖罗宾·蔡斯最新力作。

◎ UrWork（中国）创始人毛大庆、途家网联合创始人罗军、滴滴打车副总裁朱平豆、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畅销书《长尾理论》 作者克里斯·安德森等联袂推荐。


 
《创新者的处方》



    


◎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颠覆式创新之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十年磨剑之作。

◎ 把握美国医疗保健业命脉的睿智之作，医疗改革和创新技术行业必读书目。

◎ 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所院长哈维·芬伯格、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迈克尔·莱维特等联袂推荐！





[1]


 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1892—1973），英国语言学家、作家。代表作是魔幻小说《魔界》三部曲。






[2]


 《牛奶可乐经济学》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解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通过这些事例和解释来加深对经济学的理解。该书获得了国家图书馆“第四届文津奖”，其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3]


 或许，MOOC更准确的中文名不是“慕课”而应是“墓课”，因为这场革命将会把很多二流大学送进坟墓。






[4]


 当代教育的问题与困境有哪些？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克里斯坦森教授在《创新者的课堂》一书中给出了新解；而在《创新者的处方》一书中，他又对医疗行业给出了颠覆性的见解。两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5]


 19世纪美国的多产作家，作品集中表现出身贫困的小男孩通过艰苦奋斗、决心、勇气和真诚创造财富，实现梦想，进入中产阶级的美国梦。因此，阿尔杰又被视为美国梦的化身。






[6]


 莫里斯认为，“社会发展”是指一个群体通过其所掌握的物资资源和智力资源达到既定目标的能力。






[7]


 布莱恩·阿瑟是圣塔菲研究所元老、复杂科学奠基人、首屈一指的技术思想家。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阿瑟向我们介绍了前所未有的关于技术产生和进化的系统性理论，堪






[8]


 该案例根据袁越的《经度之战》编写。






[9]


 在BBC公布的“100个最伟大的不列颠人”名单中，哈里森排名第39位。






[10]


 哈里森父子造出航海钟的消息早已传到了法国，法国政府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伦敦，试图以高价说服哈里森把H4的秘密卖给法国，结果被哈里森严辞拒绝。






[11]


 “C型雇员”，指企业最高管理层，因其英文名称开头字母都带C而得名。






[12]


 1964年，英国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P.W.Higgs）发表了一篇学术理论文章，提出一种粒子场的存在，预言一种能吸引其他粒子进而产生质量的玻色子的存在。他认为，这种玻色子是物质的质量之源，是电子和夸克等形成质量的基础，其他粒子在这种粒子形成的场中游弋并产生惯性（惯性是不能用产生来描述的有质量即有惯性，是物体的基本属性），进而形成质量，构筑成大千世界。






[13]


 彼得·戴曼迪斯是全球商业太空探索领军人物，共创立了十几家商业太空探索公司，是X大奖基金会主席兼CEO。戴曼迪斯不仅是一位不断追求创新的“实践者”、杰出的商业领袖，更是一位愿意和公众分享他诸多超前观念的商业思想家——他著有畅销书《富足》和《创业无畏》。如果说《富足》告诉我们20年后的世界将会怎样，那《创业无畏》则是企业家帮我们抵达未来世界的行动路线图。两本书的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者注






[14]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统计，在韩国、日本、德国和美国，每万名工人对应的机器人数量分别为437台、323台、282台和152台，而中国只有30台。所以，我国机器人使用密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






[15]


 例如，河南省为河南农业大学牵头的河南粮食作物协同创新中心安排专项建设经费3000万元，连续支持了4年。






[16]


 正在兴起的“第四部门”有：混合价值组织、混沌有序组织、公民/市政企业、社区财富组织、公共品公司、社区发展组织、伦理性社会机构、以信仰为基础的企业、非营利性企业、社会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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